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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进路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分析

欧阳斐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围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论述,提出以“五要五不”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要求。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发挥文化

的力量助推金融强国建设、金融高质量发展,由此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来看,需要

以重信守诺涵养诚实守信的金融道德观、以义利兼顾涵养以义取利的金融义利观、以居安思危涵养稳健审慎的金融

经营观、以革故鼎新涵养守正创新的金融创新观、以隆礼重法涵养依法合规的金融治理观,进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金

融文化的推陈出新。 从承接升华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看,需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以坚定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政治方向,坚持人民至上以强化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坚持清正廉洁

以淬炼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精神品格,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守正创新。 从文明

交流互鉴来看,需要萃取和超越西方金融文化精华,批判性吸收西方金融文化的契约精神、效率理念与法治意识,以

实现对西方金融文化的借鉴与革新。 在这三者的基础上,重要的是提炼升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规律

性认识,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遵循“两个结合”科学方法的指引,构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

“三位一体”的培育机制,实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唯实创新。

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红色金融文化;西方金融文化;“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001-16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全局” [1]14。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是事关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的战略抉择,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将中国共产党对

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明确提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

融强国、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1]171。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明
确提出了“一要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二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三要稳健审慎,不急功近

利”“四要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 “五要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要求[1]171-172。 中国特色金融

文化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的强大精神支柱,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因此,本文从“两个结合”的方法论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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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出发,探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蕴含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从而探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进路。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其

理论基础、主要内容、理论贡献等方面。 在理论基础方面,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

工作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2] 、对邓小平金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和对

西方金融思想的借鉴与超越[3]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规律的全面总结和深刻揭

示[4]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金融工作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集中体

现。 在主要内容方面,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主要由金融核心论、金
融本源论、金融安全论、金融改革论、金融开放论、全球金融治理论和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论等组成[5] ,可以归纳为一个根本保障、两大战略目标、三项中心任务、四个重要原则、五大

发展理念等[6] 。 在理论贡献方面,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深刻阐明

了金融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深刻揭示了金融的本质和职能,明晰了金融发展理念和金融工

作原则[7] ,系统回答了“为谁发展金融”“发展什么样的金融”“怎样发展金融”等重要问题[8] ,为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9] 。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学界有关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重要意义、核心要义、培育路径等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

金融文化的重要意义。 学者们认为,金融文化能为金融体系的利益冲突和对抗提供必要的调节

缓和机制[10] ,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源头活水[11] ,因而培育中国特色

金融文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应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挑战的重要举措[12] 。 其二,中国特

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 学者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要五不” 重要观点,对“诚实守

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解析,并深入分析了其形

成基础,认为它们从不同方面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力量[13] 。 其三,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

培育路径。 学者们认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遵循不同的进路,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魂,立足当代中国实际,不断创新金融文化的内容和形式[14] ;
 

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金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贯通起来,立足二者政治性和人民性高度

契合的基础,铺筑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路径[15] ;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
法治规范金融市场行为,以德治塑造从业机构人员行为规范,两者是一体两面、相得益彰的关

系,文化涵养和实践养成不可偏废[16] 。
上述研究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意义、主要内涵和实践路径,

为新时代丰富金融理论、培育金融文化、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等重要议题的理论致思奠

定了基础。 学者们除了在整体上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金融思想外,主要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金融工作、金融安全和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具体论述,还未系统全面涉及金融文化方面的思想研

究。 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金融工作、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而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正式提

出的时间较短,因而对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理论体系、实践路径等方面的

理论分析还有待拓展,尤其需要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论述展开学理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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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系统阐释,以便深入探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培育路径,即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

国特色金融文化重要论述的实践进路。

二、推陈出新: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的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源头活水,需
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71。 考察古代中国漫长的金融历史,可知金融活

动起源非常早。 从秦汉时期“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17]3958 的繁荣景象,到宋代商

业的繁荣兴盛,迨至明清的商业革新,这些经济活动都有金融与金融文化的促动。 与之相应,中
华民族形成了重信守诺、义利兼顾、居安思危、革故鼎新、隆礼重法等优秀的金融理念与文化传

统。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结合新时代金融工作的实

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的推陈出新。
(一)以重信守诺涵养诚实守信的金融道德观

重信守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为人之本、治
国之本和从事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的根本。 从商鞅“徙木为信”到“交子”以信兴商,重信守诺

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永不褪色的商德规范,买卖公平、诚实守信成为中国古代富商大贾从事商

业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 如果没有诚信,无论人、财、物等商业资源的调动,还是商品贸易的往

来,都将寸步难行。 因此,“非诚贾不得食于贾”与“商贾敦悫无诈” [18]225 的经营理念,深深植根

于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之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的重要内容。
诚实守信的金融文化传统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宝贵财富,是金融安身立命、不断发

展的生命线。 金融市场是以信用为基础的。 诚实守信是金融业的责任,是现代金融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重信守诺” [1]171,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

筑牢现代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诚信之基。 因此,“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是中国古代“重信守诺”
传统在现代金融领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集中概括。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信守诺的

核心价值观念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实不欺、诚实守信、讲求信誉的经营准则,
才能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具体而言,这需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齐头并进才能

得以实现。 在微观方面,有必要针对金融主体提出明确的价值规范和具体的行为标准,要求金

融企业、金融工作者坚守重信守诺的商德规范,做到诚实经营、珍惜信誉、不逾越底线。 在宏观

方面,则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制度层面推进金融诚信文化建设,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奖励

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以制度的力量培育诚信习惯和诚信文化,为
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社会环境。 把重信守诺的中华传统美德结合时代场景进行内容

和形式的创新转化,能促进新时代诚实守信金融道德观的涵养。
(二)以义利兼顾涵养以义取利的金融义利观

“义利之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议题,关涉如何处理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天下

公利和个人私利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 [19]56 的价值观念塑造着中

国人的道德精神世界。 具体到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既看到经济行为具有逐利性

质,同时也认识到“义”和“利”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因此,针对货币借贷、贸易往来等经

济活动,对古代商人明确提出“义利兼顾”的原则要求。 所谓“义利兼顾”,就是要摒弃“枉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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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财” [19]220,坚持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义在利先的价值取向,反对经济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唯利

是图。 金融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可以说金融从业者时时刻刻在与“利”打交道,稍不注意就

可能出现“见利忘义”的情形,因此形成和遵循正确的义利观显得尤为必要。 这也正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金融领域具有重要价值的关键原因。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坚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实践要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

义利观的传承和弘扬。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传统经济理念,强调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
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金融具有营利性的特点,只有平衡“义”和“利”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

真正实现现代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坚持以义取利,抵制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错误观

念,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个人私利与天下公利的统一。 坚持走中国特色

金融发展之路和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就要坚守“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将天下

道义和人民公利放在首位,践行利他原则,敦促金融主体把“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的传统价值理念牢固树立成新时代的金融义利观,在追求利益、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始终做到

讲大义、弘正义,始终遵循公平正义和道德义理。 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环
境共生共荣。

(三)以居安思危涵养稳健审慎的金融经营观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国家治理、风险防控的重要经验。 商业世界潜伏着货币金

融、市场价格、天灾人祸、遇诈遭抢、政治干预等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要谨守居安思危、有
备无患的风控理念,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中国古人认为,稳健审慎既是君子成事之

道,也是商业实践的生存法则。 先秦时期提出建立“以一物为货”的货币制度,以此提高货币的

稳定性。 西汉时期制定了“均输”“平准”的货币政策,以此稳定物价。 长期以来,居安思危、稳健

审慎、崇俭戒奢等中华民族在应对商业金融风险时积累的经营智慧,是一代代中国商人发家致

富的法宝,也是他们防控风险的手段。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的实践要求,是中华民族长期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的经营智慧和生存法则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表现。 金融是特殊的高风险

行业,必须“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1]15。 新时代培育“稳健审慎”的中国特

色金融文化,要求在制定金融政策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
范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金融主体则要稳慎把握金融安全

的节奏和力度,树立稳健经营、审慎监管的思想,力戒急功近利,不贪图短期暴利,不急躁冒进,
不超越承受能力而过度冒险。 金融从业人员则要铸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意识,力戒奢靡之

风,倡导绿色消费,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 金融消费者则要合理规划个人和家庭的财务

支出,注重财富积蓄和物资储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忧患意

识、居安思危理念,是新时代金融活动各类参与主体的行为准则,是奠定正确金融经营观的思想

文化基础。
(四)以革故鼎新涵养守正创新的金融创新观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华文明生

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于迎接新挑战。 中国古

代货币从“半两钱”“五铢钱”“开元钱”到“交子”的币制改革,从铸币权的国家掌握到民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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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再到国家掌握的演变历程,都是古代金融业坚守革故鼎新理念的结果。 在“两个大局”相互

交织、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下,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和加强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坚持在市场

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深化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这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理念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而把守正创新作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则是革故鼎新在金融文化领域的新时代表达。
新时代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智慧,以守正创新之

力,为金融高质量发展夯基铸魂。 “守正”是守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正,守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之正,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创新”
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涵养

新时代的创新观。 其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涵养创新观的前提,要求加强党对金融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 创新和

完善金融调控是涵养创新观的关键,要求不断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

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创新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是涵养创新观的根本任务,要求加大对

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中国特

色金融文化强调的创新观,要求金融机构和从业者既善于守正、又长于创新,因而可以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关于“新”与“旧”、“常”与“变”的理论运思中汲取智慧。
(五)以隆礼重法涵养依法合规的金融治理观

礼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荀子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18]310 以来,隆
礼重法成为古代国家治理观的内核。 它强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树立礼制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

严,综合运用礼的伦理精神和法的强制作用,共同调节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促使人们对礼的尊

崇、对法的敬畏融入日常、化为习惯,从而实现良善治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和礼,始终

是衡量是非曲直的准绳,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是国家治理的根本。 具体到

金融领域,传统中国由始至终都贯彻着隆礼重法的规矩意识。 范蠡颁布的《平粜法》、李悝颁布

的《平籴法》、秦朝实施的货币法《金布律》、汉代实施的商业资产税法《算缗令》,都是中国较早

的金融法律制度,是隆礼重法思想观念在古代金融活动中的制度呈现。 这些出现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对于新时代金融治理观的形成,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实践要求,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是

“隆礼重法”价值理念在现代金融业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表现。 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

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
取营养、择善而用” [20]32。 金融领域是强监管、重规则的领域,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尤其要重视

和弘扬“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价值理念,培育正确的金融治理观。 应当看到,推进金融法治建

设、做好金融立法工作是促进“依法合规”金融文化落地生根的保障。 这需要“及时推进金融重

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建立定期修法制度,不断适应金融发展实践需要”,从而“为金融业发展

保驾护航” [1]114。 也就是说,织密金融法网、补齐制度短板,可以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供

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实践土壤。 因此,我们需要善于用“隆礼重法”思想资源,接引现代的金融治

理理念,通过文化熏陶和舆论宣传,促使广大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尊崇法律、敬畏规则,严格遵

纪守法,自觉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依法经营,杜绝钻法规制度空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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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承接升华

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的同时,需要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

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党和人民伟

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21]36 革命文化反映在金融工作中即为红色金融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一道赋予金融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服务的核心理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金

融事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酝酿萌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成长,再到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独有精神品

质。 新时代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精

神营养,做到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政治方向、坚守社会主义金融工作人民至上的价

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清正廉洁的精神品格。
(一)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政治方向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与核心优势。 我国金融业由小

变大、由弱变强在于充分依靠和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

时代任务为金融发展制定政策方针,推动金融业成长进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的金融工作为革命服务,形成了红色金融文化,并带领人民群众创建了新式金融工作体制,为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全国性金融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实践中不

断深化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工作体制,创造性建构了集中资源型的金融工作体制,为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立足改革开放现实,党不断推动计划经济

金融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转变,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实践方向全面推进金

融工作体制变革,为形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概言之,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增进人民福祉,并确保金融发展的社

会主义方向。
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政治方向,是确保金融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关键。 坚持

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党在金融工

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具体体现。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才能确保金融业

永葆社会主义底色。 新时代经济环境已发生重大改变,但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

能变,金融工作者忠于党的领导不能变。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

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22]188。 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

展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金融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新时代培育中国特色金

融文化,要求金融工作者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五要五不”的实践要求之中,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党忠诚,不偏离党关于金融工作的大政方针和

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繁荣,确保金融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

向前进,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更为关键的是,金融机构要加强党的建设,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不断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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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守社会主义金融工作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至上是党的核心价值理念,“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3]110。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取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经济萧条凋敝,农民深受高利贷、混乱货币交易的

盘剥之苦。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人民从剥削性质的金融关系中解放出来,围绕打击高利贷、发
展信用合作社、成立红色银行、发行货币、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展开了实践探索,提出建立为贫

苦农民谋利益的金融机构等一系列主张,保障了民众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

人民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金融体

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新时期金融发展道路,推动了金融业的大发

展、大繁荣,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打下了坚实

基础。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1]42 新时代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的价值取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要求广大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工作者深

刻把握金融工作的人民性,站稳人民立场,承担起金融发展的初心使命。 金融改革要强化问题

导向,紧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做好普惠金融这篇大文章。 唯有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金融工作的奋斗目标,“五要五不”的实践要求才能真正发挥价值指引的

作用,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服务性等功能性要求才能在加快金融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健全金

融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坚持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清正廉洁的精神品格

廉洁从政、秉公用权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是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公而忘

私的光荣传统”和共产党人应有的道德风范[24]169。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清正廉洁的精神品

格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廉洁奉公精神的传承

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工作者身处恶劣的环境,遭受着敌人的严密监视和残酷打

压,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始终恪守廉洁奉公,坚决抵制各种诱惑和腐化侵

蚀。 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推进金融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为确保金

融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新时代清廉金融文化是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在金融行业的延伸。 清正廉洁的精神品格是金

融行业的生命线,只有坚守这一品格,才能确保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才能维护金融秩

序的稳定。 进入新时代,金融风险易发高发,“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 加强金融业清

廉建设是金融行业应对复杂环境、实现自身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不断增强金融从业者法

治意识、合规意识,才能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抓住人、钱、
制度三个关键,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 [1]85 “管住人”,就是要加强对金融机

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等金融从业者的教育监督管理,将党风廉政建

设融入金融业机构的建设中,发挥金融业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弘扬金融业的清风正气,做
克己奉公的表率。 “看住钱”,就是要使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发挥监管

部门的引导推动以及各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激发金融机构主体意识,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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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初心和宗旨,守住诚信合规的底线。 “扎牢制度防火墙”,就是要完善金融从业人

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规范金融运行,
把清廉建设融入每一个金融工作主体之中,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现象,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永葆清廉清正的本色。 可以说,如果没有廉洁文化的滋养,诚实守信就缺少了文化根基,以义取

利就缺失了价值保障,稳健审慎就失去了精神支撑,守正创新就变成了伪创新、乱创新,依法合

规就蜕变成撞红线、冲底线,“五要五不”也就有可能沦落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因此,培育中

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继承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廉洁文化,挖掘利用红色

金融文化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并结合时代特征和需要予以激活、提炼、升华。

四、借鉴革新:西方金融文化精华的萃取超越

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发展的文明体系。 从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由于既

坚持不忘本来又注重吸收外来、既做到“各美其美”又强调“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才始终保持旺

盛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与西方金融模式及其发展道路有本质不同,既遵循现代金

融发展规律,更具有中国鲜明特色。 “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

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 [1]169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也需要保持文

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心态,特别是要了解和把握在促进西方金融创新中发挥了重要驱动作用的契

约精神、效率理念、法治意识等金融理论与实践经验,并结合自身需要进行批判性吸收。
(一)西方金融文化契约精神的批判性吸收

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赊” “欠”等商业信用的记载。 从古罗马时代起,“契约”就得到了

广泛关注。 货币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关系,它的广泛使用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西方金融文化

强调契约精神,认为信守契约是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经济活动的基础。 西方金融文化契约精神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市场行为、契约合作与社

会交往中遵循的原则;二是基于信任、责任和法治的经济行为和社会法律现象;三是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法理思想;四是与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宗教礼仪紧密联系的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 在西

方,人们习惯于用契约思想去解释、处理各种道德问题,常常从利害关系、权利要求等方面,提倡

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契约伦理。 正因如此,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传

统和契约精神容易导致家庭、伦理观念的淡薄。 因此,“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

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 [1]3。
新时代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充分汲取西方金融文化契约精神的合理成分,实现对

西方契约精神的汲取与超越。 在西方的契约文化中,个人权利和自由被置于首位,因此在金融

活动中更加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若无法律的强制,很容易越过边界,蜕变为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 而中华文明中的诚信理念,注重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强调个体与集

体的共生关系,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 这样一种文化特质,正好可以成为西方契约精神的矫治

资源。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就是强化义与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主
张二者相互成就、有机统一。 更确切地说,就是强调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义与利的动

态平衡,确保金融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金融行业要进一步树牢正确义利观,发挥自身业务特

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当前,无论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还是支持小微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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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或是为特殊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都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坚持的“义”。 金融行业做到讲

信义、扬正义、弘大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彰显自身价值,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获取合理回报,实
现经济与金融共同发展,就能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培育和弘扬筑牢基础。

(二)西方金融文化效率理念的价值性升华

西方金融文化致力于效果和效率的追求。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

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25]5 总的来看,西方金融文化的效率

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信息效率。 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和交易机制,形成有效的

监管体系,强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确保市场公平公正。 通过市场监管和法律制度来保护金融

投资,通过多种措施来减少信息不对称。 二是突出分配效率。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和市场失灵现

象,促使西方金融文化更加注重分配效率。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金融市场在与国际市场接

轨过程中更加注重提高资源分配效率。 三是强调运作效率。 在西方金融文化中,成本—效益分

析是常见的决策工具,运作效率高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信息技术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

展为提高金融运作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金融文化在提高效率方面存在一

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比如可能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在某些领域或群体,加剧社会不平等。 此外,金
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了西方金融市场失灵和金融监管不足的风险。 如何在效率和稳定之间取

得平衡,一直是西方金融文化需要破解的难题。
对西方金融文化效率理念进行价值性升华,实际上是要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始终做到稳

中求进。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宝贵经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承创新,是全面把握和统筹“两个大局”的现实需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稳”是大局和基础,
不是消极机械求稳。 金融工作必须坚持稳字当头,战略方向、方针政策、重要部署要稳,宏观调

控、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也要稳,金融政策的收和放要稳,决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 “进”是方向和动力,是在稳固大局的基础上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牢牢掌

握金融战略主动,不断增强金融发展韧性。 因此,在学习借鉴西方金融效率理念的基础之上,进
一步强调“稳”和“进”二者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只有在金融实践活动中统筹兼顾“稳”和“进”,正确处理金融发展中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
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在“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

安全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把社会效益始终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西方金融文化法治意识的人文性转向

法治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成果,是西方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 总体来看,西方现代法治

文明重点关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等基本范畴,直接影响西方金融文化的发展进程,对西方

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现代金融业的最新进展表明,西方国家普遍对现

代金融法治建设更加重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加快了金融立法,金融法

治水平持续提高[26] 。 由此可见,法治在推动金融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促
进和保障功能。 显而易见的是,西方现代金融法治存在明显的弊端。 一是由于金融资本天生具

有逐利性,金融市场自我稳定机制非常有限,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寡头垄断竞争格

局容易产生合谋行为。 二是西方多头共管体制导致职责不清,缺失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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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死角和监管重叠共存,恶性竞争问题严重。 三是过于依赖法律,
一旦出现矛盾和问题,动辄诉诸法律解决,加大了金融治理的成本。

新时代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需要看到西方金融领域法治的优长,又要洞察其中存在

的缺失,在借鉴吸收中推动西方金融法治文化的人文性转向。 这就要求在金融领域综合运用法

治和德治两种治理手段。 一方面要加快金融立法,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监管工作

队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 同时还要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全体

金融从业者的法治意识、法治素养、法治能力。 另一方面,又要在金融领域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营造崇德、重德、明德、行德的良好氛围,特别是要针对金融主体加强道德教育、道德考核、道德

考评和道德监管,通过持之以恒的道德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从业者进行正确道德判断、作出正确

道德选择的能力,为新时代金融发展注入精神力量、提供道德支撑。

五、唯实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提炼升华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深化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总结,是基

于“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全

新金融文化形态。 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遵循“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构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金

融文化培育机制,形成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强大文化动力。
(一)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1]26 金融工作应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同样不能

独立于政治而存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与政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了

有机统一。 这种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观,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提供了理

论分析框架。 这可从党的事业发展和金融内生发展两个维度来理解。 从党的事业发展维度看,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关键地位。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27]366 从改革开放初期构建中央银行体制和多元化金融体系

等基本的现代金融架构,到新时代全面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出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

融风险等系列重要举措,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角色定位越来越

清晰。 从金融内生发展维度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凸
显了有效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因此,中国加强金融治理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坚持党中央

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以“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1]27。 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推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兴领域发展,体现了对金融创新与风险

防控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把握。 这种将党的领导与金融发展相结合的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中国语境下的创新应用。
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系统性、多层次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党对金融工作的

领导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落实在制度安排、机制设计等实践层面。 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组织

形式和运行机制的载体,既包含正式的法律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也涵盖非正式的社会隐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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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从本质上说,一切制度都可视为某个层面的文化表现。 在这一理论逻辑下,加强党对金融

工作的领导既是制度建设也是文化塑造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对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从制度层面加强党对金

融工作和国家金融安全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中,中央金融委员会的

作用发挥关键在于做好统筹协调把关,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关键在于切实加强金融

系统党的建设,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关键在于落实属地责任。 这

种多层次、多维度的领导体系设计,反映了党对金融工作复杂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将

政治领导与专业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思想。 这不仅强化了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也为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文化基础。
“党的建设搞得好不好,事关金融系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决定金融事业成败。” [1]31 党的建

设质量与金融系统的凝聚力、战斗力及其事业成败存在深刻的辩证关系。 这一论断揭示了政治

建设与金融发展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核心要义。 实践表明,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构成了中国金融工作的根本政治优势。 这一优势源于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政治引领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模式的三重理论内涵:首先,它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创

新特色,反映了中国对金融治理模式的独特探索;其次,它构成了中国金融发展的政治优势,凸
显了政治领导与专业治理相结合的制度优势;再次,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政治体现,
展现了金融发展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 这一理论框架不仅深化了对金融工作政治属性的认

识,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和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遵循“两个结合”科学方法的指引

“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

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28]30 这一论断在金融领域亦具有深刻意义。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正是这

种结合的典范之一,它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又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 马克思主义金融

理论体系涵盖商业信用、货币经营资本、信用货币、银行、利率和股份经济等多个方面,其核心在

于将商业信用视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石。 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金融体系的本质和运作机制提

供了重要视角。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同时警惕脱离实体经济需

求、规避监管的虚假创新。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突出了金融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和作用。 金融“不能搞庞氏骗局” [1]54,信用是金融的基础。 2022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进一

步明确了以信用建设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方向,提出要在资本市场增强信用意识和契

约精神,为以诚信建设筑牢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诚实守信文化根基提供了制度支撑。 从理论到实

践的“两个结合”启示我们,虽然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主要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但通过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相结合,可以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体系

提供理论支持。 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也为中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指

导和实践路径。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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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29] ,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

的内在逻辑。 “两个结合”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而且开拓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域[30] ,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纵观中国金融发展

史,它展现了传统金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道德取向上的共通性,为马克思主义金融

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奠定了道德基础。 尽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西方观念冲击,但中国传统

的经世济民思想仍深刻影响着经济观念和经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协

调提供了文化支撑,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纯理性竞争模式的“共享”机制。 “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

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31]14 遵循“两个结合”方

法,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形成机制体现了传统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和现代化需求回应

的统一。 这种文化建构融合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提供了文化支

撑和价值引导,展现了中国金融发展的独特路径和思想内核。
(三)健全“三位一体”金融文化培育机制

培育以“五要五不”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还要健全“三位一体”的文化培育机

制,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的有机统一,做到用教育来引导和塑造理念,用制度来规

范和调控行为,用实践来养成和内化习惯。 三者相互依存、循环促进,形成从认知到行为再到习

惯的递进关系,共同推动健康金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简言之,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教

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 通过教育塑造理念、实践内化习惯、制度

规范行为,使“五要五不”的内涵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

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助力实现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
一是加强教育引导。 加强金融文化教育引导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环节,其核心在于

通过系统化、持续性的教育引导,提升金融从业人员和公众的金融素养,培育正确的金融价值观

和职业道德。 从理论层面看,这一过程主要涉及金融知识传播、价值观塑造和行为规范的多维

度整合。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170。 明确教育目标是基础,需将金融知识普及、风险教育、道德伦

理培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以契合金融教育的知识导向和价值导向。 构建多层次

教育体系是实现路径,要一体推进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和公众教育,以实现教育对象的多元化和

教育过程的连续性。 创新教育方法是动力来源,要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线上教育,开发互动式、
体验式的教育项目,以实现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和教育形式的多样化。 这种多维度、全方位的金

融文化教育引导机制,不仅有助于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公众的金融素养,也为构建

稳健的金融体系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从而推动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强化实践养成。 实践养成是将金融文化理念内化为行业自觉、外化为具体行动的核心

环节,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从系统论角度分析,实践养成机制包含多个相互关联的要

素:构建多层次实践平台,涵盖日常业务操作、案例研讨、角色模拟等,为金融文化实践提供多元

化场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将金融文化实践纳入绩效考核和晋升体系,强化内生动力;开展定

期的自我评估和同业互评,形成反馈循环,促进持续改进;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社会实践,将金融

文化理念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建立示范引领机制,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 从功能

论视角看,这一机制不仅促进个体行为的改变,还推动整个行业文化的升级。 它通过实践—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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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调整的循环过程,实现金融文化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化,最终形成稳定的职业素养和行业生

态。 这种实践导向的文化养成方式有助于金融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专业性和道德性的

统一,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除此之外,需要重视对金融行业干部队伍与人才队伍的实践锻

炼。 强大的金融干部与人才队伍是金融强国的关键要素,要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

大斗争中磨砺干部、锻炼人才,增强干部、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

险本领[32]54。 让广大干部与人才在金融实践中增强党性、改进作风、增长本领的同时,崇尚“五

要五不”的价值取向,塑造践行“五要五不”的精神风尚。
三是完善金融制度。 “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33]308 为培育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文化制度建设是构建现代金融治理体系的关键

环节,对规范金融行为、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建立健全金

融行为规范体系是基础,其内容涵盖职业道德、操守准则和行为规范,目的在于塑造金融业的行

为准则和价值规范。 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是保障,通过强化对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实现对金融行为的有效约束和引导。 构建金融诚信体系是核心,通过完善信用评价机制和失信

惩戒机制,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生态环境。 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是延伸,旨在平

衡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权益关系,增强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 这些制度建设措施相互支

撑、相互促进,形成完整的金融文化制度体系。 这样的制度体系不仅规范金融行为,也塑造金融

价值观,影响金融决策和实践,服务于推动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精神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两个大局”下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践

进路。 作为“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实践性,是本体

论与方法论、认识论与实践论的高度统一,是经义与治事的有机结合[34] 。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

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金融行业及其从业人员需要深刻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要五不”实践要求,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促使“五要五

不”的实践要求落地生根,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是让金融发展惠

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的必然要求,是提升金融国际竞争力和中国金融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金融文化、继承和升华党的红色金融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金融文化、借鉴和萃取西方金融

文明成果、总结和提炼新时代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都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

化的实践进路。 而这些实践进路的顺利铺筑,需要重点厘清三个关键举措。
首先,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中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品格。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意蕴丰富宏阔,其鲜明的理论特质是认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

工作重要论述的钥匙。 一是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理论品格和根本

的政治立场。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金融的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 二是实践性。
理论源于实践,同时指导实践并推动实践前进。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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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发展之路生动实践所取得成功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又反过来指导我国金融实践、推动我国金

融发展。 三是科学性。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现了对金融发展规律的坚定遵循。 中国特色金融

文化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引领金融发展,注重对我国金融发展的科学

分析、系统谋划、统筹协调。 四是时代性。 科学准确剖析时代主题、时代方位、发展阶段,是金融

业制定战略规划、推动实践发展的基本前提。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关注时代新需求,审视时代新

变化,深刻关切中国和世界金融现实,特别注重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加强全球金融治理。 五

是民族性。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收优秀金融思想,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转

化,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其次,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中准确把握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思想方

法。 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的重要前提在于科学的思维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

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 一是坚持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直

面金融发展过程中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以治国理政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思维的独立

性和创造性,开启了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 二是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金融系统的运

行逻辑,以“三大失衡”新问题为切入点,运用金融回归本源、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新理论提升

其指导新实践的能力,彰显出新理论与新实践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三

是坚持人文情怀与普惠关怀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把握和顺应人类历

史发展趋势,注重提高金融治理效能,前瞻思索“一带一路”金融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 四是坚持战略性定位布局与辩

证法分析思考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针对金融发展的主要矛盾、问题和

挑战,形成了一系列统揽全局、把握大势的金融发展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辩证法的分析思考

始终贯彻其中。
再次,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以切实承担起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的主体责任。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积极培育和大力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特别是

金融从业者积极主动承担主体责任,切实把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

作为制定金融政策、落实金融监管、探索金融创新、开展金融服务的价值遵循。 金融机构要以忠

诚于党、热爱人民、敢于担当、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充分认识新时代金融工作所面临的新常态、
新起点和新要求,深刻思考、系统谋划、科学引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培育和践行。 金融机构要

在全社会营造崇尚“五要五不”的文化氛围。 金融机构要立足行业特点,赓续中华文脉,传承红

色基因,着眼时代发展,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中华优秀传统金

融文化、红色金融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金融文化融入金融建设和经营管理中,以磅礴的文化力

量助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广大金融工作者要树立爱岗敬业、清正廉洁的价值观。 中国

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在于人,要坚持将金融业道德准则、法律意识映射于每个人,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从诚信、清廉、合规、服务、风险、效率、发展等维度持之以恒地推进中国特色金融

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讲述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好中国金融声音,塑造好中国金融形象,积极培

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从而推动中国金融健康发展和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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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inancial
 

works,
 

and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talks
 

on
 

unswervingly
 

taking
 

the
 

road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the
 

cul-
tivation

 

requirements
 

of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five
 

yeses
 

and
 

five
 

nos”
 

as
 

the
 

main
 

content.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o
 

actively
 

cultivate
 

the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wer
 

of
 

culture
 

t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power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financial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a
 

financial
 

ethical
 

view
 

of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by
 

cherishing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promises,
 

a
 

financial
 

ethical
 

view
 

of
 

pursuing
 

profit
 

with
 

justice
 

by
 

cherishing
 

the
 

principle
 

of
 

pursuing
 

profit
 

with
 

justice,
 

a
 

financial
 

prudent
 

view
 

of
 

be-
ing

 

cautious
 

and
 

vigilant
 

by
 

cherishing
 

the
 

principle
 

of
 

being
 

cautious
 

and
 

vigilant
 

in
 

times
 

of
 

peace,
 

a
 

fi-
nancial

 

innovative
 

view
 

of
 

adhering
 

to
 

orthodoxy
 

and
 

innovation
 

by
 

cherishing
 

the
 

principle
 

of
 

innovation,
 

a
 

financial
 

governance
 

view
 

of
 

complying
 

with
 

the
 

law
 

and
 

regulations
 

by
 

cherishing
 

the
 

principle
 

of
 

law
 

and
 

or-
der,

 

in
 

order
 

to
 

achieve
 

a
 

return
 

to
 

the
 

innovation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financi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red
 

financial
 

ideas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of
 

the
 

CPC,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n
 

financial
 

work
 

to
 

firm
 

up
 

the
 

po-
litical

 

direction
 

of
 

China’s
 

distinctive
 

financial
 

culture,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to
 

strengthen
 

the
 

values
 

of
 

China’s
 

distinctive
 

financial
 

cultur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uprightness
 

and
 

integrity
 

to
 

tem-
per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China’s
 

distinctive
 

financial
 

culture,
 

so
 

as
 

to
 

achieve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
tion

 

of
 

the
 

CPC’s
 

red
 

financial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
 

essence
 

of
 

western
 

financial
 

culture,
 

critically
 

absorb
 

the
 

spirit
 

of
 

contract,
 

the
 

efficiency
 

concept,
 

and
 

the
 

rule
 

of
 

law
 

awareness
 

from
 

the
 

West,
 

in
 

order
 

to
 

achieve
 

innovations
 

of
 

western
 

financial
 

culture.
 

Based
 

on
 

these
 

three
 

aspects,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empi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
 

of
 

China’s
 

distinct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dhere
 

to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ver
 

financial
 

work,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
tific

 

method
 

of
 

“two
 

combinations”,
 

and
 

build
 

a
 

“trinity”
 

mechanism
 

embodying
 

theory,
 

practice
 

and
 

institu-
tional

 

guarantee
 

to
 

achiev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stinctive
 

financ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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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整合:乡镇政府运作中的压力调适与治理韧性
———基于湖北省 F 镇的案例分析

黄振华,张海超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镇政府面临的治理事务日益增多,治理压力持续增大。 在此背景下,乡镇

政府通过将辖区站所有效纳入乡镇管理体制,实现从“条块分割”向“条块整合”的转换,以此调适和消解日益增加的

治理压力。 基于“动因—情境—策略”分析进路发现,纵向政府约束与横向社会问责的双重强化对乡镇政府积极履

责的推动以及乡镇条块权责配置错位是驱动乡镇政府条块整合的主要动因。 辖区站所对乡镇政府的高依赖性、乡镇

政府的“扩权增人”需求构成条块整合的基本情境和条件。 依托党建联合将站所纳入内部组织架构的隶属关系“结

构化”、整合资源统一保障站所人员日常生活的生活保障“一体化”以及通过制造激励影响站所人员晋升发展的职业

晋升“协同化”策略,共同促使乡镇政府将游离于乡镇政府之外的各类站所纳入乡镇管理体制。 由此,乡镇政府的治

理能力随之增强,基层治理压力显著下降。 乡镇条块整合体现了我国多层级单一制国家结构在体制末端存在一定治

理韧性,这一治理韧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乡镇政府面临的治理压力。 由于体制刚性约束与基层治理复杂现实的

存在,乡镇条块整合蕴含的治理韧性相对于乡镇政府而言存在局限性,建立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还需从顶层设

计入手,自上而下推动体制变革。

关键词:条块整合;基层治理;乡镇政府;治理韧性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017-12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治理事务以

及调适由此引致的治理压力成为乡镇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成为基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从结构上看,乡镇“条”“块”之间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不利于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从实践

上看,乡镇政府与乡镇站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整合。 深入考察乡镇

政府与乡镇站所在实践中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体制末梢的运行特点,进而推

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在既有体制性压力与属地管理模式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镇政府面临的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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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日益增多,治理压力持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 在此背景下,如何

应对日益增多的治理事务以及调适由此引致的治理压力成为乡镇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成为

基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策略取向,
其隐含的逻辑不同,并对乡镇治理产生了差异性影响。

第一种取向是通过避责策略调适治理压力。 由于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与政府责

任无限扩展之间存在矛盾,一些基层干部行为从邀功走向避责[1] 。 权责分立结构使得基层干部

易于陷入“有限权力和无限责任”的窘境之中,难以有效抵御和化解外部系统性风险,进而采取

组合策略规避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2] 。 尽管属地管理内部存在权责平衡的机制,但随着体制性

压力的增大与社会流动的加剧,属地管理内在的权责平衡机制被打破,基层政府从“权责均衡”
走向“权轻责重”甚至“有责无权”。 为应对上级交付的属地管理任务并规避政治风险,一些基

层政府逐渐通过府际联合避责、纳入常规、摆平理顺等方式避责[3] 。 面对由“责任超载”引致的

执行压力,乡镇政府转而利用“弱者的武器”等策略反向避责[4] 。
第二种取向是通过应付策略调适治理压力。 面对难以完成的治理任务,乡镇政府并不消极

避责,而是利用基层自主性空间在落实政策中应付上级要求,以此调适治理压力[5]1-23。 由于常

规的权力运作方式很难完成“不切实际”的目标任务以及严厉的考核机制难以应对,因而各种非

理性、非正式的权力运作技术应运而生,最终塑造了乡镇政府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6] 。 在既有

的体制性压力下,纵向政府间的加码导致基层政府承接了大量政策执行任务,基层政府由于自

身财权和事权的限制倾向于选择性地、变通地执行[7] 。 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面对“不接地气”
的政策任务和额外的任务加码,乡镇干部往往采取“尽力完成”“拼凑应对”等策略应付上级[8] 。
面对权责不对等的治理困境,基层政府倾向于扎实推进、实功虚做、能拖就拖等自主性策略来应

对属地管理任务[9] 。 此外,在应对考核方面,乡镇干部在日常交往中注重与村庄中坚力量打好

关系,以便应付上级检查[10]18-29。
第三种取向是通过提升能力调适治理压力。 资源是治理能力的基础,包括配置性资源与权

威性资源等不同类型[11]30。 乡镇治理既需要财政和人力等配置性资源,也需要执法权和政府权

威等权威性资源。 在刚性约束下,当面临人力资源不足时,乡镇政府基于自主性扩张而倾向于

编外用工[12] 。 在有限权力与无限责任矛盾下,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乡村治理人才,乡镇政府时常

有编不用,而采取编外用工的方式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13] 。 为有效发挥治理资源的治理价值,
需要对治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乡镇领导通过旨在实现人与事适配的“抓班子”可将结构性压

力转化为乡镇班子的内在行动力,最大化整合乡镇政府既有人力、财政等资源[14] ;通过推行行政

包干制,可以将社会性资源进行制度化整合[15] ;运用组织化的动员手段,将权威通过利益链条嵌

入非正式治理资源领域,从而实现对非正式治理资源的组织化整合[16] 。 此外,在政策执行压力

大、执行难度高、执行意愿强的情境下,乡镇把握住政策机会,“借力”上级资源并与自身资源加

以整合利用以解决政策执行中的难题[17] 。
总体上看,第一种和第二种策略取向的前提是自上而下的考核、监管等约束手段不够精细,

为避责和应付策略留出自主空间。 然而,随着近年来自上而下的体制性约束不断强化,乡镇政

府通过避责与应付策略调适压力的自主性空间不断被挤压。 因此,这两种策略取向并不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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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何以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约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调适治理压力。 另外,通过避责与应

付策略调适治理压力属于消极履行治理责任的行为,不仅不能增进公共利益,也难以提升乡镇

政府的治理能力。 第三种策略取向总体认为,乡镇政府能够整合资源、增强治理能力以便积极

履行治理责任,进而应对日益增长的治理压力。 然而,在第三种策略取向中,编外用工、完善动

员机制以及向上“借力”等均主要从治理机制的角度解释乡镇政府调适治理压力的行为,而较少

从治理体制的角度尤其是条块关系的角度给出解释。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条块分割是造成当下

乡镇政府“责大、权小、事多、能弱”的重要原因。 那么,面对日益增加的治理压力,乡镇政府是否

能够通过重塑条块关系以释放体制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于 2022 年 11 月在鄂西北 Z 县 F 镇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调查。 调

查发现,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治理事务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压力,F 镇政府通过将站所人员纳入

乡镇统一管理,使站所“部门化”,不仅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源,也间接掌握了站所具备的执法

权,实现了从“条块分割”向“条块整合”的转换。 通过条块整合,F 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小

责大”“人少事多”的治理困境,进而较为有效地调适和消解了治理压力。 F 镇的条块整合实践

表明,我国单一制政府体制在乡镇末端存在适应具体治理情境的治理韧性。 作为中部地区的一

个普通乡镇,F 镇反映了乡镇政府调适治理压力的一般特征,通过解剖 F 镇条块整合过程能够有

助于解释乡镇政府如何调适日益增长的治理压力以及我国基层政权所蕴含的治理韧性特征。

二、分析进路:动因—情境—策略

制度可视为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一种公共产品,当制度需求与供给出现失衡时就会发

生变迁。 其中,制度所处的具体环境,以及受制度影响的人、组织需求的变化都会造成制度的供

给失衡[18]266-291。 制度变迁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以政府命令和法

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

利机会的诱导,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可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19]371-400。 在现实

中,制度变迁总是不断发生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所观察。 由于制度变迁需要动力,对制度变迁的

观察一般从动力与路径,即为什么变迁和如何变迁两个层面展开,并用“动力—路径”分析框架

加以解释[20] 。 站所“部门化”是特定情境下基层政府领导者为适应治理压力,依据具体情境条

件推动的基层管理制度变迁,要充分理解这一制度变迁需要对制度变迁的缘由、驱动力、所处的

特定情境、策略加以深入剖析,但常见的“动力—路径”框架对此不便于观测。 为更好从理论上

阐述站所“部门化”这一基层管理制度变迁,本文提出“动因—情境—策略”的分析进路。
“动因”是制度变迁的缘由与驱动力,“情境”指制度变迁所处的各类制度与非制度环境,

“策略”指制度变迁主导者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手段。 首先,站所“部门化”是基层管理体制的

自发变革,分析其变革动力对理解这一制度变迁较为重要,但分析其变革缘由更为重要,动因分

析能深入解释制度变迁的缘由。 其次,站所“部门化”是在中央集权体制及条块关系在乡镇特殊

的实践表达这一具体情境下展开的,情境要素在此不仅催出制度变迁的内外需求,还影响参与

制度变迁行为者的策略选择,对制度变迁起到关键作用[21] ,情境分析进路有助于系统呈现制度

变迁的多重情景。 再次,站所“部门化”是微小的制度变迁,解释这一制度变迁需要更多关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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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迁主导者在推动制度变迁、强化制度效能时的具体行为逻辑及其策略,策略分析能够多维

呈现制度变迁的主要手段。
在本文的“动因—情境—策略”分析进路中,“动因”聚焦于乡镇政府推动站所“部门化”的

主要原因,“情境”则聚焦于推动站所“部门化”的微观情境和宏观情境;“策略”包括乡镇党政领

导如何推动新制度的形成与强化制度效能。 站所“部门化”这一基层管理制度变迁源于纵向约

束与横向问责强化及乡镇条块权责配置错位;站所对乡镇政府的高度依赖与基层良善治理要求

镇政府“扩权增人”分别构成站所“部门化”这一制度变迁的微观情境与宏观情境;依托党建联

合将站所纳入内部组织架构,整合资源统一保障站所人员的生活需要,通过制造激励影响站所

人员的晋升发展构成乡镇政府将站所“部门化”的主要策略(见图 1)。

图 1　 “动因—情境—策略”分析进路示意图

三、乡镇条块整合的动因与情境

乡镇条块整合是在特定的动因和情境下发生的。 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纵向约束与民众对

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社会问责的强化推动了乡镇政府积极履行治理责任。 由于执法权和人力资

源匮乏,整合具有一定执法权和人员规模的乡镇辖区站所成为 F 镇政府的理性选择。 而站所工

作人员对乡镇政府在业务开展、生活保障及晋升发展等方面具有较高依赖性,加上乡镇政府本

身的“扩权增人”需求为 F 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情境和条件,也使条块整合成为可能。
(一)乡镇条块整合的动因分析

随着管理技术的提升,县级政府通过严格、清晰的考核加强对乡镇政府的约束。 与此同时,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众对政府的社会问责也不断强化,由此推动了乡镇政府积极履行治

理责任。 在现有的乡镇体制下,乡镇政府与乡镇站所之间存在权责配置错位的问题,乡镇站所

有人有权但责任较小,乡镇政府相对来说权小人少却责任大,由此促使乡镇政府积极实施对乡

镇站所的整合。
其一,纵向政府约束的强化推动了乡镇政府积极履行治理责任。 国家希望国家机器清晰

化、简单化[22]2,以便让所辖人口、领土等都在国家管理当中。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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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治理目标,需要通过基层治理得以贯彻和实现[23] 。 在政府行政系统

内,上级政府力图通过各种方式约束下级政府,使之按照自身的意志完成各项任务。 随着各类

信息技术的涌现,组织的有效管理幅度变大,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管理能力变强。 从县乡层

面看,县级政府的各项治理任务需要乡镇政府具体落实,在考核压力下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

过程管理也日趋细化[24] 。 在 Z 县,县政府借助现代技术开发了一套对乡镇政府的运行进行全过

程管理的程序。 首先,Z 县各个乡镇党政领导都被纳入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等各个“条线”和“群

组”并要求定期汇报工作进展,同时由专人负责统计各个乡镇工作进展情况并呈交主管的县级

领导。 其次,通过项目“拉练”、巡查、调研等方式对乡镇具体工作情况进行检查与纠偏。 最后,
通过系统性的年终考核对乡镇整体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从结果来看,乡镇政府在具体工作落实

中的自主空间大为缩小,转而积极履行治理责任。
其二,横向社会问责的强化推动了乡镇政府积极履行治理责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政

治观念已深入人心,享有共和权利、富有公共精神、认同和热爱共和国的积极公民逐渐形成[25] ,
民众逐渐积极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上信访正成为聚合民意的

“舆论场” [26] ,大众媒体也逐渐成为民众监督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有力武器。 在基层治理中,民
众依托数字技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消极行为逐渐零容忍,对其形成强有力的社会问责。 社会问

责虽然不能够直接对公共权力掌有者进行惩罚,但是它可以对有悖民意的基层政府施以公众压

力等正式和非正式的象征性惩罚,还可以通过公共参与来推动国家内部问责的启动[27] 。 由此,
基层政府十分重视民众的社会问责。 此外,由于民众倾向于将基层治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咎

于政府,使得乡镇政府工作人员难以回避基层治理中的诸种问题,从而想办法积极履行责任。
在 F 镇,民众就道路与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水电等公共服务、耕地承包经营、宅基地获取、福利

公平性分配、环境污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找乡镇政府解决,而在民众的社会问责压力下,F 镇政

府转而积极履行治理责任。
其三,乡镇条块权责配置错位催生乡镇政府整合站所。 执法权资源与人力资源是乡镇治理

的重要凭借。 在条块结构下,执法权掌握在“条条”而非“块块”之手。 对于县级政府,为有效完

成某一治理任务,常常通过成立领导小组将事务涉及的县级“条条”整合起来,共同完成任务。
而乡镇政府内部没有具备执法权的职能部门,也无权调动跟其平级的县级“条条”,乡镇政府面

对不法行为往往“看得见,管不着”,面临权小责大的治理困境。 与此同时,面对繁重的治理事

务,乡镇陷入“人少事多”的困境,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 F 镇人口将近 2 万,辖 18 个村(社区),
但 F 镇政府只有 33 个编制,实际只有 28 个工作人员。 乡镇站所则不仅有一定规模的工作人员,
且只需承担本领域的部分责任,同时在各自领域拥有乡镇政府紧缺的执法权、审批权等重要行

政权力。 调查发现,F 镇共有 15 个独立建制的站所(中心或学校),排除卫生所与学校,其他 13
个站所的编制人员超过 40 人,比乡镇政府总人数还多。 其中,派出所、市场监督管理所、自然资

源与规划所、税务所、畜牧站、林业站等站所具备相应的执法权。 面对执法权、人力资源匮乏等

乡镇治理困境,条块整合成为 F 镇积极应对繁杂治理任务、调适治理压力的理性选择。
(二)乡镇条块整合的情境分析

乡镇政府是乡镇场域的公共权力机关,在乡镇场域具有重要影响力。 站所虽在行政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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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于乡镇政府,但其位于乡镇场域,乡镇政府对站所工作的开展、站所人员日常生活以及站所

人员的调动能产生影响。 由此,站所人员在业务开展、日常生活及职业晋升上对乡镇政府产生

较高依赖。 与此同时,在“权小责大”“人少事多”的背景下,“扩权增人”成为乡镇政府推动基层

良善治理的重要路径,具备很强的治理正当性。
1. 站所对乡镇政府的高依赖性

其一,站所人员在业务开展上依赖乡镇政府。 条块结构下县级“条条”对全县某一领域的治

理事务负有属事责任,承担着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等责任。 在实践中,由于县域范围广阔,
县级“条条”往往通过给站所派发任务,并对站所人员的完成情况进行追踪考核的形式推动站所

完成既定任务。 由于站所没有管理行政村的资格,在推进业务工作时需要村干部、村民的配合,
因而往往需要寻求乡镇政府的支持。 例如,林业站在推进森林资源管护工作上,需要乡镇政府

帮助督促村干部挑选负责任的护林员,并将森林防护纳入乡镇对村干部的考核。
其二,站所人员在日常生活上依赖乡镇政府。 许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县级“条条”难

以负担站所人员的吃住、交通问题,这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总体来说,F 镇站所每年的工作

经费比较紧张,如财政所一年为 13 万元,市场监督管理所为 7 万元,林业站为 6 万元,自然资源

与规划所为 1. 4 万元,畜牧站为 1 万元,民政所为 0. 9 万元,司法所为 0. 6 万元,农机服务中心、
农技推广中心、广播文化中心由于市场化运作更是没有工作经费。 与此同时,乡镇站所人员大

多为事业编制,其工资待遇水平普遍不高,需要解决吃住、因公交通问题。 为保障乡镇政府有效

落实国家各项政策任务,国家对乡镇政府在解决吃住、交通问题上往往给予了物质资源保障。
因此,在不能依靠县级“条条”予以财政保障的情况下,站所人员寄希望于乡镇政府的支持。 F
镇畜牧站站长说:“上级给我们一年所有经费只有 1 万元,勉强够日常办公花销,办不起食堂,上
级也不给我们提供宿舍,而我们待遇又不高,只有寻求乡镇政府帮忙。”

其三,站所人员在职业晋升上依赖乡镇政府。 乡镇站所人员主要为事业编制,按照通行规

则,站所人员只有通过调任离县城更近的乡镇或者更发达的乡镇以实现隐性晋升[28] 。 按照条线

内部的晋升惯例,乡镇站所人员实际上大多最高可晋升为事业编管理八级岗,且难以实现职位

晋升,如难以担任上级“条”的副职。 在 F 镇,除财政所所长有机会直接调任财政局副局长以及

派出所所长有机会调任至县公安局外,其他站所负责人基本没有机会在本条线实现职务晋升。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

出:“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特别是乡镇党委书记,健全从乡镇事业人员、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到
村任职过的选调生、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常态化机制。”这一政策

的出台给了乡镇站所人员跳出条线往乡镇政府晋升的机会。 由于是为乡镇政府选拔人才,各地

在遴选上述“五类人员”进班子时,都非常注重乡镇党政领导的意见,因此也为乡镇政府调动站

所人员提供了激励空间。
2. 乡镇政府“扩权增人”的强正当性

作为国家主权代表与具体形态,政府的公共行政行为需符合治理正当性。 政府公共行政的

治理正当性体现在其应以服务人民、扩大公共福利为依归,因而政府公共行政应以一种有效的

方式促进公共利益[29] 。 从社会治理视角来看,是否迈向善治是评判国家治理是否增进治理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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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重要评判标准[30]8-9。 反过来讲,增进治理正当性要求国家治理不断迈向善治,而基层治理

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也应不断追求善治以增进治理正当性。 实现基层良善治理要求乡

镇政府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建构良善的基层社会秩序、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等。 治理资

源构成乡镇政府实现上述目标进而推动基层善治的重要依靠,特别是需要有执法权资源与人力

资源作为依托。 在“权小责大” “人少事多”的背景下,“扩权增人”成为乡镇政府推动基层良善

治理的重要路径。 换而言之,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损害公共利益,乡镇政府旨在推动基层良善

治理的“扩权增人”行为便具备强正当性。 在现实情境下,具备一定执法权资源和一定数量规模

人员的乡镇站所虽不是乡镇政府的职能部门,但能被乡镇政府所整合,能够实现“扩权增人”,进
而推进基层良善治理。 这符合基层治理应增进治理正当性的内在要求。

四、乡镇条块整合的策略过程

在特定的动因和情境下,乡镇条块整合的内外部条件渐趋成熟,并引发了乡镇条块整合的

策略行为。 在 F 镇,镇政府对站所的整合策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依托党建联合将站所纳

入内部组织架构,实现隶属关系“结构化”;二是镇政府整合资源统一保障站所人员生活需要,实
现生活保障“一体化”;三是强化对站所人员职业发展的晋升激励,推动职业晋升“协同化”。 从

实践效果来看,F 镇通过条块整合充实了乡镇治理的人力资源与执法权资源,乡镇治理能力大为

增强,属地管理下的权责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治理效能得以提升。

(一)隶属关系“结构化”:依托党建联合将站所纳入内部组织架构

科层制是现代社会最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31]242-251。 为有效整合各个站所,F 镇主要领导依

据各个站所的职责将相近站所整合起来,成立不同类别的联合党支部,并依托联合党支部成立

不同的“大部委” ①。 随后,由乡镇主要党政领导担任联合党支部的书记与“大部委”的负责人以

负责联系“大部委”内不同站所,由此 F 镇各个站所在形式上成为乡镇政府的职能部门。 在此基

础上,F 镇进一步为“大部委”的运行制定基本规范,使乡镇政府与站所之间的隶属关系清晰化。
其一,依据站所职能成立功能性联合党支部。 一般情况下,由于站所人员身处乡镇而不便

与县级“条条”开展党建活动,因而站所的党建活动基本在乡镇自行开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

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 基于此,F 镇党委设立农业农村党支部、财税党支

部、政法党支部以及社会综合治理党支部,将各个站所的人员分划其中,并由乡镇党政领导担任

支部书记。 例如,畜牧站、林业站、农机服务中心、农技推广中心属于农业农村党支部,由 F 镇党

委副书记担任党支部书记。
其二,依托联合党支部成立“大部委”。 联合党支部只是帮助乡镇政府建立了与站所保持联

系的固定机制,远没有在形式上将站所纳入乡镇政府的内部组织架构。 为此,F 镇党委依托联合

党支部成立包含多个站所的“大部委”,每个“大部委”包含的站所与联合党支部包含的站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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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部委”是笔者对 F 镇做法的概括,F 镇并无此种说法。 “大部委”主要是依据联合党支部名字进行相应命名,
如依据农业农村联合党支部将相应的“大部委”命名为“F 镇农业农村委”。



　 2024 年第 4 期 政治学研究

持统一,并由联合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担任“大部委”负责人以增强乡镇政府对“大部委”的领导。
“大部委”的成立意味着乡镇政府将站所由相对独立于乡镇政府的政府机构从形式上变为乡镇

政府的组成部门,乡镇政府也由此与县级政府一样在形式上成为行政权较为完整的一级政府。
其三,确定“大部委”运行规范。 为使乡镇政府与站所之间的关系清晰化,F 镇对“大部委”

的运行规范进行了规定,特别是确定了站所要服从“大部委”领导的原则与工作汇报制度以便乡

镇党政领导了解站所工作情况。 例如,F 镇农业农村委规定,各站所必须服从乡镇政府的统一领

导;配合乡镇政府完成涉及业务领域的治理任务;每月向农业农村委领导汇报一次工作;农业农

村委要对站所业务工作予以支持。 通过制定规范,乡镇政府明晰了领导各站所的具体路径,站
所人员则找到了配合乡镇政府工作的规则支撑与向乡镇政府寻求支持的正式途径。

(二)生活保障“一体化”:整合资源统一保障站所人员日常生活

由于乡镇站所的经费预算不一定能够保障站所人员在乡镇日常工作生活需要,而乡镇政府

具备一定的物质资源优势,因而 F 镇政府通过利用相对优势的物质资源对站所人员的日常工作

生活提供关照,力图以此催生站所人员对乡镇政府的向心力,也即乡镇政府力图通过为站所人

员提供财政支持以达到领导站所的效果。
在 F 镇这样一个普通乡镇,除学校和卫生所外,F 镇有自办食堂的只有财政所、派出所,能够

为站所人员提供宿舍的只有派出所,有公车的只有派出所和市场监督管理所,各个站所都不给

站所人员提供交通补贴。 考虑到这些情况,F 镇党政领导积极为站所人员提供支持。 其一,主动

让站所人员与乡镇政府人员一同进入乡镇食堂用餐,与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享受同等用餐待遇。
其二,对住宿有困难的站所人员,特别是为有困难的站所负责人提供帮助。 由于乡镇政府的闲

置房间有限,乡镇政府并非给所有有需要的站所人员提供住宿支持,而是以此奖励那些较为配

合的站所人员。 目前,F 镇党政领导为市场监督管理所、自然资源与规划所、税务所、畜牧站四个

站所的主要负责人提供了住宿。 其三,鉴于县级“条条”对站所人员不提供交通补贴也不配备公

车,因而 F 镇党政领导往往在站所有下乡需要时积极帮助协调时间,让站所人员能够搭便车。
此外,F 镇党政领导还借助日常共同就餐、共同下村、联合支部党建活动、“大部委”例会等机会

有意识地关心站所人员的日常工作生活情况,拉近心理距离。 与此同时,F 镇党政领导还会邀请

站所人员参加乡镇工作例会、上级领导的座谈会等,给予站所人员交流学习、增长见识的机会。
由于“大部委”的存在,乡镇政府对站所人员在吃住及交通上的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制度

化、常规化。 对于站所人员而言,乡镇政府原本没有义务给他们解决日常生活工作的困难,但乡

镇党政领导依托乡镇政府的资源为其提供关照,使站所人员感受到了被尊重,自然会更加服从

乡镇政府领导。
(三)职业晋升“协同化”:通过制造激励影响站所人员的晋升发展

乡镇站所人员可以通过调任离县城更近的乡镇或者更发达的乡镇实现隐性晋升,或者通过

“五类人员”进乡镇领导班子政策晋升为乡镇政府副职。 由于站所人员在实现这两种晋升时都

依赖于乡镇政府的支持,因而 F 镇党政领导积极利用机会制造激励以强化乡镇政府对站所的整

合,并使站所人员的晋升发展符合乡镇政府的基层治理需要。
 

其一,乡镇政府利用隐性晋升机会影响站所人员晋升发展。 站所人员主要通过调任离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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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的乡镇或者更发达的乡镇以完成隐性晋升。 在政府组织结构、干部下派制度、“干部四化”
的管理导向三方面因素叠加下,县域科级干部晋升形成了隐性晋升机制[32] 。 这种隐性晋升机制

实际上也被县域“条条”采用,成为站所工作人员晋升的重要方式。 在此,为保证调任乡镇的站

所人员能够服从乡镇政府的领导,乡镇政府积极参与“条条”对站所人员的调任,并促使县级“条

条”在将其他站所人员调任至本乡镇站所时听取乡镇政府的意见,同时在表现优秀的站所人员

希望调往县城或其他发达乡镇时,乡镇政府积极推荐。 在 F 镇,F 镇政府就先后将一位自然资源

与规划所所长推荐到了城关镇,一位市场监管所所长推荐到了经济开发区。
其二,乡镇政府利用“‘五类人员’ 进班子” 政策影响站所人员晋升发展。 Z 县对“五类人

员”进乡镇领导班子这一政策制定的规则大致如下:一是乡镇各个站所负责人当中 45 岁以下、
具备大专学历的人都可经过公开招考,在每 5 年一次的换届时调任乡镇的副职;二是在名额分

配上,每镇每次最少一个名额;三是在进行笔试和面试后,县委组织部依据笔试面试结果与乡镇

党委的意见最终确定人选。 基于此,为强化对站所的整合,F 镇每年对包括站所人员在内“五类

人员”进行统一考核,并进行公示,以此作为推荐站所人员进乡镇政府领导班子的主要依据。 其

中,乡镇政府对站所人员的考核既包括其本职业务工作情况,也包括其对乡镇政府工作的配合

度,二者各占分数的 50%。 在具体评分时,为保证公平性,由乡镇领导班子根据每年的具体情况

统一商定评分原则。 由于“大部委”负责人对各个站所的工作最为清楚,F 镇让“大部委”负责人

负责打分。 在 F 镇 2022 年乡镇党政领导换届中,F 镇林业站站长不仅本职业务干得好,也积极

配合乡镇政府,F 镇党委积极推荐其担任 F 镇副镇长。
通过条块整合策略,F 镇政府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治理能力,也以此调适和消解了日益增大的

治理压力。 具体来看,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缓解了乡镇治理的权责紧张关系。
通过条块整合,F 镇政府间接获得了站所的执法权。 与县级“条条”相比,虽然乡镇站所的执法

权范围窄,但乡镇治理事务没有县级治理事务复杂。 通过灵活使用这些执法权,F 镇政府足以应

付日常大多数治理事务,在很大程度上 F 镇基层治理的执法权紧张得到缓解。 以常见的生禽饲

养污染为例,当遇到村民不规范饲养生禽而引发环保问题、邻里纠纷而乡镇政府又只能劝解时,
F 镇通过利用畜牧站对生禽饲养卫生规范的执法权及自然资源与规划所对自然资源合规利用的

执法权展开执法行动,促使村民合规饲养生禽。 对此,F 镇党委书记说:“有了这些执法权,我们

治理乡镇有底气得多。”其二,充实了乡镇治理的人力资源。 通过条块整合,F 镇将除学校和卫

生所外的 40 余人间接纳入乡镇政府的统一管理,极大地充实了乡镇政府的人力资源。 在调研

中发现,脱贫攻坚时期 F 镇让每一个站所都负责一定的村或者户,负责信息登记、日常关照和联

系。 F 镇畜牧站站长表示:“在脱贫攻坚时期,乡镇政府让我包了一个村的三个组,我一年将近

一半的时间都在帮助乡镇政府登记信息,然后再利用其他时间完成业务工作。”此外,在非洲猪

瘟、疫情防控、森林灭火等事务上,当出现人手空缺时,F 镇政府均会让站所人员参与。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基层治理事务日趋复杂。 在既有的体制性压力与属地管理体制

下,面对繁多的基层治理事务,基层政府面临“权小责大” “人少事多”的治理困境,治理压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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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无减。 伴随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纵向约束以及民众对乡镇政府的横向社会问责的强化,乡
镇政府利用避责和应付策略调适治理压力的消极自主空间不断缩小,转而积极履行治理责任。
在执法权、人力资源匮乏且无权调动县级“条条”的情况下,整合具有一定执法权和人员规模的

站所就成为乡镇政府的理性选择。 从现实情境看,站所工作人员对乡镇政府在业务开展、生活

保障及职业晋升等方面的依赖为乡镇条块整合创造了现实可行性,基层良善治理背景下乡镇政

府的“扩权增人”需求则为乡镇条块整合提供了强正当性。 在上述动力和情境之下,乡镇政府通

过隶属关系“结构化”、生活保障“一体化”以及晋升发展“协同化”,最终实现了将游离于乡镇政

府之外的站所纳入乡镇管理体制。
从基层管理体制来看,乡镇条块整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乡镇政府与站所间的关系,提升

了基层治理能力,也调适和消解了日益增长的治理压力。 面对“广土众民”的国情,中央集权的

体制需要具备统一性和稳定性,由此决定了这一体制具有很强的刚性,但还需要在体制末端保

持灵活性,以适应不同资源禀赋和治理情境的基层差异[33] 。 乡镇条块整合的实践表明,体制在

末端也存在可供基层政府根据社会治理具体情境调整乡镇条块关系的治理韧性。 在乡镇条块

关系不适应基层治理需要时,基层政府可以在不违反既定法律法规也不增加体制运行成本的前

提下对“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约束,以对乡镇条块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 在体制末端,治
理韧性如钟摆一样,围绕体制的主轴在一定范围内摆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治理韧性

与部分学者提出的体制弹性不同,体制弹性是指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促使机制变革可以达

到灵活应对基层治理的效果,体制的治理韧性指体制末端本身存在微小变动的可能。
本文所呈现的虽只是 F 镇的个案,但由于广大乡镇面临的治理困境与 F 镇大同小异,所处

的情境也相似,由此可以推断条块整合也是许多乡镇政府调适治理压力的理性选择,只是在条

块整合的具体方式上存在差别。 笔者在 Z 县其他乡镇以及湖北省其他县域均发现了与 F 镇类

似的条块整合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乡镇条块整合虽纾解了治理困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即治理韧性之于治理困境的纾解存在一定限度。 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县级“条”可

能更能从经济上保障站所人员的需求,由此乡镇政府整合站所的空间会被压缩,特别是在经济

发达乡镇,乡镇政府整合站所难度会更大。 其次,由于乡镇“块”与县级“条”存在一定的冲突,
而乡镇“条”在制度上隶属于县级“条”,其财权、人事权都由县级“条”掌控。 因此,除非“自上而

下”推动将乡镇“条”制度化并入“块”,否则乡镇发起的条块整合不可能让站所完全服从于乡镇

政府。 再次,即便通过条块整合使乡镇政府能够很大程度上调动乡镇“条”,但如果县级“条”不

能下放足够的权力,乡镇条块整合后乡镇政府仍存在权力资源匮乏问题。 因此,建立简约高效

的基层管理体制还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自上而下推动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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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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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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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构序变革

亓　 光,张　 翔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国家治理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变革。 数字技术的兴起不仅彻底重构了国家

治理架构,更孕育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逻辑体系。 面对数字化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治理结构质的飞

跃,需要超越表层的复杂性,洞察国家治理深层的运作机制,确立其本质的秩序。 在此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数字化时

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本质上何以成为一种原生性创新。 因此,需要深入剖析数字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建构性关系。

从生成论的视角出发,引入“逻辑构序”的概念有助于探究技术与治理之间的相互建构机制、发展过程以及运行和发

展的秩序框架。 由此,能够在整体上提升对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结构关系的解释力,有效构建

一个清晰的全方位新秩序。 深刻理解技术与治理的互构关系,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过深

入分析数字化背景下的治理实践,能够揭示技术与治理的互构性,阐明“理念—工具—对象”的构序维度在数字治理

中的关键作用。 为了实现治理的有序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需要在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

力、解决治理问题等方面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构序,持续优化技术与治理的交互作用,充分发挥数字治理的优势。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逻辑构序;技术治理;技术赋能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029-13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已成为驱动生产力

飞跃以及国家治理模式深刻变革的核心力量。 数字化的时代浪潮已经引发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逻辑构序重大变革。 “构序”这一概念萌生于哲学领域,其对一种有序的社会实践进行生动描

绘,着重强调“主体—客体”之间富有成效的互动。 在与解构、建构、结构、系统等概念之间发生

紧密联系的过程中,构序越发具有一个核心概念的独特性。 与“解构”相比,构序强调构建和形

成秩序,而解构强调拆解和分析秩序,两者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解构是构序的前提和基

础,通过解构才能揭示出秩序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为构序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与“建构”相

比,二者都涉及构建某种结构或体系,但它们的侧重点不同,构序更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秩序

的形成过程,而建构更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与“结构”相比,构序指向事物之间的有

条理、有规律的状态生成,而结构是事物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组织方式的基本状态;
与“系统”相比,构序更侧重于微观层面的事物关系和秩序的形成过程,而系统更侧重于宏观层

面的事物整体和系统的功能实现。 正因为如此,把握构序概念不在于抽象地定义这个术语,而
在于准确把握其思维和逻辑,即“逻辑构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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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构序”是在一般性逻辑框架之中构建而成的有序秩序,它聚焦的是现存各类事物之间

关系状态的有序发展状况,是对多元事物之间“关联—作用—耦合”这一建构性的分析机制展开

的深度探究。 进一步来讲,它所反映的是事物关系性建构进程得以顺利运行和持续发展的秩序

性问题。 从哲学角度来看,逻辑构序主要强调三层意涵。 一是排序的逻辑基础,即逻辑构序建

立在一定的逻辑原则和规律之上。 这些逻辑原则包括同一性、矛盾律、排中律等,它们确保了思

维的一致性和合理性。 通过遵循这些逻辑原则,我们能够构建起具有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的秩

序结构。 二是事物关系的有效厘清,即逻辑构序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 它不仅考虑事物本身的

属性和特征,还深入探究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联系和依赖关系。 通过分析这些关系,可以揭示

事物的内在结构和秩序,以及它们在更广泛的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 三是建构性分析和有序性

发展的有机统一。 逻辑构序首先是一种建构性的分析方法,其不仅仅是对已存在事物的描述和

解释,更重要的是通过逻辑推理和构建揭示事物的潜在可能性和发展趋势。 同时,它特别强调

事物的有序性发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和规律进行的,这种有序性发展是

事物内在本质的体现。 总体来说,逻辑构序反映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以逻辑的、理
性的方式思考问题,避免主观臆断和片面性。 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提高思维的准确性和深度,
进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世界。

本文着重剖析的是蕴含着技术理性特质的“数字化时代”与作为关键政治议题的“国家治

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性建构难题。 为此,引入“逻辑构序”这一独特的分析视角,有利于从全局出

发构建起一种具备结构性关联的研究路径,从而能够更为精准地呈现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之间

的动态关联进程,并对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序性作出行之有效的阐释。 深度挖掘数

字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一项具有基础性且刻不容缓的研究工作。 若要达成

国家治理的数智转型这一目标,就必须全方位深入理解数字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

影响,同时精确把控技术与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21。 作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同时也是建设数

字中国整体布局的关键方面。 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明确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

有力支撑。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2]由此可见,数字化时代与国家治理的深度耦合已成为有序建构数

字中国的关键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

列创新性成果。 一是探索数字化时代的国家理论。 着重探讨数字革命如何重塑国家实践,为国

家理论的核心概念注入新意,构建了数字暴力、数字主权、数字政府和数字能力等新范畴[3] 。 二

是聚焦数据治理问题。 集中从数据这一基础要素出发,深入分析数据治理的概念[4] 、技术[5] 和

优势[6] ,强调数据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7] 。 三是厘析数字技术与治理现代化的

关系。 特别强调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工具性价值[8] ,探讨治理空间的转变、政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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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形态的变革[9] ,以及如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0] 。 四是分析数字技术赋能的困

境与风险问题。 聚焦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应用中可能遇到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风险和劳动正

义等问题,分析数字治理的现实困境[11] ,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预判[12] 和应对策略[13] ,设计适应数

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方案[14] 。 五是追踪全球数字风险及其治理趋势。 主要从数字全球化的视

角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风险问题,深刻剖析全球数字风险[15] ,系统阐释全球数字治理

的关键要素[16] ,并提出构建全球数字共同体的策略[17] 。
这些研究为理解和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挑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思路。 然而,现有

研究仍存有可完善之处。 一是现有研究大多将关注点置于数字技术的工具性价值,对于技术与

治理深层次互动关系的理论建构相对较少。 一些研究仅强调数字技术作为提高治理效率的手

段,却未深入剖析技术如何重塑治理结构和流程。 二是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描述性分析,对数字

化治理实践中具体问题和挑战的深挖程度有待加强,尤其缺乏对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影响进行系

统性探究。 三是现有文献在给出解决方案时还需要更加注重治理体系内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我们运用“逻辑构序”的总体性视角,对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予以结构性关联,凭借“构序理路—
构序维度—构序呈现”的整体架构,深度诠释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序性建构的总体

进程(如图 1)。 此种分析架构不但能够有效突显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动态关联性论证逻辑,
还能为理解时代变革中的治理问题开启一扇新视窗。

图 1　 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构序的分析框架

二、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的构序理路

在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这不

仅契合构建“数字中国”治理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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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趋。 无论是市场资源配置,还是社会改革,抑或政府治理变革等诸多领域,数字化转型都已势

不可挡。 数字技术驱动着制度创新以及效能提升,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驱动力。 正因如此,深入洞悉数字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其关键就在于精准

洞察技术发展与治理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融合途径。 例如,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帮助决策

者精准匹配供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数字平台为公众参与提供了便捷渠道,推动改革更贴近民

意;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决策,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等,都充分体现了技术发展与治理实践

的相互促进和融合。
(一)技术何以适配治理: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的构序性论题

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直观呈现,技术持续助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 作为一种结

构性要素,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挑战,这种挑战绝非单纯依靠技术自身就

能自动化解的。 诚如有学者所言:“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

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 [18]95 唯有如此,技术所

具备的工具理性价值方可在政治的各个领域、情境和场域中不断催生全新的变革动力。 由此观

之,技术嵌入国家治理需要在系统结构调整和治理层次重塑之间谋求平衡,才能展现出“持续影

响、彼此适应”的功效。 在此,技术与治理经由“联结—互塑”已成为一种确定性的结构化形态。
“当技术运用于国家治理时,技术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它超越了简单的器物、工具层面,也
不单单是一种技术原理或知识,而是一种技术化的治国理念和要素。” [19] 在此过程中,技术能够

成为积极的驱动力,如智能交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配合,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

堵,提升了交通治理的效能;同时,技术也可能沦为消极因素,如某些地方盲目追求高新技术的

应用,但缺乏配套的技术人员和机制设计,导致智能系统故障频发,引发治理的不确定性。 关键

在于怎样科学地整合技术与治理,确保技术的有效运用,以增强治理体系的合理性和治理机制

的有效性。
技术创新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也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 纵观历史,诸多思想家

均着重强调了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以及对社会运行理性化的重大意义[20] 。 技术与治理的相互

结合,源自人类的实践活动。 原本相对独立的技术与治理这两类社会要素,在时代变革的洪流

中经由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深度的“纠缠—重塑”,进而形成“交融—叠变—耦合”的架构,成为

技术“辅助”治理的“联结体”,构筑起技术治理的底层逻辑。 与此同时,技术嵌入治理必然要扎

根于现实中人们具体的治理活动。 要知道,现实的人与实践活动根本无法脱离社会这一基础场

域,而是会随着现实中人们在不同治理活动中的交往实践而产生变化,从而奠定了技术治理的

证成逻辑。 总之,技术的有效运用必须与治理实践相融合,满足人的根本需要,并适应特定的社

会环境。 唯有当技术与治理活动相互适配时,技术才能成为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综合而言,我们从工具论视角阐释了“技术增强治理”的关联性与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

应率先厘清数字技术究竟应当如何应用于治理变革,从而构建起良好的新秩序。 治理是一种手

段,国家才是存在的目的。 因此,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之间应明确“数字技术是为国家治理而

存在”的底层逻辑,切不可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我们认为,“技术何以适配治理”深度揭示了

技术与治理之间关系的构序性问题,进而呈现出“互为需要、有机结合、彼此强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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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时代的发生与国家治理的本质

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活动空间扩展至网络,形成了物理与虚拟的“虚实同构”双元空间格

局。 虚实同构的双元空间格局对国家治理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也的确增加了治理的不确定

性风险。 众所周知,数字化不仅是一种新信息形态,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存在方式以及衍生

出的现实应用” [21] 。 随着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的进步,人类行为及其产

生的基本事实被转化为可分析的“客观数据”,又通过网络智能平台形成跨越物理与虚拟世界的

“数字图景”。 由此,数字技术推动了国家治理逻辑的根本变革。
数字化正在全方位重塑国家治理的架构与过程。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既昭示着数字化时代

的到来,也对技术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诉求,为国家治理的转型增添了全新动力。 这一转

型涵盖了体制机制的调整以及行为关系的重构等诸多方面。 数字化为治理现代化赋予了内在

逻辑和转型契机,尤其是在网络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的支撑下,新型工具平台的涌现从根本上变

革了治理体系的构建、效能的提升以及格局的创新。 数据共享是数字化治理的基石,这要求构

建专业化的数字平台,发展网络化治理模式。 要以数字技术为起点,融合数字治理与智能算法

等手段,实现与复杂社会结构和多元利益诉求相适配的多向度协同治理。 如此一来,技术不但

有助于化解传统治理中的难题,还能促使治理从被动反应转化为主动应对,增强治理的精准性

和效能。 在这个意义上,治理数据的定量收集与分析困境得到了极大化解甚至是彻底的化解。
这一转变依托于全景式海量数据智能处理水平的提升,进而有力推动了国家治理在“整体性”
“总体性”“系统性”等治理层次、内容和方式上的实质性变革。

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已构建起“内部网络相互融合”与“外部网络良性互动”互塑同构的治

理大格局。 当前,国家治理“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

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22]266-267,着重强调通过技术途径不断强化治理的权力模式、优化

治理的具体内容,愈发注重借助技术手段和工具精准预测并科学有效地化解治理难题。 这一转

变是基于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求。 数据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驱动力,有
力推动着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与数字经济的构建和发展。 比如,数字技术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

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市场监管中的应用有助于精准发现问

题,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三)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的构序方式转换

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之所以超越传统模式,是因为它利用技术手段解决了传统治理中的

分散和碎片化问题,实现整体性数字治理的转变,并构建了新的治理结构,促成治理模式的根本

变革。 “整体性治理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体性治理正是

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 [23] ,而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的变革也体现在治理手段的数字化转型与治

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治理体系和机制的成熟,推动国家治

理从分散的要素向整体性系统的转变,实现治理理念、体系、机制和制度的系统化、科学化、长效

化。 在传统治理中,决策、管理和行动基于有限的数据样本,通过一系列科层制流程进行,而数

字化转型使得治理活动能够更全面、精准地响应现实需求。 传统治理倾向于局部处理,无法全

面覆盖治理要素。 部门间职责不清和权力分散可能造成治理盲点,影响治理效率。 “良好的国

家治理需要有‘软件’系统设计,也需要有‘硬件’平台支持。” [24]23 在数字化时代,原本的样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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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治理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数据无限生成的数字信息平台。
在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技术的助力下国家治理发生颠覆性变革,开始全面转向数字治理

时代。
在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更突出“‘社会’与‘政府’的共管共治,强调市场、中介组织和个人

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4]77,体现了基于现实社会生活以“主动应对”为主的治理方式。 正

因如此,传统的常态化和线性治理逻辑已不适应,动态治理成为必然。 这种转变注重满足特定

性和响应性需求,而非仅依赖普遍性和对应性标准。 传统治理模式面临革新压力,尤其在处理

突发公共事件等复杂问题时,治理体系的不足和风险尽显。 技术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领

域,展现出应对挑战的潜力,它基于工业化和现代化需求将科学原理与技术原则相结合,以辩证

协同方式推动治理现代化。 技术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治理效能,它决定治理的合理性和效能的

最优化。 恩格斯指出:“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

言的革命力量。” [25]592 在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正转变为政府、社会与市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的过程。 这些主体利用数字技术搜集和解读复杂信息,将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融入治理各

环节。

三、“理念—工具—对象”: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序维度

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好的治理理念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工具如何为

治理实践赋能、治理对象如何避免自反性问题以减轻风险,关键在于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联结

形成的“构序性力量”,这是构建新秩序的关键。 数字技术介入国家治理能提高效率、简化流程、
增强有效性与科学性,达成善治效果并解决现实问题。 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主要有三重构序

维度:治理实践中视数字治理为技治理念;满足现实需求时将其当作技治工具;解决具体问题时

将其具体化为治理对象。
(一)作为“技治理念”的构序维度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数字化时代的演进,人类的社会实践经历了显著的跃升。 这

一进程不仅见证了技术的持续迭代,也映射出治理理念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

数字化时代,数字治理的兴起标志着技术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要求治理活动进行深

刻的转型。 这场由信息技术迭代发展而推动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深入国家治理各层面,就此引发

了技治理念深刻的转变。 数字治理理念的形成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形态在治理实践中相互作用

的必然产物。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技术治理的一种形式,它利用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将各种信息转

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二进制数字序列,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信息处理和应用方式[21] 。 这种治理模

式建立在数字逻辑的基础之上,代表了一种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治理思维。 不难发现,作为治

理实践的先导,理念的变革所引起的思维转变会直接影响行为模式的发展,这是数字化时代国

家治理构序所要关注的首要维度。
 

如今,数字化时代正以一种全新的技术渗透方式深刻影响着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

域,并且数字技术的应用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势。 这一切变革最终都会影响到人类的发

展。 “数字技术与数据是社会文化产物,构建新的社会样态的过程,就是其与人类社会活动互动

过程。” [26]数字技术的升级与迭代推动了万事万物皆可互联、人与人之间都可交集的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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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态。 尤其在政治领域中,数字治理在核心要素(人、社会关系、治理行为)上与传统治理保持

一致性,但在表现方式上展现出新趋势。 作为技术治理的现代形式,数字治理融合了流动的个

体数据、全面的网络连接和交互共享的治理活动。 这种融合体现了数字治理的核心理念:将一

切要素纳入数字框架,与技术发展的需求同步。 易言之,用数字技术强化治理行为,将所有治理

的基础要件、构成要素、领域、范围与行为等囊括在一个全面的治理系统中,实现“以数联网为目

的的数据整合,并不是简单的连接,而是实现数据在各个数体之间的同步交互和共享” [27]250。 可

见,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将突出技治思维,有助于解决碎片化、单一化等问题,在治理行动中生

成一个超高清的“数字绘像”,实现基于数字技术的全过程治理。
(二)作为“技治工具”的构序维度

技术作为驱动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关键要素,对国家治理发挥着深远的工具性作

用。 在这种作用下,技术进步不仅重塑了生产关系,还催生了以“数据生产”为典型的新态势,进
而推动治理行为的变革。 就“技治工具”的构序维度而言,数字技术所具备的“泛扩散”与“强适

应”等基本属性[28] ,进一步巩固了其与国家治理的联结态势,从而二者呈现出“相互渗透—彼此

强化—深度契合”的局面。 相较于传统治理,数字技术的运用切实实现了流程再造与数据共享

的数字化模式,打破了科层制组织架构中部门间信息传递与利益合作的障碍,规范了统一有序

的政务服务体系,进而降低了运行成本,显著提升了政府行为的效率与反应速度。 总之,作为由

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治理模式,数字治理融合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技

术,凭借全面的数据分析来达成有效治理。 此模式是现代治理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成果,体
现了治理方式的演进。

数字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形态,涉及党、政府、社会等治理主体。 它们以现实的公

共需求为指引,有针对性地运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

的事务进行有效管理。 这一过程深化了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使治理更具指向性和

个性化特征。 在数字化的背景之下,治理主体能够更为精准地定位到不同的部门和个体,借助

数字技术将繁杂的治理任务予以具体化。 同时,各个治理主体通过个性化的技术应用,针对具

体的治理事件和对象进行灵活调适,采用多元化手段来提升治理效率,并保障治理的人性化和

公正性。
有效的数据分析和先进的技术处理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 技术的革新推动了治理

模式的演变,这要求治理策略务必紧跟时代的节奏。 治理主体应当主动选取适宜的数字技术,
从数据的采集到转化以及从问题的识别到方案的提出,均需遵循科学的治理逻辑。 我们应当将

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确保治理活动既契合价值导向,又基于事实判断,以此来增进治理的效率

和公正性。 通过这种治理模式,我们能够规划出既符合人民利益又高效的治理策略,从而解决

实际问题,实现治理的最优化。 显然,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不但强化了治理的统一性

和多元性,还提高了治理过程的精准度和治理方式的满意度。
(三)作为“治理对象”的构序维度

众所周知,数字技术已成为驱动国家治理的新引擎,然而数字逻辑与治理逻辑在聚焦过程

中仍会催生新问题,进而引发新一轮的治理危机。 数字治理自身亦需被治理,这是数字治理对

象化的自反性问题。 从根本上说,数字治理依靠“数据”这一实际转化形式来推动国家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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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造。 但需注意的是,“数据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数据不会允许以客观的视角观察世界,而是

将我们导向某种特定态度” [29]25-26。 这就注定了数字治理作为对象的复杂性以及过程的偶然

性,致使“数字利维坦”的风险显著加剧。 其核心挑战在于“国家依靠信息技术的全面装备,将公

民置于彻底而富有成效的监控体系之下,而公民却难以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来维护其公民权

利,即无法通过数字民主来制衡国家的监控体系” [30] 。 这必然导致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利的冲

突,从而衍生出新的治理问题。
技术治理具有两面性,数字治理也不例外。 数字技术的两面性体现在其赋能国家治理的同

时,也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潜在社会风险和新的治理难题。 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结合是一个持

续互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兼具潜在变动的复杂性和外在风险的不

确定性。 正因如此,我们不仅要高度关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战略价值,也要对其发展的

长期性以及蕴含的新风险保持充分警觉。 学界普遍认为,数字治理是技术治理模式的深度革

新。 当下数字技术在赋能国家治理方面仍存在局限,尤其在数据治理的边界划定、数据安全和

平台管理等方面带来的挑战愈发突出。 技术盲目崇拜与技术实质缺陷之间的矛盾,使数字治理

面临的难题更为严峻。 在数字化治理中,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水平亟待提高,以降低技术平台在

数据处理和转化过程中的偏差与无效性。 算法本身作为一系列信息处理步骤,其合理性与有效

性直接受制于数据生成、使用、传输和安全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社会治理

的新风险。 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的机制和责任问题也日益凸显,涵盖数据安全、用户隐私保护和

数字劳动权利等方面,这些均对数字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此类问题正逐步超越传统社

会治理的范畴,突显了数字治理自反性的重要问题。 因此,国家治理需要在规范体系和体制机

制上作出适应性调整,以保障数字治理的良性发展,并切实服务于社会进步和有序发展的目标。

四、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序呈现

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如何现代化,不仅仅关涉数字技术或数字建构的程度,而且关系到

数字技术如何有效建构治理体系、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数字建构的自身逻辑与国家治理的作用

机理之间的关系能否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有效扩大数字

治理的比较优势,并有效克服数字技术的“反治理性”,这是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序需

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现代化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涉及科技、文化、价值观念等多

个方面的变化,所以现代化构序不仅仅是对传统秩序的简单延续或修补,而是要在充分考虑现

代化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秩序。 在哲学上,现代化构序可以理解为人

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对各种要素的整合和协调,构建一种有序、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结

构和运行机制的过程。 这个过程涉及人类的认知、实践和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需要不断进行

反思和调整。 具体而言,现代化构序需要考虑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变

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转化创新以及人类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的认知转变。 这些都需要

体现在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构序过程之中。
(一)“结构性联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构序

数字治理作为超越文本式的简约治理方式,无处不显示其节约治理成本的优越性[31] 。 数字

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有效支持,直接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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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塑造和治理能力的内涵性提升上,这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序性变化。 只有当数字技术

与国家治理之间呈现出一种“结构性联动”的关系时,才能实现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首先,信息收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单纯的数据收集不仅难以确保其精确性,还可能导致

数据的静态化和机械性使用。 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原本无序的数据变得有序,增强了数据的客

观性和精确性,从而拓展了治理的深度和广度。 为此,建立综合性的数据信息平台至关重要,这
包括党的建设、政府服务以及立法和司法的数据平台。 这些平台的建立不仅促进了治理系统的

数字化,也加强了治理主体间的信息收集、整合和利用,为有效联动提供了基础。 进一步而言,
治理主体应充分利用数字平台的全量数据收集与存储能力,实现实时数据共享和动态分析,通
过正反馈机制不断优化治理过程。 这不仅能够打破信息孤岛,还能实现全时化、全域化的动态

和开放治理,最大化发挥数字治理的技术优势,促进全面协同共治。
其次,数字治理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决策分析能力。 尽管数字治理的初衷是解决政治决策中

的“模糊性”,但政治决策的不确定性远比数据的不确定性复杂,它涉及理念、制度、体制、机制、
行为和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 因此,数字治理在决策分析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应对决

策的复杂性,处理涉及多个领域、要素、过程和方案的问题;另一方面,它解决叠变性和异质性的

挑战。 科学化的技术工具可以增强决策过程的能力,并实现决策各阶段的系统化和制度化,形
成稳定的国家治理流程。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为处理大量数据和生成多层次模式识别提

供了可能。 这些技术能够将筛选后的数据转化为决策系统中的“代码指令”,并通过智能平台的

处理输出为有效的政策和治理模式。 数字技术在民主决策过程中的应用有助于构建一个通畅

的数智民主表达渠道,使政府能够全面了解并响应民众的诉求。 这不仅促进了民意的汇聚和民

情的分析,还有助于计算民意并形成最优化的决策方案,实现民主共识。
再次,数字技术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应急调控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当今时代,面对不断

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优化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能力。 区块链

技术以其去中介化的特点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和数据孤岛问题,增强了数据的信任度、真实

性、透明度和可溯源性。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与应急管理机制的结合构建了一个高效的数字应

急治理框架。 因此,可以通过技术监测系统实时感知社会活动,利用日常监测和数据分析快速

识别和管理风险。 系统一旦监测到异常,便自动启动应急预警,将一般事件升级为应急事件,并
利用深度智能计算确保应急事件的详细数据直达决策中心,实现精准应急响应。 整体而言,数
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应急调控的数据流通、精准性、反应速度和方案具体性。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数据分析的智能化水平,还增强了数据资源的可信度和传输效率,解决

了传统科层制中的结构性问题,从而提升了应急管理的有效性。
 

最后,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全流程的效果反馈机制,这是评估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通过收集治理的科学性、成效性和满意度等评价数据,治理主体能够实时监控并优化政策执行、
资源配置和资金监管,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智能平台和移动终端的应用实现了

“全时、全域、全量”的数据监测,强化了事前预防、经验积累和反馈优化。 数字平台的关键数据

通过智能化适配功能在政府各部门间流动,形成了可靠的数据支撑与循环。 这不仅提升了行政

效率和执行效能,还规范了操作流程,实现了对政府部门“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测与

监督,从而加强了治理效果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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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元提升”:数字治理现代化的优势呈现

在数字技术持续迭代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治理实践不断被突破,原有的治理图景已被颠覆。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治理优势,其特点表现为“更联动” “更敏捷” “更开放”。 这不仅重塑

了现代国家在技术治理方面的数字化蓝图,还大力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发展。
其一,治理主体更联动。 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各主体必须通过高效的协同合作来

应对挑战。 因此,增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作用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的主体主要包括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个体等,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市场自主、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32]47 主体联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体现,当公共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新势能时,多元主体能够利用“云政

务平台”实时精准地掌握最新治理数据。 与此同时,可以利用数字化平台智能处理公共治理问

题,解决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并通过人机互动模式从数字化平台中清晰掌握事件动态,选择较

优治理方案,提升治理效能。
其二,治理速度更敏捷。 作为推动治理理念变革的驱动力,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了数据处理

的智能化,而区块链技术增强了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有效解决了信息泄露和数字权

力泛化的问题。 与传统时代相比,数字化治理通过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决策机制,显著提高了对

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 事实证明,数字平台的建立使得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更加高效,形成

了正向反馈循环。 借助超计算能力,数字治理能够快速精准定位问题,实现快速分析和有效施

策。 这种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解决了传统治理中的多层级传递瓶颈,确保了政策的迅速落实,
提升了治理效能。

其三,治理行为更开放。 在数字化时代,技术赋能治理的理念得到全新演绎。 数字技术不

仅提升了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还通过构建全面连接的共享平台推动了云政务的实现,使治理

行为更加开放和高效。 政府部门致力于通过数字化共享平台简化公共服务流程,实现“一网通

办”,并通过云政务平台与移动客户端的紧密结合加强了人与智能体的互动,优化了治理实践。
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消除了治理中的界限,将人、人工物与自然物纳入统一的智能治理范畴,增
强了治理数据和行为的公开透明度。 这使得民众能够及时获取治理相关的最新政策、措施、程
序、目标、过程和结果,真正实现了治理的全面开放。 这样的开放性不仅提升了国家治理的透明

度和民众的参与度,也有效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全方位的新秩序”:通向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方式

当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形成结构性联动之际,其具备的功能性优势便借由“三元提升”得以

发挥作用。 由此,在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得以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新秩序。 这

种新秩序的产生必然会经由国家治理的现实样态加以呈现,继而从国家治理的整体结构、重点

领域、治理目标、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等方面能够深切领悟到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模式

趋于“立体化”。
第一,在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上,借助系统治理转型将治理的顶层设计与技术的底层逻辑有

机统一。 在国家治理的整体结构中,顶层设计与技术底层逻辑的融合是关键。 国家治理需要综

合各领域的活动,超越单纯的算法公正或技术伦理,从总体思维和主要保障方式进行系统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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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这包括强化技术再造以提升治理体系的技术含量,以及在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加强数

字技术的先进性,构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数字技术底层架构。 通过这种多级传导,数
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发展将相互促进,实现整体系统的提升。

第二,在国家治理重点领域中,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将治理的重点问题与技术的应用手段协

调统一。 国家治理需关注重点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渗透于各个治理领域。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

问题,如数字安全问题要求我们超越传统治理手段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 有效控制和迅速响

应这些问题,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数字技术的引入促进了治理功能的协同化,提高了对

复杂问题的应对能力。 技术平台的可追溯性、感知性和互动性,有助于解决跨领域、跨部门的治

理难题,推动国家治理向互信、共享和均衡的方向发展。
第三,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聚焦于强化数字技能,实现治理效能与技术进步的有机融合。

国家的数字自主性和社会企业数字能力的整合是国家数字能力建设的核心。 在数字技术革命

的背景下,无论是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还是解决治理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都迫切需要强化现

代化的数字治理能力。 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涉及数字技术能力与日常治理能力的有效结合。
要提升这一能力,需要掌握核心的数字技术,并具备研发和应用这些技术的能力,这要求我们培

养和储备大量的专业科技人才;需要将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策略和关键任务与数字技术的整

合和提升紧密结合,这涉及有计划地扩展国家治理的领域和范围,并统筹数字技术在不同治理

领域的应用。

五、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说,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深度融合为国家治理行为变革提供了新范式。 本文通过

对数字化时代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性建构进行逻辑解析,提出了“构序理路—构序维度—构序呈

现”的分析架构。 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国家治理与数字技术之间紧密融合,共同建构起了一

个全新的秩序。 这种秩序的构建并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有力推动了现代化构

序的有效性与全面性。 通过数字化转型,政府能够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实现治理方式的

创新和升级,从而赋予国家治理以积极的正向效应。 与此同时,政府还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与

数字技术相结合,找准了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的定位。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断优化治理结构、
提升治理能力,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事实证明,数字化时代与国

家治理之间的紧密结合,为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趋势的重要

性,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
当然,对于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和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证

分析;在分析数字治理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和挑战时(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还需要加强探讨

和提出应对策略。 面向未来,在本文的基础架构内可以有效拓展研究范围,关注数字技术在不

同领域和层面的国家治理中的应用,进而为实证研究的推进提供更加合理的理论假设,通过案

例分析和数据统计等方法,有效验证数字技术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和作用。 总之,数字化时代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构序提供的是一种理论研究的底层逻辑,有利于准确把握时代变革与国家

治理之间的适配性,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质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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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型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基于 D 市 S 社区的个案分析

张力伟,李宇晗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责任型社区融合了责任政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意蕴,充分体现“自治”的内涵。 打造责任型社区

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责任型社区突显了党建引领下基层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 基于 D 市 S 社

区的个案分析发现,责任型社区的建构逻辑遵从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求,通过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最后实现

人人享有。 在“人人有责”的层面上,通过情感治理以及邻里互助机制“找回群众”,使群众树立起自身的责任认知,

从而主动承担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由此构建了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在“人人尽责”的层面上,协商民主和责任型

社区建设具有高度的适配性。 在具体实践中,多元化协商平台搭建了社区群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载体,使得社区

群众有渠道反映问题、有平台商量问题、有路径解决问题。 责任型社区建构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体现出

“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 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型社区的建构体现出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路径,有效治理的本质是解

决好人的问题以及盘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功能。 总的来说,让基层群众树立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责任是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责任型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责任政治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042-12

国家治理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复杂工程,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直接关系到中

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新时代的基层治理是党和国家主动探索与基层自治的有机统一,是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在形式各异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实现治理转型和现代化目

标不仅是治理行动的寻解之道,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 以责任视角审视基层群众如何实现

有效的自我管理,有助于在基层社区中构建起一个具有治理功能的“责任共同体”。 依此,本文

遵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路径以及责任的基本内涵,并在田野调查的案例中提出“责任

型社区”的新概念。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社区治理的共同行动中回答好如何通过“有

责”“尽责”最终达成共同“享有”这一问题。 精准把握“责任型社区”的构成要素、阶段特征以及

同基层自治之间的互构关系,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实现稳定有序,进而夯实国家治理的社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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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新时代的基层治理有着新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1]54。 由此,“责任”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词。 宏观地看,国家治理本

身就是一个分配责任与落实责任的过程,从价值到体系再到行动无不是责任的表达与彰显。 基

层治理亦是如此,从“有责” “尽责”到“享有”的链条表明,只有在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中落实责

任,基层治理才具备真实效能。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方面需要解决多元主体的激励问题[2] ,
在党组织的引领之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3] ;另一方面也需要参与主体共同承担社会治理的责

任,共同享有社会治理的成果[4] 。 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核心领导作用,倡导以党的领导为引领,构建多元主体的耦合结构[5] 。 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多元参与主体进行分类讨论时,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国家力量的积极治理转变,但对基层群众这

一重要参与主体的责任分配问题讨论得不够充分。 当下对于基层治理中责任的研究往往聚焦

于行政主体或者社区干部,并主要分析基层治理中的各类“避责”现象[6] 。
本文认为,基层治理以“共同体”的方式展开,基层治理中各项责任的落实不仅仅是行政体

系的任务,也是所有主体行动的共同要求。 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行动

者———基层群众。 此外,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责任”,因而需要以责任为视角审视基层治理现

代化的具体路径。 质言之,如何调动起基层群众的责任意识,使其责任行动和其他主体的行动

共同编织成一个面向治理的责任网络,是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点,也是当下基层治理理论

和实践的关键问题。 有鉴于此,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要求下,拥有治理效能的社区应是一种

“责任型社区”。 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责任型社区”可以从责任的视角解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建构逻辑,并且可以将其视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新路。
笔者团队在对基层社区的调研中发现,D 市 S 社区探索出了一条“责任型社区”的建构路

径,在党建引领之下社区群众在积极参与中实现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区秩序

和谐、发展稳定。 那么,S 社区的“责任型社区”建构之路何以可能,从中体现出基层治理的哪些

原则? 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共同提炼,从而为基层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提供方

法与经验。

二、“责任型社区”:理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新概念

概念是人认识事实的一座桥梁。 政治学概念建构的方法,尤其是在调查研究中提炼出的概

念要在观察的基础上展开,并在学理化阐释的基础上提炼其普遍性[7] 。 “责任型社区”缘起于田

野调查之中,是以责任为切入点理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新视角。 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各项要求的提出,广大基层社区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打造了不同的

治理样本。 D 市 S 社区被视为初具“责任型社区”雏形的代表案例,有助于理解责任在基层治理

中的重要功能。
(一)“责任型社区”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责任型社区”概念的理论逻辑需要从其现实性来理解。 从现实性来看,责任型社区契合了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求,体现了基层场景中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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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型社区”指代一种社区运作模式:把“责任”整合到社区当中,用以描述责任在社区运作中

的“中轴”作用,即社区如何围绕着责任实现有效运转。 借用学术界现有的“责任政治”概念,责
任型社区就是在国家治理总体原则的框架下,不同治理主体能够在科学合理的责任结构中以负

责为理念开展治理行动的社区。 “责任型社区”的概念表达了静态和动态两种特征:在静态方

面,责任型社区强调社区内部主体嵌入合理的责任分配结构中,即实现“人人有责”;在动态方

面,责任型社区则强调社区各主体都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并以负责任的方式相互对

待以及能够负责任地展开行动,即实现“人人尽责”。 基于此,责任型社区融合了责任政治与社

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意蕴,理解“责任型社区”需要分别从责任政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

论中进行整体把握。
从责任政治的角度看,国家治理现代化贯穿着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责任政治建设亦是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生活政治展开的基础场景,整个社

区治理也是一个体系与行动相结合的架构。 因此,社区治理的有效性离不开责任的合理分配以

及行动者负责任的行动。 责任型社区是责任政治的微观场景,是从国家治理细胞的角度构成责

任政治的基础性要素。 换言之,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激发执行主体的“主动

性”,使责任主体在特定的观念引导与结构约束中最大限度地履行制度的各项要求[8] 。 那么社

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基层场景的延展,责任要素同样不可或缺。 实践已表明避责是削弱基层

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9] ,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必须全方位地激活多元主体的责任,在基层场

景中构建一种“责任政治”。
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角度看,基层场景尤其强调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责任型社区的价值参照,责任型社区也是社会治理共同

体的具体表现。 简单来说,责任型社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具象化,突出了基层治理中责任本

位的观念[10] 。 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以国家为主导,但一定程度上把社会治理共同体视为

一种理论上理想的治理状态,将“社会”重新带回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11] 。 这意味着国家治理

中“国家”的主导性地位在基层场景中并没有改变,但需要在“共同”抑或“公共”的价值中找回

国家之外的力量,将社会管理“归还给社会机体” [12]101。 无论是抽象意义的“社会”还是具象层

面的“社区”,本质上都是人与人共同生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的差异,但无法摆脱共

同生活的事实,因此需要以“公共”为价值实现凝聚[13] 。 在公共精神的规约之下,社会中的不同

主体需要破除传统的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责任认知,重新发现自身对于社会的责任,真正做

到“人人有责”与“人人尽责”。 质言之,基层治理已经不仅仅是国家的任务,其他主体也是共同

分享治理权力的行动者,而这种协同行动网络所构成的具象化治理实践就是“责任型社区”概念

所传递的意涵。
(二)责任型社区的“自治”导向

融合了责任政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双重意蕴的“责任型社区”概念体现了基层群众自治的

基本要求,是新时代基层群众自治的凝练与概括。 与此同时,“责任型社区”的概念也突出了社

区治理中作为重要责任主体的人民群众。 这一概念既是对基层自治的彰显,也是对当下基层治

理困境的回应。 随着社会转型程度的纵深发展,基层群众自治所嵌入的场景随之转换,基层群

众自治出现了新的困境,例如自治程度不足、社区疏离、社会关系松散等[14] 。 新时代的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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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亟须重塑基层群众自治的模式,真正将群众嵌入治理结构中[15] 。 责任型社区所体现的基

层群众自治意涵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责任政治强调各主体的多重责任向度,既包含对

自己的责任,也包含对自身生活的共同体的责任[3] ,在这个意义上责任型社区建构能够通过责

任这一媒介彰显基层群众自治的意涵;另一方面,从“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到“人人享有”的链

条突出了从负责到自治目标实现的过程,其中“有责”与“尽责”体现了自治的过程,“享有”锚定

了基层群众自治的治理效能。
简要来说,“责任型社区”强调责任对于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其建构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

目标设定,以当下基层治理的困境为问题导向,主要突出党建引领下基层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

地位和功能。 与此同时,责任型社区建构是基层治理中“找回群众”,以及激发多元主体行动力

以生成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 在责任型社区建构的过程中,既要激发群众的积极参与,也要塑

造社区群众的责任感与行动力,以实际行动提升基层治理的水平,助力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现

代化。

三、人人有责:以“找回群众”塑造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

在明确“责任型社区”概念内涵与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其建设的实践路径成为需要关注的问

题。 调研发现,D 市 S 社区的治理经验能够展现出责任型社区的建构进程。 S 社区内拥有多个

高端住宅小区及教育机构,毗邻生态科技创新城,辖区内居民具备良好的参与基础,拥有基层自

治所需的个人素养及履责热情。 S 社区立足于本社区的资源优势,在基层群众参与社区事务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育其责任意识,创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责任型社区”。
(一)基层治理中“找回群众”的动因

在新时代的基层治理中,发挥基层群众作为参与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基层治理效能充分释放

的关键要素。 当群众力量在基层场景中逐渐式微时,基层治理往往深陷“悬浮” “空心”的泥潭,
极大影响治理效能的有效输出。 一旦基层治理脱离真实生活场景中的基层群众,将会严重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基层治理中出现群众参与不足主要有两方面的

原因。 一方面,由于传统的行政文化强调政府是处理公共事务的履职和责任主体,基层治理体

系通常呈现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 不论是绩效驱动型的基层治理行动,还是强调民主

的政治生活实践,都将“谁来治”的责任揽到了各级政府的手中。 在一些地方,基层群众在基层

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甚至被行政力量“排挤”在外的情况时有发生。 另一方

面,群众受限于自身的参与能力和个人素养,不愿主动参与基层治理事务。 如此,形成了“上传

下达”式的基层治理模式,呈现“政府强参与,群众弱加入”的基层治理现象。 这不仅削弱了基层

群众自身的参与效能感和获得感,也加剧了基层行政人员的工作压力。 S 社区属于村改居社区,
居民由之前不同的行政村村民组合而成,加之外来居民的迁入,使得 S 社区在建立之初是一个

纯粹的陌生人社会,所以 S 社区在基层治理实践的开始阶段也面临着群众参与意愿低、政府“大

包大揽”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治理效果并不显著。 鉴于此,S 社区意识到基层治理还是要“找回

负责任的群众”,赋权增能社区基层群众,不断挖掘社区居民群体的潜能,发挥他们的巨大优势。
“找回群众”不仅要注重服务群众,更要注重组织群众,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

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16] 。 综上,S 社区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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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形成了“找回群众”的两大举措。
(二)从情感治理中“找回负责任的群众”
S 社区在“责任型社区”建构方面提供的第一条经验是更加关注基层群众的情绪诉求,从能

力培育向提供情感认同转变,其中贯穿了“情感治理”的运作逻辑。 S 社区包含的五个住宅小区

均为当地较为知名的中高档商业住宅小区,社区内居民职业稳定、受教育程度高、对生活品质要

求高。 表面上看来,S 社区具备了良好的居民参与能力基础,但在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发现 S 社

区群众的参与意愿薄弱,呈现出参与冷漠这一突出问题。 群众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缘何相

悖? 通过调研访谈得知,之前的基层治理忽视了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不少居民表

示自己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威信度,也愿意为社区的公共利益发声,但社区从未邀请他们参与

其中。 社区中的“能人”在社区公共事务的裁定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是基层正式

权力非正式运作网的主体[17] 。 想要“找回群众”,首先要找回社区中能够带动他人参与基层治

理的“关键少数”,将唤回群众的突破口首先集中于社区“能人”群体,有利于集中社区资源、提
高居民参与质量[18] 。 “责任型社区”的构建不仅需要重视具备较高参与能力的部分居民,同样

需要重视更大范围的居民参与。 其中参与方式是否灵活多样、是否能够满足不同参与意愿程度

居民的需要、是否保证参与的民主性、是否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等都成为“责任型社区”的重要

构建指标。
然而,如何动员更大范围的社区群众成为社区面临的另一问题。 是给予物质奖励,抑或给

予精神奖励? 社区书记说:“怎么把这个群体鼓动起来比较棘手,要是给物质奖励,社区还得搭

上额外的钱。 如果不给奖励,他们会参与吗?”通过调研发现,S 社区居民更加关注的是参与治理

的效能感和荣誉感,并未特别关注物质奖励。 因此,想要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就要关注

他们的情感诉求并认可他们自身的参与能力。 在“责任型社区”中,负责任的群众参与绝不仅仅

包含付诸行动的积极参与,其中吸纳式的参与也被纳入审慎参与的范畴。 社区居民 L 说:“在小

区公共设施改造的议事会上,我能够理解那些拒绝改造的老人们对小区原貌的依恋,也能够明

白年轻人的新需求。 至于我来说,改造还是不改造,改造成什么样我都能接受。”在 S 社区中,各
种程度的参与同时发生且都暗含了参与者本人的责任理念。 参与过程培养了社区居民个人道

德层面的伦理责任及利他精神,也塑造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政治责任。 同时,提升了居民的个

体身份认同与群体家园归属感,这是基层治理中情感嵌入并培养认同的基本前提[19] 。 在情感认

同的加持下,S 社区内部实现了以点带面的公众参与。 社区“能人”在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

中也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其他群众加入进来。 例如在社区群体活动中,社区“能人”会同其他群众

谈及社区治理的一些问题,或者社区“能人”主动帮助其他居民解决问题,以“感化”的方式吸引

更多的人参与。 一名社区居民说:“我们看到人家为了小区这么卖力气,我们确实挺感动,我觉

得我也能干一些事。 大事我办不了,社区里一些小事我还是能行的。”由此,这种彼此之间的交

流互动以强化共情性的“在场”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实现“我”“我们”“他们”之间的融合,提升了

个体在新环境中的参与感和主体感,塑造了个体新的身份认同[16] 。
(三)从邻里互助中“找回相互负责的群众”
邻里互助“结对子”替代传统的政府兜底保障服务,个人在参与中形成“价值驱动—责任履

行—价值实现”的参与逻辑,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带动了社区内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 S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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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党支部牵头,在每个网格内积极动员社区“能人”与社区内需要帮助的居民“结对子”。 S 社

区的独居老人和退休职工较多,老人子女常年与父母分居两地,社区养老问题较为突出。 所以,
S 社区的邻里互助就以养老为特色。 社区书记介绍说:“ X 栋的杨老太太骨折休养期间,她的邻

居张姨每天到家里给她做饭,还给她定期买生活用品。”自发或安排的“邻里结对子”几乎涵盖了

社区内的所有“空巢老人”。 这种“以老养老”的互助机制从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相互帮助中唤回

群众,要求互助者双方相互负责,邻里间守望相助,其优势也较为明显。 一方面,在负责任的互

助中发挥了中老年人的个人参与作用,让他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消遣退休时光并实现自我价

值;另一方面,高龄老人不仅得到了照顾也获得了情感陪伴。 一位社区干部说:“有一些居民平

时没什么事,他们能够帮帮邻居,不仅可以打发时间,他们自己也挺高兴的。”在互助养老的参与

行动中,照顾者与被照顾者双方都能够时常发现社区存在的治理问题,为社区治理的相关议题

建言献策。 此外,在 S 社区中还有多个老年自组织团体,例如为满足个性化需求而成立的老年

太极队、老年合唱团、舞蹈队等,也有为社区公共事务提供服务且具有公益性质的老年志愿服务

队、老年环保小分队等。 社区自组织基于一定的集体利益并指向居民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有
利于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整合社区社会资源[20] 。 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说:“别看我们岁数大

了,但是我们还能发挥余热,只要社区里有需要,我们就配合。 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也觉得帮助别

人确实是高兴的事。”S 社区的老年自组织不仅实现了群体内部的自我服务,也协助管理社区的

相关工作,并且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方面贡献巨大。 质言之,在这样一种“结对子”的关系中,个
人和组织的效能感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并且也在服务中吸引了更多人的参与。 一个具有广泛

性的自治之网就在“找回相互负责的群众”中得以形成。
简而言之,S 社区分别从情感认同和“结对”互助中“找回群众”,这一行动为 S 社区创建“责

任型社区”奠定了自治的社会基础。 从责任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是一个责任分配机制,而这种责

任分配并非仅仅来源于制度的赋予,更多在于治理主体的主动承担,由此才能够体现出自治的

内涵。 然而,责任的自主承担也需要一个过程,即动员社区群众共同参与治理的全过程,继而每

个个体才能够形成有关于社区治理的责任认知。 当代社会共同体已然不是同质同构的组织形

态,而是异质化的、功能性的组织。 共同生活的延续以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分工为基础,在相互联

系、彼此分工的生活中,共同体才能得以稳定与发展[21] 。 由此,依靠基于文明理性、公共精神之

上的责任分担才能塑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实现有效治理。

四、人人尽责:以多元化协商平台搭建共同参与的载体

“责任型社区”在“找回群众”的过程中完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责任分配,即在基层治理

的协作行动中探索了一条在党建引领下基层群众的参与权利释放和责任义务履行的基层治理

路径。 在探寻基层群众如何将责任观念转化为负责任的行动时,S 社区巧妙利用民主方法和协

商手段,二者共筑了“责任型社区”整体建构过程。 尽管“尽责”的治理方式和手段各式各样,但
在 S 社区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协商民主的治理方式与“责任型社区”的构建具有高度的适配性。
一方面,社区内的民主协商平台所具备的灵活多样性特征可以将民生“微事务”吸纳进民主程

序。 一旦居民以民主协商的方法参与基层治理,他们也就在事实上符合了“人人尽责”的要求。
身处基层协商民主程序之中的居民,其协商参与本身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行动。 另一方面,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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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为解决民生事务提供了载体,共同体的治理功能就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彰显。
(一)协商民主与“责任型社区”的治理功能适配性

民主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制度基础和基本方法。 不同于大规模的国家治理,基层治理是

以社会的基本细胞为治理单位,具有空间范围小、社会关系指向性强、利益相关性高等特点。 与

此同时,基层治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问题的多元性、异质性、涌现性程度强,且直接关系到人

的基本需求和利益。 基层治理的基本方法既要契合于社区治理的空间性、关系性特征,也要直

接回应人的基本需求,因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基础和重点场域[22] 。 第一,协商民

主实践需要在特定的范围和关系中展开,以保障协商的效率;第二,协商民主以共识而非对抗作

为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与社会的有序发展;第三,协商民主具有结构划分的不

同运作形式,灵活性较为突出。 在这个意义上,将协商民主内嵌于基层治理当中,不仅成为当下

基层治理创新的有效驱动,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制度支撑[23] 。
以责任为视角审视,每个个体的履责行动往往需要特定的机制抑或平台作为载体,这种载

体既为履责行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实现了社区群众和社区“两委”之间的互联互通。 只有以协

商平台为纽带,社区的多元主体才能够将不同的个体性责任转化为面向治理的整体性责任,实
现责任之间的联动互补,避免责任的碎片化。 S 社区同样遵从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价值目标

和基本原则,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之下,S 社区建设并完善了以“民生议事”为主题的基层协商

民主体系,强调“万事和为贵、有理让三分”,为社区群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提供

了平台,使得社区群众有渠道反映问题、有平台商量问题、有路径解决问题。
(二)以多元化的民主协商平台促进责任意识

社区党组织以协商平台为基础引导居民积极参与民生问题的解决过程,并在参与的过程中

培育社区居民的责任意识,进而带动了更广泛的参与。 通过协商平台的搭建,S 社区居民大多愿

意以沟通讨论的理性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 因此,在基层协商民主的创制过程中,居民的接

受程度及支持率颇高,以协商的方式参与基层治理得到了广大基层群众的一致认可。 不过,这
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协商平台建立之初就面临居民如何参与、参与什么的难题。 S 社区

负责协商平台管理的工作人员说:“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让老百姓协商什么,也不知道

怎么吸引老百姓参与进来。 后来我们直接发出通知,告诉居民有问题可以来社区协商解决。 就

这样,一些老百姓慢慢参与进来,最后就带动了整体的参与,在社区内形成了这样一种协商的风

气。”社区居民愿意参与的前提在于其认为民主程序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自己关心的问题,能够实

现自身利益。 所以,利益相关是居民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基本前提。 S 社区将协商议题引向诸

如社区养老设施维护、儿童活动空间建设、社区环境改善等有关社区居民衣食住行的民生关切

上来。
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高度融合的民主实践能够提升他们对于民主的体验,强化居民对于民

主真实性、有效性的认知,并且将民生议题作为协商讨论的核心,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居民投身

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强化社区居民“人人有责”的责任意识。 据此,S 社区的居民在与自身息息

相关的协商内容中体现出较高的参与意愿,参与的情感向度也逐渐拓展至参与的责任向度。 如

果“人人有责”蕴含的更多是情感逻辑,那么以协商民主来引导群众参与则更加理性、有序,由此

便将“人人尽责”突显出来。 社区行政主体重视实际生活中的群众关切,将处理日常生活琐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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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赋予群众,群众则以负责任的态度、以民主协商的方法参与基层治理。 在这样的过程中,居
民对基层治理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也不断被培养起来,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凝

聚力[13] 。
(三)以问题为导向的协商平台适应治理需求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要以灵活、多元的平台载体为基础要素,在不同制度平台和不同问题的

适配中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最大效能。 民主制度不是铁板一块,只有灵活的制度形式才能够适

应复杂社会的治理,才能够最优且最有效地解决多元化的治理问题。 基层社区内的问题虽然多

为琐事,但问题的内容、种类、牵涉的关系范围不尽相同,如果不加甄别地将这些问题统一纳入

单一化的协商平台,那么可能会导致协商平台的运转失能。 因此,协商平台需要以灵活性来应

对治理问题的复杂性。 S 社区建立了“单元—楼宇—社区”三级联动的协商议事复合型平台,能
够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居民的各类问题。 例如,涉及楼栋内部邻里之间的问题,就在楼栋长的

协调下在楼栋协商议事平台加以解决;涉及整个社区的公共事务,就在社区的协商议事平台解

决。 S 社区书记说:“如果是邻居之间的问题,就直接交给楼栋长去协调,也不需要经过我们社

区。 我们社区层面的协商议事都是针对一些大事,比如社区基础设施改造。 这样我们社区的负

担也能轻一些。 一句话,老百姓自己能协调处理的,就自己去解决。”当然,不同协商平台之间虽

然功能各异,但彼此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彼此联通、彼此协同的。 当一些问题难以在低层级

平台解决时,就需要将问题反馈给社区,在社区层面加以解决。 这进一步证明了有效的民主是

以问题为导向,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搭建多元的制度化机制来适配治理过程中的不同问题,并
通过不同的民主形式来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制度体系的各个要素既要维持自身独特的功能,
同时也要保持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性,并根据新问题的涌现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来适时适度地

调整制度的运作机制以及制度的具体功能[24] 。 简而言之,制度运作也要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加以

灵活调试,在制度的规范性和灵活性中激发治理的最大效能。
总的来看,履行责任关涉结构与行动两方面的内容,其中结构是行动的载体。 在基层治理

中构建低成本的参与渠道是实现“人人尽责”的制度基础,也是强化“人人尽责”的基本保障。
多元化的协商治理平台为不同层面的责任履行提供了具有适配性的载体,能够让基层群众有渠

道反映问题,也赋予了基层群众自主解决问题的平台,使基层群众的参与责任切实落地。 所以,
基层治理需要明确好结构与行动的关系。 只有建构好尽责的渠道,个体才能够将自身的责任转

化为具体的行动,也才能够在具体的行动中实现自身利益。

五、人民至上:“责任型社区”建构的价值依归

“责任型社区”内在价值的彰显需要体现在解决群众所遇到的问题,即最终实现“人人享

有”。 人人享有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意蕴,构成“责任型社区”的价值依归。 人民群众不是没

有自身利益诉求与情感表达的超验存在,而是在现代化发展中追求美好生活的利益主体[25] 。 因

此,将人民至上的价值依归转变成“人人享有”的治理结果,是“责任型社区”建构所应遵循的基

本原则。
(一)构建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路径

在“责任型社区”中明确体现了民主和民生之间的联系,即发展民主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

·94·



　 2024 年第 4 期 政治学研究

抓手,保障和改善民生离不开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26] 。 S 社区以民主促民生的路径大致可以归

纳为:人人有责与人人尽责是民主的过程,人人享有是民生的实现。 只有在充分回应人民群众

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人民群众对制度的高度认同。 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路径同时构筑了

基层社会的“民心政治”。 “民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本土性政治合法性资源[27] ,实现新时代的

民心政治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起点。 在基层治理的场景中,民心政治的构筑是双向互动的

结果: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激发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

参与基层治理全过程;另一方面,通过供给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实现自下而上的参与和自上而

下的服务相结合。 因此,责任型社区内部的责任关系是多向度的,除了基层群众作为整体对整

个治理过程的责任以及基层群众之间以负责任的态度相互对待之外,还包括以党组织为代表的

基层治理主体对公众的责任。 在这样一种复合双向的责任关系当中,基层治理才能够超越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形成多元主体相互协同的治理

格局。
(二)基层治理要“解决人的问题”
责任型社区体现了基层有效治理的本质,即“解决人的问题”。 人民群众诉求的回应和满足

是基层治理的本质规定,实现好的治理就是解决好人的问题。 然而,解决好人的问题并不完全

是公共权力的责任,本身也是人自身的责任。 把基层治理的本质视为解决人的问题需要考量三

个问题:一是如何在尊重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使人拥有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意识;二是如何搭

建特定的制度渠道使人能够有效地履行责任;三是如何将自上而下的服务责任和自下而上的参

与责任有效贯通起来。 历史地看,过去以单位制和公社制为代表的基层组织大包大揽地管理基

层社区,这种单向度的“命令—服从”关系更多指向了基层群众的服从而非参与。 虽然公社制和

单位制具有超稳定性,基层治理有序但缺乏足够活力和持续动力[28] 。 随着传统公社制和单位制

的解体,人从严密的制度中脱离出来,进而获得了自主性,为基层群众自治提供了基础。 在自治

的要求下,人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治理自我”的责任,即通过自身的参与来实现个

体利益的满足。 简单来说,把握好基层治理的本质就是要明确人应该如何自治,或者通过什么

样的渠道或方法实现自治。 这也是以民主促民生这一路径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人

的参与不是被动的,而是自身责任驱动之下的主动参与。 第一,人通过自主参与并在自己和他

者的合作之中解决问题。 这是一种无涉外在权力的参与模式,属于纯粹的自治状态,完全地突

显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内涵。 第二,当人发现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公共权力

往往介入自治当中,以群众路线等方式帮助公众解决问题,这是一种上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体现

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色。
(三)盘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功能

在责任型社区的建构过程中,同样可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功能,即民主程序对良

好社会关系的营造[29]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功能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不仅为社会治

理共同体奠定基础,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从实践方式来看,无论是投票还是协商,民主

都是一项集体行动,因此如果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有效治理、促进民生改善,就需要在民主的集

体行动中塑造集体,而不是在民主的程序中制造对立。 以责任的视角透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

很好地反映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功能。 第一,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促使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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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该过程也被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集体行动。 “有事好商量”是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的价值特质与内在规定,其中“好”就为参与者提供了责任指引,即参与者应该以解决

问题为目标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协商过程,而不是在协商过程中进一步制造冲突抑或对立。
虽然参与者难免会追求个体利益的实现,但参与的结果是达成共识,这里体现出个体利益和集

体利益的整合而不是对某种利益的片面强调。 第二,协商是一个交往过程,如果协商的主体都

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其中,那么就会在相互负责中提升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在互惠共赢

中强化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 由此,不熟悉的彼此能够通过协商走向熟悉,熟悉的彼此

能够通过协商进一步强化关系,这就为社会关系的修复、建立与拓展提供了良好的渠道,也有助

于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民主促民生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彼此之间通过协商的方

法解决问题、满足诉求,也在于对社会关系的拓展和对人全面发展的促进。 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30]295。 所以,通过这种民主形式人与

人之间构建出了平等交往的关系,也拓展并深化了以个人为原点的社会关系,在民主意识的培

养、民主技能的提升以及公共精神的培育中实现了个人的发展。

六、结语

基于理论阐释和田野调查,本文提出了“责任型社区”的概念并分析了其构建路径。 从概念

内涵来看,“责任型社区”体现了责任政治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意蕴,构建责任型社区是新

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之一。 从建构路径来看,责任型社区的建构是一个从人人有责

到人人尽责的过程:一是基层社区治理是“共同的事业”,需要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自觉承担起

基层治理的责任,明确自身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责和功能;二是基层社区治理亦是行动的表达,需
要特定的制度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责任能够得到落实。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通过承担责任

与履行责任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满足和公共利益的发展,达到了“人人享有”。 简而言之,基层群

众通过民主参与实现自治,进而保障和发展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
从责任型社区的建构过程来看,基层治理的本质是解决人的问题,是人自主性的彰显以及

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中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 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制度完备、真实有效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 [1]37。 民主不是装饰品,通
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来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既是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西式民主的优势所在[31] 。 以此为

价值基点,虽然 S 社区建构责任型社区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是否具有推广价值还需要

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但让基层群众树立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责任是构建社会

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路径。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只要在基层场

景中发展好责任、落实好责任,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的责任意蕴就会被激发出来,进而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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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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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 新时代新征程,乡村治理不仅面临

乡村公共性弱化的现实困境,还面临如何破解单向度治理的难题。 政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可以以自身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弥合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打破多元主体之间的边界,激活

基层治理的活力。 实践证明,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它将践行党的宗旨理念与提

升乡村治理效能统一起来,超越了西方“国家—社会”的学术话语解释范式。 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花园镇在探索党

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以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为抓手,将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吸引乡贤回归与促进乡村治理结合起

来,解决了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无人带头”“无钱干事”,以及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不积极、不主动等一系列问题。 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又需要整体把握、系统推进。 从当前来看,基层党组织需

要牢牢把握人才资源这一最大变量,从“内外联动”入手拓展人才资源。 同时要与创新乡村治理理念、完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党建联建、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和创新治理手段等多种举措结合起来。

关键词: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基层党建;流动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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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快和社会流动性增强,乡村社会结构由紧密型向松散

型转变,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给乡村治理带来一系列挑战。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

化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通过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有利于广泛

吸纳治理资源、撬动社会治理力量、汇聚乡村治理合力。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基层党建

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互相促进、协同共进的过程。 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可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

供理念引领、人才支撑、组织保障,推动乡村治理机制完善和手段创新;另一方面,推动乡村治理

现代化又必然给基层党建提出新要求,促进基层党组织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城市,成熟于农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农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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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土地革命,推动社会改造,有效凝聚了革命力量,促进了社会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

产党通过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推动土地改革、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等举措,重组了农村的

权力结构和社会力量。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起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体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规制着基层乡村社会治理进程。” [1]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经济基

础与社会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如何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学界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分析当前乡村治理面

临的外部挑战,主要表现为村庄人口结构失衡、村庄人和人之间变成了疏散的原子化状态,熟人

社会逐渐变成“半熟人社会” [2] ,同时乡村治理方式也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传统治理方式

具有很强的行政化特征,主要依赖政府权力的集中和行政手段的运用,这种方式难以真正调动

乡村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多元治理” [3] 。 二是就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必要性来说,目前学界普遍

肯定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必要性,认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高度组

织化的领导力量” [4] 。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农村基层

党组织全面领导作用的发挥。” [5]通过党建引领可以“弥合党政机关行政任务与村民自治组织动

员之间的张力,形成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工作与村庄治理需求之间有效衔接” [6] 。 就资源整合

来说,“党建多元联动作用体现在对各类资源有效整合与科学配置的能力” [7] 。 三是就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来说,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思考。 在人才队伍方面,基层党组织

要注重拓宽基层人才队伍资源,“运用自身的政治、组织及资源等优势吸纳乡村精英及新兴社会

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并将优秀分子选派到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中去” [8] 。 就党的自身建设来

说,要树立大党建理念,“统筹推进区域化党建发展,构建村村、村企、村社等各类形式的基层党

组织,大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9] 。 就治理体系来说,要积极构建“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
“‘三治融合’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重塑目标” [10] 。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涉及当前乡村治

理面临的问题、党建引领的必要性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等。 不过依然有较大

深化研究的空间,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拓展研究。
第一,在政党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必要性的分析中,大部分研究成果从乡村社会治理面临

的问题阐述党建引领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的现实需要,也是践行党的宗旨理念、建强基层党组织的内在要求。
第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就当前来说,其突破点在哪里? 抑或说其

关键性要素是什么? 通过探寻“突破点”,有利于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和面临的主要难

题,实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结合。 本文将在分析花园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探索案例的基础

上,进一步思考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思考党建引领乡村

治理现代化应采取的举措。
第三,在研究视野上,目前学界大都集中于乡村治理的本身来谈,笔者认为乡村治理同乡村

集体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为此,需要将党建引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推进乡村治理统

一起来,并将之置于乡村振兴战略全局中加以思考。

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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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核心价值观、社会发展进步等方面的特征,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

个最本质特征派生的。” [11]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然要坚持党建引领。 坚持党建引领不仅是重

塑乡村公共性、破解乡村治理单向度治理难题的现实要求,更是践行党的宗旨理念、建强基层党

组织的内在要求。
(一)以重塑乡村公共性为直接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导致农村

常住人口逐渐减少。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愈发严重,并由

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整体“空心化”,使得乡村公共性面临一

系列困境,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乡村治理主体缺位。 乡村治理的主体是村民,服务的对

象也是村民,人口的流动、流失必然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 二是干部短缺。 农村人口流失

不可避免会导致乡村干部短缺,一些村“两委”班子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缺乏创新,有
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无人能担任村干部的现象。 三是乡村社会走向“去组织化”。 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民群体高度分化,逐渐从原有根据地缘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村庄共同体

中脱离出来,呈现出“原子化” “分散化” “去组织化”等特点。 上述情况导致乡村社会公共性弱

化,包括乡村公共空间的萎缩、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规则式微,等等。 在此背景

下,如何重塑乡村公共性是当前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党建引领组织化

参与逻辑、利益整合逻辑、秩序建构逻辑以及公共精神再造逻辑共同促进了乡村公共性重

塑。” [12]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的领导核心,重塑乡村公共性必然要求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政治引领、
组织动员、统筹协调、利益整合、制度形塑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二)以破解乡村治理单向度治理难题、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为现实考量

在传统中国社会,“国家体制性的正式权力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非体制性的权

力进行治理” [13]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社会结构进行了重组和改造。 从

此,国家在乡村社会发展中逐渐扮演主导者与支配者的角色。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民公社制

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得到逐步确立。 1982 年 12 月,村民

委员会被写进新宪法。 1987 年 11 月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民自治作了明确

而具体的规定,于 1988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国推行。 从法律关系来说,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

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村民委员会在理论上具有完整地代表行政村实施村庄治权的独立

法人地位。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拓展,针对乡村社

会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多,治理事务不断增多,乡村治理科层制现象逐步显现。 科层治理的重要

特征是村干部的职业化、科层监督的制度化,以及村务工作的去人格化[14] 。 科层制治理是一种

单向的治理模式,也给乡村治理带来结构性困境,突出表现为乡村治理行政化倾向,村民自治组

织习惯于机械地执行上级的行政命令,难以实现对于乡村治理事务的全面把握和精准应对,难
以及时有效回应群众个性化、多样性的利益诉求。 “虽然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建构出一

个具有高度负责意识的‘责任政府’,但科层化的‘责任政府’难以‘治理出’一个具有同样的内

生责任意识的‘责任社会’。” [15]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联系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 通过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可以拓展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引导群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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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以弥补乡村治理的缺陷,破解乡村治理中的单向

度治理难题。
(三)以践行党的宗旨理念、建强基层党组织为重要目标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

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关

系和联结方式呈现深刻的变化,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归属感、依赖性有所减弱,党员干部与群众

之间的交流沟通减少。 就农村基层党建实践来看,目前农村基层党建也面临诸多问题,如一些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没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起

来,特别是在引领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带动群众致富方面思路不宽、办法不多、能力不强等。 党

建引领乡村治理,不仅是基层党组织将自身的价值理念、组织资源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之中,也是

基层党组织发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践行党的宗旨理念、提升自身服务能力的过程。 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现代化实际上是建强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双向促进的过程。 通过党建引领,
既可以有效激发乡村各类要素活力,也有利于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自身工

作,提高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三、乐陵市花园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实践

作为传统农业乡镇,花园镇坐落在德州市乐陵市东南部,一无交通优势,二无资源禀赋,几
乎没有产业基础,税收一直很低,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 在乡村治理方面,花园镇面临的难题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公共性不足。 村里大多为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公共基础设施

差、组织化程度低,“缺人干事” “缺钱办事”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是受自身文化水平限制,村民

对乡村治理的参与意识普遍较为薄弱,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参与途径不多,乡村治

理工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和党员干部。 三是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诸多难题,尤其表现为农村干

部队伍后备力量不足,党员干部年龄偏高,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对于抓党建促进中心工作认识不

深刻,在措施上缺乏创新。
2021 年以来,花园镇党委围绕“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带头人,如何选好带头人,带头人要干什

么事”的问题,秉承“回归一个人才,致富一方百姓”的理念,以创新流动党员管理为抓手,推动在

外本土人才主动回归家乡、建设家乡,实现了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解决了一系

列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
(一)以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为抓手,打造人才回归“强磁场”
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既是加强党员管理教育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党员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

抓手。 为了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花园镇党委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党员找党员”的“三找”活动,摸清流动党员基本信息和流

动去向、流动时间、流动住址、就业情况、生活状况、联系电话,建立花园镇流动党员信息台账,动
态更新流动党员信息,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二是外建党支部和服务站,让流动党员安家。 先后

在北京、天津、济南、东营、沈阳等流动党员集中地建立流动党组织、人才服务站,同时发挥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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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商会联谊交流的作用,吸纳在外“能人”入会。 流动党员党群服务站实体化运营,搭建沟通服

务流动党员的信息平台。 三是建立流动党员微信群,定期将学习资料和家乡发展信息通过微信

群发给在外的流动党员,确保流动党员在异地及时了解家乡的动态。
(二)建立健全干部培养、选拔和塑能机制,培养乡村治理人才

乡村治理离不开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在加强流动党员管理的基础上,花园镇党委为加强乡

村干部队伍建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返乡

参选的党员人才列入村级后备干部,纳入村(社区)“一肩挑”或副书记候选人、村(居)委会副主

任候选人。 二是加强干部教育培养。 干部任职前,采取设岗定责、跟班锻炼、试用任职等方式,
引导返乡人才参与村级事务,在乡村振兴、拆迁安置等任务中历练。 干部任职后,实行“一对一”
帮带机制,即选派党员领导干部对返乡人才进行“一对一”帮带,帮助他们开拓思路、解放思想,
缩短返乡“适应期”。 三是建立压力下传机制。 实行到村任职干部试用期制度,期满进行综合考

察,尤其注重开展村民评“村官”活动,每年年终,由乡镇党委组织村民,对返乡任职人员德、能、
勤、绩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确定等次,对优秀者,表彰奖励,广泛宣传;对不满意者,限期整改,
促使返乡任职人员既有动力又有压力,形成一心干事谋发展的工作氛围。 四是实施暖心激励工

程。 在生活上,安排专人对返乡任职人员及家人跟踪帮扶。 符合乐陵市大学生人才就业安置办

法的,优先予以办理,在配偶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三)以党建引领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推动发展与治理相融合

为了促进农民增收,花园镇党委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举

措,支持和指导各村挖掘自身产业优势,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例如,花园镇王母

殿村依托碧霞元君故居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村旅游,村里种植玫瑰香、巨峰等葡萄品

种;恭敬李村依托“李蔬记”包子品牌和“忠义湖”泥鳅宴品牌,带领群众开展泥鳅养殖和淡水养

殖,让村民当“股东”,带动泥鳅、小米、大葱、大蒜等农业种养植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房家村发展

留兰香产业,留兰香种植规模达 1
 

300 亩,村集体年收入达百万元。 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有效增

加了农民收入,也有效带动了乡村治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了村民就业。 合作社

的成立和产业发展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村人口流失的问题。 二

是村党支部牵头组建了专业合作社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建立健全村党支部

与合作社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讨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各项事务。 三是推进乡村公共服务建

设。 村党支部将集体经济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村级公共服务事业,有效改善了乡村基础条件,增
加了乡村公共服务资源。 如大韩村党委出资修建了 6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房家新村、关王堂

村、刘武官村、西河崖村、前刘村、夏家村等 7 个村,由党支部领办,开办了“幸福食堂”,有效提升

了辖区老人的幸福指数。
(四)以党建联建推动资源统筹,促进社会治理联动

针对部分村庄规模偏小、经济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由花园镇党委牵头,推动村级党组织开

展党建联建,实现村村联合,推动资源共享、抱团发展。 在实践中,按照地缘相邻、产业相连、资
源相融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党员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建立村级党建联盟功能型联合党支部,党委

书记由领建中心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其他各联建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委员,实行委员分工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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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党支部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同时注重加强与党员致富带

头人、党员产业发展大户的联系,吸引各类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努力形成“党建统领、资源共享、
信息共通、发展共赢、协同共治”的党建工作新格局,把党的组织资源、组织优势、组织活力转化

为发展资源、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如在产业发展上,通过党建联建可以更好发挥“中心村” “示

范村”的带动作用,也可以更好聚合村级资源,推动区域产业融合、资源共享,发展壮大农村新型

集体经济。 总之,通过党建联建,有效聚合和盘活了各种乡村资源,推动村村联合、产业抱团、互
助发展、治理共抓,释放出“1+1>2”的叠加效应。

(五)建立“党建+网格”治理机制,打造细“治”入微的基层治理格局

花园镇党委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抓手,通过构建“党建+网格”的乡村治理机制,激活基层治

理“神经末梢”。 一是实行“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形成了“支

部引领、党员带动、群众参与”的党建引领新机制。 二是建立“党员+乡贤+调解”的矛盾纠纷调

解机制。 一方面,以党建为引领,以村委会为阵地,因地制宜建立村调解工作室,引导党员乡贤

参与乡村治理;另一方面,注重培养“金牌调解员”,通过发挥“法律明白人”积极作用,更好带动

身边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三是通过支部牵头,组织党员、热心群众成立

志愿服务队,组建“理响花园”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打造“你好·未来” “宜家·齐心”等志愿服

务品牌,及时了解群众服务需求,化解民生难题。
花园镇党委以党建为统领,以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为抓手,推动乡贤回归,拓展干部来源,并

在此基础上,通过党建引领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推动发展与治理融合;通过党建联建,推动治理

资源统筹与治理联动;通过“党建+网格”,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通过上述举措解决了一系列乡村治理难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解决了乡村治

理“无人带头”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花园镇已经引回 58 名人才进入村“两委”班子,占村“两

委”干部的 54%。 二是解决了“无钱干事”的问题。 通过一系列努力,花园镇集体经济得到快速

发展,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有效增加了村民收入,也有效推进了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

合。 三是解决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不积极、不主动”的问题。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利益的深度结合、乡村公共事业发展与群众需求的紧密结合,有
效激发了群众的主体意识,极大激发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 四是解决了联系服务群众

“不紧、不深、不实”的问题。 通过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培训和考核机制,有效增强了干部的服务意

识;通过建立“党建+网格”治理机制,推动服务群众工作常态化,有效增强了群众对基层党组织

的认同。

四、新征程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乐陵市花园镇的探索是以流动党员管理为抓

手,通过吸引人才回归带动乡村治理,并在此基础上统筹推进乡村治理的各项工作。 结合乐陵

市花园镇的探索实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新时代新征程以党建引领乡村

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创新治理理念为首要前提、以打造人才“选育用”链条为动力引擎和关键支

撑、以筑牢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实践基础、以推进党建联建为组织保障、以完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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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治理手段为实践要求。
(一)创新乡村治理理念: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首要前提

治理理念是先导,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当前乡村治理的外部环境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面临农村人口流失、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等一系列问题,但一些基层党组织仍然沿

用传统管理思维和方式,习惯搞“包办代替”,缺乏服务意识,不重视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作

用;有的基层党组织没有将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把“维稳”作为社会治理的目标追求,
为稳定而“稳定”等。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基层党组织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理念。 一是坚

持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的理念。 就发展与治理的关系来说,两者是密切联系的,经济

发展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所在,也是社会治理的治本之策。 反过来,良好的社会治理也必然有利

于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助推高质量发展。 因此,发展与治理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花园镇的

经验是将治理建立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有效促进村民就

业、增加乡村公共服务供给。 二是强化“党建+”工作理念。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

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必然要求将党的领导贯穿于乡村治理全过程,积极推进“党建+思想引领”
“党建+人才队伍”“党建+志愿服务”“党建+产业发展”“党建+网格治理”,将基层党建贯穿于乡

村治理的各项工作之中,实现党建与乡村治理工作互融互通、同频共振。 三是培育多元主体协

同参与、合作共治的理念。 多元共治是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管理与治理的重要区别所

在。 就乡村治理来说,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在发

挥党组织“元治理主体”作用的同时,将社会组织、乡贤、村民、志愿者等纳入乡村治理主体之中,
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各主体积极参与的治理共同体。

(二)打造人才“选育用”链条: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引擎和关键支撑

打造人才“选育用”链条首先要深挖新乡贤人才资源。 “新乡贤是指那些品行端正、才华横

溢、致富能力强、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声望且乐于为农村事业奉献自己力量的人。” [16] 新乡贤涵盖

的内容很广,从主体构成来看,分为“本土乡贤” “离土乡贤” “外源乡贤”三种。 从身份构成来

看,既包括企业家、知识分子、退休公务员,也包括乡村干部、医生教师、道德模范等群体。 他们

不少人已经在城市置业、创业、生活,但固有的乡土情怀和情结,使他们愿为家乡的振兴和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实际上,近年来很多地区都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存在

一定困境,包括在制度层面对新乡贤作为治理主体的工作内容与职责没有进行明确界定、新乡

贤的治理主体角色定位模糊等。 花园镇的实践是以流动党员管理为抓手,通过吸引流动党员中

的“乡贤”“能人”回乡村任职,破解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困境;通过制度化管理、
考核等举措,克服新乡贤“不作为”问题;通过采取暖心激励等措施,确保人才“留得住”。

新时代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强乡村干部队伍建设尤其要做到以下四个方

面。 一是拓宽干部选拔视野,注重从村里致富能手、乡村好青年中选拔,从在外“能人”中引回人

才,尤其要以乡情为桥梁、政策为引领、激励为导向,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引导,不断增强新乡贤

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吸引乡贤回归,并在此基础上把贡献突出的优秀新乡贤培养成党员、
村“两委”干部。 二是坚持“凡进必审、凡调必审”的原则,认真审查后备干部的政治立场、德才

·06·



蒯正明.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山东省花园镇的考察

素质,严把干部选拔“入口关”。 三是建立健全乡村干部关心关爱和服务机制。 不仅在生活上关

心爱护村干部,而且要加大对村干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资金、技术、信息支持,统筹各项优惠

政策给予创新创业支持,鼓励村干部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善于作为。 四是全

面提升村干部的综合治理能力。 通过教育培育、实践锻炼、落实治理责任、建立健全考核机制等

举措,不断提高村干部的履职能力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进而使得村干部的综合治理能力得

到全面提升。
(三)筑牢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基础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还有利于建立党员干部、合作社、农户等

多方参与的合作纽带,提高村集体行动能力,夯实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实践

基础。 花园镇的实践是通过建立“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有效激活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与治理的有机融合。 “目前,全国很多农村集体经济的收

入来源还主要是依靠集体资源的发包和租赁,收入渠道单一且收益不高。” [17] 那么新时代如何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如何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构建村集体与农民群众经济联结纽

带? 这就必然要求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将群众凝聚

起来,实现抱团发展、规模经营。
“当前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以致支撑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

匮乏。” [18]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做到以下方面。 一是积极推广“党支部+合作社+集
体经济公司+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凝聚在产业链上,让农

民富在产业链上,把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与群众利益有机统一起来。 二是完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管理制度,即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成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支持和鼓励村民

以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入股,推动广大村民全过程、全环节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凝

聚智慧和力量。 三是正确处理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村委会是农村自治组织,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为此,需要积极探索村委会和集体经

济组织之间“事务分离,账务分设”的有效途径,通过明确的制度规定村民委员会与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权责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事项清单,厘清各自选举办法、民主议事决策程序及财务审批

权限。 目前有些地区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无论对于实现村委会和集体

经济组织之间“事务分离,账务分设”,还是对于集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压舱石”,而且其本身就具有推动村民参与乡

村事务、提高乡村“再组织化”能力的治理意义,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置于重要地位,以此实现发展与治理的良性互动。
(四)党建联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保障

当前,我国行政村“多、小、散”特征较为明显。 与此同时,各个行政村之间不仅在经济发展

上有着很大差别,而且村情各异、资源禀赋不同。 在此情况下,如何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协同推

进乡村治理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面对的课题。 新时代新征程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

化需要突破传统党建工作单位制封闭、线性管理所带来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体制局限,通过

推动探索村党组织“跨村联建”,打造农村区域党建联合体,打破乡村发展受村域限制而“单打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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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局面,破解治理力量分散的难题。
推动乡村党建联建需要着力推动组织联建、治理联动、产业联兴。 一是推动组织联建。 组

织联建就是以地缘、人缘、产业为联结点,以“强带弱、大带小”为主线,建立“镇党委—联合党

委—村党支部”组织链条。 联合党委书记由中心村支部书记担任,联建村支部书记兼任委员,实
行委员分工负责制,合理统筹使用力量。 二是治理联动。 治理联动就是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信息沟通机制、矛盾化解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等,构建“乡镇党委统筹抓、联合党委协调抓、农
村党支部具体抓”的管理机制,统筹推进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并对农村人居环境、乡风

文明等工作统筹安排。 三是产业联兴。 产业联兴主要通过推行“党建+产业联盟”,建立跨村产

业联盟,做到同一产业联盟组建一个联合党支部,通过支部领航、联盟聚力,实现信息共享、技术

共培、产业共建、品牌共创、发展共促,着力构建产业发展共同体。
(五)完善治理机制和创新治理手段: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注重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为此,需要建立健全常

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民主协商议事机制、党组织服务群众机制,同时要重视数字技术的运

用,推动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深度融合。
第一,建立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通过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增强村民公共精神,培育乡风文明。 在具

体实践中,尤其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农村基层党

组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用心、用情、用力承担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重任。 如为了提升村民思想政治素

质、道德素质,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提升村民法治意识、法治观念,要深

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村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行

为习惯。 二是发挥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 如通过广泛开展学习“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 “最美

家庭”“文明家庭”等活动,引导基层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三是持续深

化移风易俗。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以规立德作为净化农村社会风气的治本之策,在广泛征求群

众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引导村民摒弃铺张浪费、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陋习。 同

时定期开展“好婆婆”“好儿媳”等评优评先活动,树立群众身边典型,弘扬孝老敬亲、诚实守信、
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不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第二,完善党组织服务群众机制。 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考量就是通过发挥党

的组织服务功能,更好反映群众诉求,解决群众各种困难。 就当前来说,完善党组织服务群众机

制要以“党建+网格化”治理为重要抓手,建立“乡(镇)党委—村党组织—网格(村民小组)党小

组—党员联系户”网格服务体系。 同时按照“一员多用、
 

专兼结合”思路,引导老党员、老干部、
党员志愿服务者等融入社会治理网格,组织志愿服务者积极参与乡村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乡风

文明建设实践等各项工作。 在网格化治理实践中,通过建立村党员干部包联网格、走访群众制

度,以及群众按需“点单”、党员干部主动“接单”服务机制,实现矛盾纠纷在网格化解、困难诉求

在网格解决、文化活动在网格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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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立健全民主协商议事机制。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

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19]258 通过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将协商平台搬到基层群众“家门口”,
有利于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诉求,也有利于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

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要按照“村事民议、民事民定、民主议事、服务于民”的工作思路,积极搭建

乡村基层民主协商平台,如村民论坛、民主恳谈会等,扩大农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 为了

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培养群众的协商意识,农村党组织还应积极支持村民开展各种形式的

“微协商”,如通过开展“庭院夜话”等接地气的活动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激发

乡村治理活力。
第四,加强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创新社会治理手段。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治理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乡村治理从物理空间延伸到数字

空间的手段,有助于解决农村人口大规模外流和村民互动的“脱域化”等带来的乡村治理难题;
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运用有利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不同主体的力度,整合和吸纳更多

的治理主体参与治理实践。 花园镇的重要经验就是借助数字化加强同在外流动党员的联系,同
时注重运用数字技术创新基层党组织服务方式。 当然,花园镇数字化运用较为简单,主要以微

信作为数字化办公工具。 就全国范围来看,当前数字化运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地区出现

“表面数字化”和“只见数字不见人”的问题;再比如“数字平台难以兼容,数据难以实现共享,进
而导致平台重复建设” [20] 等问题。 新时代新征程,以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要着力构建市、
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联通的数字化平台,平台建设融数字党建、数字治理、数字

民生、数字服务等为一体,有效克服当前一些地区数字化平台重复建设、标准不统一、业务模式

不相同、管理流程不一致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扩大数字化运用的范围,如利用“数治”
平台为群众提供“点单式”服务,着力破解传统治理方式下农村人口分散流动、管理地域广泛复

杂、公共服务覆盖不足等难点。

五、结语

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是社会公共权力运作的组成部分,同时是国家权力运作体制中

的一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就是按照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本要求,推动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

的基本形态,不过在实践中,一些乡镇基层政府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下属行政组织,沿用传统的

领导方法进行管理,由此带来一些问题。 对于乡村治理来说,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导致其

对政府过分依赖,缺乏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 政党可以以自身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

切联系群众优势弥合行政和基层自治之间的张力,通过党的强大统合功能打破多元主体的边

界,激活基层自主治理的活力,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乡村公共性,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从乡村本身挖掘乡土资源是破解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难题的基础性工作。 新时代新征程

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基层党组织把广泛吸纳治理主体、汇聚治理资源作为首要任

务。 在乡村社会治理资源的诸要素中,人才资源是最核心、最关键的资源。 面对基层人才资源

匮乏的现状,基层党组织需要从“内外联动”入手,既要注重乡村内部人才资源的挖掘和培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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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度重视与在外乡贤的沟通对接,主动打好“乡情牌”,抛出“橄榄枝”,做好人才回引、培育、
使用等工作,为乡村治理“蓄势赋能”。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这一工程中,人才资源和乡村干部队伍建设

是关键要素和动力引擎,但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效应,凝聚起乡村治理合力,还需要坚持系统思

维,在实践中进一步做到以下方面。 一是创新治理理念,包括树立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协同推

进的理念、“党建+”工作理念,以及培育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合作共治的理念。 二是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完善集体经济组织与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夯实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激发村民

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 三是以党建联建带动村级组织之间组织联建、治理联动、产业联兴,
实现乡村治理由“单打独斗”向“跨村联建”转变。 四是完善治理机制和创新治理手段,包括建

立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民主协商议事机制、党组织服务群众机制,同时要重视数字技

术的运用,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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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强国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的
功能定位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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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党的网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引。 作为网络信

息时代运用数字手段治国理政的基础性能力,党的数字领导力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实现

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对网信工作领导的迫切课题。 党的数字领导力是党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领导数字化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包括了数字应用力、数字变革

力、数字沟通力、数字引导力。 网络强国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明确的功能定位,体现为全面领导国家“数智化”转

型发展、丰富拓展数字时代思想理论体系、引领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动员网络社会多元群体等。 为完成新时代

网络强国战略的新使命,全面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需要提升党的数字应用力,赋能政治领导前瞻化;提升党的数字

变革力,赋能思想引领前沿化;提升党的数字沟通力,赋能群众组织高效化;提升党的数字引导力,赋能社会号召权威

化。 党的数字领导力提升有助于丰富网络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也将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

明贡献力量。

关键词:网络强国;数字领导力;党的领导;数字赋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066-13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需
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1] 。 网络信息时代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全面建设网络强国,包括要塑造尚德明理的网络观念、引导风清气正的网络

舆论、掌握关键核心的网络技术和筑牢健康安全的网络空间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创新性

地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阐述了坚持党对网信事业发展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完善了涵盖网

络意识形态、网络安全构筑、网络科技创新、网络经济发展等内容的中国特色网信工作体系。 但

信息化和数字技术浪潮的迅猛发展冲击了传统社会秩序,并带来了“碎片化” “不均衡”等发展

问题,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2] 。 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成为网络

信息时代大党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作为网络信息时代运用数字手段治国理政的基础性能力,
党的数字领导力不仅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有力抓手,更是应对时代

挑战的有效途径。 如何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以积极适应网络信息时代国家发展的能力要求,
成为网络强国战略下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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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怡. 网络强国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功能定位与提升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提出后,学术界围绕网络信息时代和党的领导力展

开了大量系统探讨和阐释研究,为网络强国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内涵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

要思想明确了网信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原则要求、国际互联

网治理主张,具体包括夯实网络强国理念、抓好网络舆论工作、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发挥信息化

驱动作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多方面内容[3]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拓展了网信事业的宽度与深度,在指导中国网络强国建设具体实践方面具有重要意义[4] 。
第二,网络信息时代政党领导转型研究。 信息技术通过对制度合法性的“赋权”和对组织有

效性的“赋能”深刻影响了国家政治过程,政党组织不得不在回应社会、组织建设和政策决策方

面进行调适[5] 。 纵观全球政党组织与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引发了西方政党

组织传统政治功能的“空心化”和政党政治危机[6] 。 对此,各国政党纷纷开启数字化转型,利用

新技术来扩大参与、动员选民和政治宣传等[7] 。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
同样需要“乘”新一轮科技革命之“势”以提升自身领导力。

第三,网络信息时代党的领导力内涵研究。 网络信息时代党的领导力蕴含丰富的理论内

涵,不仅要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切实推动网络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现代化,还要高度重

视网络信息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始终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强化阵地和话语权建设的主动性[8] ;同时,还应全面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深度融合全媒体、传
播好主流意识形态,讲好中国故事、塑造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等[9] 。

第四,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的路径研究。 党要把握互联网政治的内在规律,深化网络政治

舆情分析,重视网络危机的疏导和化解[10] ;同时还要加强党对媒体的全面领导,创新宣传话语和

叙事体系,维护中国共产党形象网络传播的良性生态,全面提升党的网络形象[11] ;需要加强党组

织网上群众工作能力,积极提升运用数字治理手段回应和服务基层群众的水平,促进技术整合

功能与群众路线制度优势在组织层面、情境层面和网络层面的双向融合[12] 。
整体而言,已有研究指出了网络强国战略下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对党的领导力也提

出了新要求,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党的数字领导力相较于一般数字领导力的独特内涵

还需阐释,网络强国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蕴含的价值和功能定位仍有待解析,党的数字领导

力的要素构成与提升路径仍有待厘清。 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实践,凝练出党的

数字领导力内容体系,并紧密结合中央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新要求,深入阐释网络强国

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功能定位,系统探析党的数字领导力的提升路径。

二、党的数字领导力提升: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信息数字化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也是大国竞争的重要着力

点。 为有效应对网络强国战略的时代需求,深入贯彻党管互联网的政治原则,实现党引领数字

政府建设、响应数字经济发展、适应数字社会变革的发展格局,探索党的领导力的数字化转型显

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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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从数字领导力到党的数字领导力

随着技术要素的不断嵌入,数字情境特征正在重塑领导力的实践场域,数字领导力的概念

应运而生。 目前,学界对于数字领导力的概念内涵尚未形成共识,他们或者从数字资源视角出

发,认为数字领导力是领导者依赖数字技术、设备等数字资源影响组织及其成员实现数字转型

的能力,包含数字思维变革能力、数字资源建设能力、数字伦理共情能力和数字认知践行能

力[13] ;或者从数字变革情境角度切入,认为数字领导力是领导者在组织变革中创新数字化和可

持续发展愿景、鼓励成员积极参与数字变革、保障组织在数字环境中有效运转的能力,由数字思

维力、数字侦查力、数字社交力、数字储备力构成等[14] 。 综合来看,数字领导力的定义主要集中

在两个方面:一是融合传统领导技能和新兴技能以适应数字变革需求;二是利用技术促进组织

的整体变革和创新。 由此,可以将数字领导力理解为组织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能的有机结

合,引导组织成员思维及行为模式的转变、促进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高效地达成组织目标的

能力。
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中国共产党同样需要加强数字领导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当今世界,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

所抛弃。” [15]19 因此,本文认为党的数字领导力是将数字领导力融入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

践的结果,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领导数字化治理实践过

程中的具体体现。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网络信息时代解决“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难题的基础性能力体系,党的数字领导力主要包括数字应用力、数字变革力、数字

沟通力、数字引导力四方面内容,而且区别于一般数字领导力,具有鲜明的战略性、引领性、人民

性和政治性特征。
具体而言,党的数字应用力,即党组织理解和利用数字技术,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优

化党务流程和服务的能力,强调党在数字时代的前瞻性布局和深远谋划,为党领导国家发展和

社会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是党的数字领导力战略性特质的生动写照;党的数字变革

力,即党组织对新兴技术的适应和创新能力,包括识别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预判数字转

型趋势、推动经济社会结构的更新与调整等,强调党在守好思想阵地方面的使命与担当,是党的

数字领导力引领性特质的集中体现;党的数字沟通力,即党组织运用数字技术和资源、拓宽人民

群众的参与和互动范围、建立契合外部需求的快速响应机制、实现有效沟通的能力,强调倾听群

众声音、回应群众关切,是新时代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的具体体现,充分彰显了党的数字领导力

的人民性特质;党的数字引导力,即党组织运用数字技术树立党的良好形象、引领社会风尚、巩
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能力,注重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连接和价值共鸣,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路径,体现了党的数字领导力的政治性特质。
(二)基本框架:多维赋能与融合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管网治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16] ,将
“坚持创新发展、依法治理、保障安全、兴利除弊、造福人民” [17]44 确立为网络强国建设的原则,这
不仅为新时代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战略方向和行动指南,更表明网络强国建设是一项涵盖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全[18]等多领域内容的系统性工程。 面对实现网络强国的宏伟目标,离
不开党的领导,尤其要抓住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这一关键点。

·86·



陈诗怡. 网络强国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功能定位与提升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
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19]87 党的政治领导力是党对各

种政治力量和现象的正向统领,是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方向性、根本性问题的把控[20] ;党的思想

引领力是党的指导思想对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正向影响和吸引力,以及从思想上改变干部和群

众政治行为的能力[21] ;群众组织力是依靠、组织和教育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社会实践的能力[22] ;
社会号召力是党基于特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号召不同社会群体的能力[23] 。 党的数字领

导力将数字领导力融入加强党的领导之中,其价值目标指向数字赋能党的领导,使党能够更有

效地适应和引领网络强国战略。 由此,提出党的数字领导力提升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以
新兴数字技术为逻辑起点,通过多维度赋能,促进党的领导力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

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助推网络强国建设。

图 1　 党的数字领导力提升的分析框架

网络强国战略强调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通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大动脉”,各级领导

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谋划、引导、推动互联网发展[24] 。 以数字应用促进党的政治领导力,符
合网络强国建设应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要求。 党通过对数字技术的

广泛应用,能够精准掌握并预测社会政治动态,极大提升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党的政治领导

力,引领国家的“数智化”转型,巩固党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中的领导地位。 党员干部的数字素

养、党组织的数字应用、系统化的数字思维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数字应用力的强度和范围,是提升

党的政治领导力、助推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网络强国战略强调建强网上理论阵地,防范化解网络安全风险,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

争[4] 。 以数字变革深化党的思想引领力,契合网络强国建设关于网络风险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

略部署。 党通过对新技术的快速适应与整合创新,能够将数字工具融入理念更新和思想体系建

设中,深化对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系统分析,持续更新和丰富党的思想理论体系。 数字社会

价值的思想创造、网络社会风险的识别治理、数字社会关系的调整变革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数字

变革力的广度与深度,是加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助推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网络强国战略强调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认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5] 。 以数字沟通夯实

党的群众组织力,符合网络强国建设应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网信事业的价值主线。 党通过构建多

元化的数字渠道和平台,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实现信息的双向流动和实时反馈,筑牢党的群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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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群众联系的数字渠道、群众沟通的数字平台、群众需求的数字回应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数字

沟通力的高度和温度,是夯实党的群众组织力、助推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网络强国战略强调要创新宣传理念与手段,加强网络舆论引导,让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更加立体生动[26] 。 以数字引导巩固党的社会号召力,符合网络强国建设应构建“网上网下

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的基本要求。 党运用数字工具能够有效开拓塑造和传播自身形象

的途径,助力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数字化叙事模式、数字化宣传形式、主流共识格局等因

素共同决定了数字引导力的精准度和持久度,是巩固党的社会号召力、助推网络强国建设的重

要途径。

三、网络强国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功能定位

关于网络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

著增强、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网络攻防实力均衡的方向不断前进” [15]19-20。
因此,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功能定位既要聚焦网络强国建设的过程性、阶段性目标,又要超越具体

性、细致性任务。 具体来看,全面领导国家“数智化”转型发展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
丰富拓展数字时代思想理论体系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观念共识,引领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

线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行动要求,动员网络社会多元群体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
(一)全面领导国家“数智化”转型发展

引领国家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数字化趋势,是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必然要求。 党的数字领导力

贯穿于党领导国家“数智化”转型的战略制定、决策执行和实践应用等各环节过程,有助于发挥

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为网络强国战略实施提供方向指引。
第一,把握国家“数智化”转型战略方向。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分布式人工智能等

技术创新速度加快,我国的“数智化”转型战略在智能化管理、智慧化服务、数字化应用方面也持

续推进。 党的数字领导力能够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数字化认识和运用水平,有助于让

数字知识、数字技术、数字实践融入并赋能党的战略决策过程,让党员干部识“数”认“数”,全面

了解数字技术迭代的新前沿、新方向;学“数”用“数”,准确把握经济社会“数智化”转型的新业

态、新模式。
第二,推动国家“数智化”转型决策执行。 国家“数智化”转型战略的落地是一项系统工程,

依赖从中央到地方坚强有力的贯彻执行。 党的数字领导力有助于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准

并破解“数智化”转型战略执行中的难点。 如国家“数智化”转型战略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跨部

门、跨层级、跨地区之间的数据壁垒,存在彼此不愿共享、不能共享海量数据等现象。 党的数字

领导力将赋能各级党委发挥统筹、指导和协调作用,打通不同部门、层级、地区间的数据藩篱,制
定数据共享的责任划定与安全使用协议,搭建各类智慧党务平台或党建系统推动数字化联动,
实现协商决策数字化、网络化和可视化。

第三,助力国家“数智化”转型实践改革。 党的数字领导力能够推动国家“数智化”转型战

略有效落地并“开花结果”,有助于各级党组织把握“数智化”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推动数

字信息技术融入不同领域的新场景开发、新功能融合、新服务拓展,提升国家“数智化”转型效

能,实现公共服务从“数据通”“一网通”的技术联动向“事项通”“业务通”的高效协同升级,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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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链的大数据技术嵌入融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智慧化转型等。
(二)丰富拓展数字时代思想理论体系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党的数字领导力能够在数

字赋能下持续更新和拓展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思想引领,牢牢掌握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为网络强国战略实施提供观念共识。
第一,发展数字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理论。 进入数字时代,中国共产党也需要不断进行思想

理论创新,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对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超越。 随着信息技术驱动,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形式更加多样也更加隐蔽: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异化,数
字平台塑造了虚拟用户的数字化行动空间和交往关系,用户行为数据被资本家掠夺、占有、垄断

并成为资本增殖的新源泉[27] ;二是生产行为异化,以大数据算法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加剧了资本

对劳动的控制,剥削关系因为转向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更加隐蔽[28] ;三是消费行为异化,数字

技术被资本用于强化私人权利的正当性,具有自主理性意识的消费者被裹挟,导致消费行为畸

形。 党的数字领导力能够加强党对数字劳动特征的深刻把握,有助于揭示西方国家劳动剥削关

系的本质,构筑数字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劳动关系,发展数字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理论。
第二,拓展数字时代党执政为民理念。 是否把人民利益摆在首要位置,始终是检验一个政

党、一个政权性质如何的试金石。 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方式,就是秉持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人民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

不同的利益。” [29]58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下,新型信息技术手段只是被政客用来进行政

治博弈和政治计算[30] ,数字化转型反而造就了“算法利维坦”并加剧了数字世界中公民权利让

渡带来的算法权力越位的风险[31] 。 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数字社会中的问题考验着执政者的水平和能力,如数字时代社会

弱势群体掌握数字技术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普遍不高,在使用智能化工具、办理数字化服务、解
决程序化难题过程中存在“数字鸿沟”,影响了数字技术发展红利的广泛共享。 党的数字领导力

有助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数字意识,使其认识到解决数字社会问题、帮助数字弱势群体的重

要性,全面拓展数字时代党执政为民理念,巩固网络意识形态的红色堡垒。
(三)引领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优势之本、力量之基、活力之源。 党的数

字领导力有助于引领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倾听和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实现举

旗帜聚民心,为网络强国战略实施提供行动要求。
第一,倾听知晓群众诉求。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应听取最广泛的民声、了解最真实的民情,才能解民忧、护民利、聚民心。 网络数字技术发展和

普及,让网络空间不仅成为社会思潮和群体诉求的聚集地,也成为传递社情民意的有效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在哪儿,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 [17]12 党的数字领导力在助力走好新时

代网上群众路线、知晓民众诉求等方面有着广阔的空间。 如以“民意诉求直通车”为代表的各类

数字化党群沟通渠道,基于互联网搭建起党和人民群众的“快速路” “连心桥”,让党心民心连接

更紧密。 这类具有扁平化特征的网络沟通渠道也让群众诉求的传播更快速更直接、群众诉求的

内容更海量更真实、群众诉求的来源更广泛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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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动参与群众互动。 党的数字领导力能够通过密切网络空间的党群互动关系,进一

步赋能网络信息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引领走好高质量的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 近年来,
以政务服务网、政务热线、领导信箱、官方自媒体、网上征求意见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渠道,为党群

互动搭建起多元化沟通平台,有效提升了党联系群众的质量。 党员干部应“经常上网看看,潜潜

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 [17]4。 因此,党的数字领导力不仅能

够促进党和群众的互动沟通,更能丰富和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群众参与的网络实践样态,发
展更加广泛、充分、全面的人民民主。

第三,高效回应群众需求。 党密切联系沟通群众最终落脚点在于实现群众利益、满足群众

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 [32]28 党的数字

领导力,有助于回应网络空间汇集起来的海量群众意见诉求,为党赢得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公信

力。 各类党政数字服务平台如智慧党务平台、城市大脑等,在回应效率上能及时收集信息并在

实际回应过程中实现高效的多部门合作协同,在回应方式上能通过“党政数字服务平台+基层党

群服务中心”的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实现让网络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回应效果上能够在海量

数据的基础上实现需求的有效识别甚至预判,进一步化被动回应为主动服务,走深走实新时代

网上群众路线。
(四)动员网络社会多元群体

网络强国战略的新伟业新使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党的数字领导力

能够有效动员号召社会多元群体,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把网民群体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听党话、
跟党走,提升自我形象、引领社会主流、讲好中国故事,强化网络正面宣传引导,形成良好网络生

态,为网络强国战略实施提供基本保障。
第一,提升自我形象。 党的自我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整体感知印

象,是民众认识和评价党最直接的窗口。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奋发有为、锐意改革,形
成了“人民利益的坚守者”“改革开放的推动者”“自我革命的践行者”“核心价值的示范者”等鲜

明形象。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不同于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网络短视频等形式让信

息传播展现出生产多元化、扩散互动化的特征。 党的数字领导力能让党的形象得到立体、全方

位地展示,以地方数字党建、智慧党建、红色视频号、AI 虚拟主播等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样态,也
有助于丰富党拥抱先进科技、持续学习进步的良好形象。

第二,引领社会主流。 移动互联技术的迭代升级加速了流量社会的到来,产生了大量造热

点、蹭热度、博眼球、带节奏等现象。 各种非理性情绪与网络暴力更容易蔓延,社会群体间的关

系矛盾更容易被激发,大众的审美认知和价值判断更容易被误导。 流量往往受到资本的裹挟并

被异化为生产要素和评价指标,衍生了自我生产机制,导致网络上低俗信息野蛮“生长”,加剧网

络空间治理的负担。 在此背景下,党的数字领导力有助于党引领社会舆论的主流思潮,借助网

络媒体的智能算法进行“红色流量”的内容推送、借助分布式人工智能等进行正能量的内容生

产,助力党巩固网络空间的主流思潮和舆论,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水平。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 网络信息时代国家宣传叙事能力成为执政党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讲好中国故事也势在必行。 进入新时代,全国网络基础设施水平、网络经济发展体量、数字

政务服务效率取得了发展。 党的数字领导力有助于赋能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拓展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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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网络强国”的故事内容,如具有全周期、全场景、全流程、一体化优势的中国数字服

务体系,以数智升级、产业链接、云端互联为代表的中国智能制造产业,以智能民生事项、便捷政

务热线、智慧城市治理为代表的中国社会数字生态等,都将进一步助力唱响网络主旋律、凝聚网

络正能量。

四、网络强国战略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的提升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
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 [15]161。 这就要求提

升党的数字应用力,积极拥抱数字信息技术并全面驾驭国家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提升党的数字

变革力,有效应对社会发展风险并保障国家网络安全;提升党的数字沟通力,走好走实新时代群

众路线并把握互联网时代政民互动规律;提升党的数字引导力,做好中国故事的宣传叙事并引

导社会网络舆论。 通过强化党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

号召力,推动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吸纳与转型:提升党的数字应用力,赋能政治领导前瞻化

提升党的数字应用力,需要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积极吸纳现代新兴数字技术,完成组织内部

管理和工作模式等“硬件”的数字化转型,确保党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方面既能科学

有效,又能高瞻远瞩,增强应对复杂社会政治环境时的适应性和领导力。
第一,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数字素养。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党员干部应主动适应信息化要

求,不断提高对数字技术的接纳度、掌握度和熟练度。 一要培养敏锐的数字感知意识,在日常工

作中形成重视数据价值的正确理念、保持对数字信息的高度敏锐,从数据角度关注工作现状、捕
捉工作问题、感知工作变化;二要具备扎实的数字基础知识,了解数字运行与治理的基本规律,
掌握信息技术有效辅助决策的内在机理;三要掌握有效的数字技能方法,能够熟练驾驭数字技

术进行充分的数字获取与挖掘、全面的数据分析与解读、精准的数据判断与反思,实现数字化环

境下的工作创新能力跃升。
第二,持续拓展党组织的数字应用。 各级党组织应积极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

络数字技术融入日常的党务体系和管理流程中,实现管理方式、工作模式的系统化升级。 如由

人民网开发的“人民党建云 2. 0”上线了集资讯发布、党建创新、培训学习、考核决策、数据挖掘等

50 多个常用党务功能模块和应用场景为一体的智慧党建平台应用,能够打造各类线上线下全场

景智慧党建解决方案。 数字党务平台有助于实现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高效合作与信息共

享,对社情民意广泛收集和深入分析,并辅助党政领导制定战略和精准决策。 如山东省胶州市

以“胶州先锋”平台的民生诉求为基础,展开定期分析并形成民生事项分布“热力图”,为党政机

关领导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第三,全面培育系统化的数字思维。 数字思维作为一种内化的高阶认知模式,是一种根植

于数据分析、依靠数据驱动决策的思考范式,能够赋予党组织持续的数据敏感性,强化从全过

程、全要素和系统性层面解读和分析复杂信息的能力。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数据思维形

成,关键在于数字应用的场景转化,将数字技术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目标、过程步骤、具
体结构紧密融合,积累运用数字技术与工具解决问题的经验,让心中有“数”、手里用“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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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内部的自觉行动。 如浙江省宁波市通过梳理总结上百个与政府改革领域相关的应用场

景建设方案,提炼出党政机关整体智治场景应用的“操作手册”,有效推动了党员干部思维模式

的“用户化”转变和工作方式的“数字化”革命。
(二)创造与革新:提升党的数字变革力,赋能思想引领前沿化

提升党的数字变革力应将数字元素融入党的思想建设中,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思想理

论升级,通过深度把握网络数字社会关系变化和前沿问题实现理论创新,夯实党在维护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方面的领导权。
第一,加强数字社会价值的思想创造。 当前,移动支付、在线打车、智能学习、网络订餐等已

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 提升党的数字变革力应坚持人民立场,深入挖掘数字技术背后所蕴

藏的社会价值,积极阐释数字技术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公平正义、满足人民需要方面的价值意

蕴,充分展现数字化转型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同时,明
确数字转型在助力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求方面的意义,强调党在引领数字社会变革方

面的新思想、新作为、新成就,为网络强国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第二,注重网络社会风险的识别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

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17]3 网络信息时代的社会风险,突出体现为数字社会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 提升党的数字变革力,需要强化对网络安全隐患的识别判断和应对处置能力。 一方面,
要廓清网络社会的数字伦理规范,加强信息数据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行为规范,有效维护

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克服数据要素流通中的收益分配不公和权利剥夺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

网络安全隐患的应对处置。 2024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

定》明确要求党员带头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培养好习惯,更明令禁止党员群体散布谣言、煽
动引战、污蔑诋毁、炒作刷量等。 网络社会风险的识别治理要从党员群体做起,让党员成为网络

社会安全的“防火墙”。
第三,深化数字社会关系的调整变革。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约车、网上外卖、网络直播、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分别达到了 5. 28 亿、
5. 45 亿、8. 16 亿、9. 15 亿人[33]2。 对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有效把握与动态调整,是党的数字变革

力的重要体现,应重视网络数字平台中就业群体的需求满足和权益保护,形成尊重和保护数字

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意识。 同时,还应积极破解数字鸿沟、信息茧房、数据垄断等网络社会

的新型“不平等”问题,切实保障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低收入群体等权益,确保数字技术发展

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 如上海市就发起了“数字伙伴计划”,以“随行伙伴计划”“智能伙伴

计划”“互助伙伴计划”为支撑,践行“数字反哺”理念,科学应对数字鸿沟问题。
(三)亲民与回应:提升党的数字沟通力,赋能群众组织高效化

提升党的数字变革力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好党组织与网民之间的桥梁,实现联系群众

更亲密、沟通群众更亲近、回应群众更亲切,更好聚集人民智慧、汇聚社会力量,助力网络强国战

略下网络综合治理格局的形成。
第一,搭建群众联系的数字渠道。 搭建联系群众的数字渠道是提高党的群众工作效率和质

量的重要举措,能够增进党与群众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深化群众对党的理念和政策的认同。 在

推动群众参与方面,广泛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党建品牌活动的形式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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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如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依托社区党建

网格体系开发“数字门牌”二维码,群众在居住地扫码可查询网格内党组织负责人的相关信息。
在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方面,将群众满意度评价、群众意见反馈、群众监督等搬到线上,搭建网上

“监督直通车”、实现“码上监督”,扩展数字化的联系渠道,为群众监督党的工作提供了有效

途径。
第二,打造群众沟通的数字平台。 打造面向群众的数字沟通平台是提升民意反馈效率和精

准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之举。 在技术形式层面,应构建纵横相连、统一协调的

数字沟通平台,推广可以嵌入移动终端的“指尖”平台,使群众能够更便捷、更充分地表达意见诉

求,提升群众组织力的穿透性[34]250。 在内容构建层面,应丰富论坛讨论、问答互动、投票调查等

多样化的互动形式,支持视频、语音、图像等多种载体,增强群众的互动体验感。 如云南省通过

搭建一体化的党员服务网络平台,有效打通了“12371”党员咨询服务热线和“云岭先锋” App,并
在后台建立起跨部门的服务协商联动机制,开设“有话向党说” “有事找党帮”等在线窗口,持续

提升服务质效,精准解决基层党员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满足多样化需求。
第三,优化群众需求的数字回应。 为有效增强党组织对群众诉求的回应速度和质量,需要

完善动态化的数字回应体系,结合便民服务热线、领导留言板,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前沿数字技术,实现对群众意见的自动化收集、智能化分析以及高效化处理。 可以运用数字技

术对收集到的大量群众意见和诉求进行快速筛选、精细分类和优先级排序,让党的回应有内容、
有态度、有温度、有速度。 对于简单问题可借助自动化的 AI 系统即时解决,对复杂问题应强化

精准派发、及时追踪,充分发挥数字平台在实现协同回应、系统回应和互动回应方面的能力。 如

山东省临沂市党委政府部门开发“12345·临沂首发”客户端,整合原来的热线、小程序等 25 条

线上线下诉求渠道,对复杂问题建立“特别通道”、对疑难问题实行“领导领办”,确保每条诉求

都能获得及时、有效处理。
(四)叙事与共识:提升党的数字引导力,赋能社会号召权威化

提升党的数字引导力需要将数字技术融入社会动员和舆论宣传工作当中,运用数字技术讲

好红色故事、中国故事,传播核心价值、引领主流声音,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影响力,塑造良好的网

络生态环境。
第一,创新数字化叙事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9]118。 应积极创新和丰富数字叙事的形式和内容,精心构

建与时代脉搏相符的数字叙事,以更加生动多样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一方面,积极创新叙事

手段,借助音视频等多模态符号增加叙事的信息量和表现力;另一方面,采用互动化的叙事策

略,通过情节设定和角色塑造等加强互动体验,增强受众对党的路线方针、党的奋斗成就等的理

解与认同。 如福建省福州市研发了 VR 红色战争数字党建产品,让党员群众亲临数字世界中的

古田会议会址,感受红色历史、体验战火纷飞、浸润红色文化,直观地展示党的辉煌革命历程。
第二,推广数字化宣传形式。 丰富的数字宣传形式有助于提高网络信息传播的实时性与精

准性。 应积极扩展宣传媒介,灵活运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应用客户端、官方头条号、官
方视频号等数字媒体平台,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江西

省就依托“江西党建微平台”公众号、江西党史学习教育官网、大江网、大江新闻客户端等,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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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广受好评的主题诵读活动。 还应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借“数”上“云”创新网络教育阵地形

式。 如云南省丽江市打造的“红军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等有声党建图书馆,为群众接受党

性教育、红色文化熏陶提供了新模式。 此外,还可以采用数据分析和用户画像技术,深入分析用

户的行为模式和选择偏好,根据不同群体的特征与需求定制宣传内容,提升宣传信息推送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第三,形成主流共识格局。 党的数字引领力的落脚点在于凝聚社会共识,增强党组织在网

络强国战略中的社会向心力。 一方面,应维护开放、透明、和谐的网络交流平台,创造思想碰撞

的网络场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鼓励群众主动发声,实现多元声音的有机融

合,为主流共识的形成提供网络空间;另一方面,借助数据分析技术对网络舆情动态进行实时监

测,及时识别处理不良信息与负面舆论,同时通过官方媒体和数字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和正能量

内容,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和判断力,引导公众理性参与网络讨论。 如山东省济南市推出“我和

我的支部”微视频,借助全市公交车移动电视终端、地铁站台大屏和车厢内部屏幕循环播放等,
积极传播与党组织有关的感人故事,塑造积极、理性、向上的网络环境。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明了党在网信工作领域的使命任务和努力方向,
强调全面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为网络信息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 以数字应用力、数字变

革力、数字沟通力、数字引导力为核心内容的党的数字领导力,有效适应了加强网络强国建设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双重要求。
党的数字领导力提升不仅是对新时代“打铁必须自身硬”下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问题的回

应,也是对网络信息时代“群众利益无小事”中党同人民群众关系建设问题的回应,更是对网络

强国战略下“正能量、管得住、用得好”新要求的回应。 党的数字领导力,在理论层面不仅推动了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创新,也能进一步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内涵

意蕴,助力开辟网络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实践层面将提升党在网络强国战

略实施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水平,激发技术创新动力、凝聚网

络社会力量,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明贡献力量。
一方面,党的数字领导力充分借鉴了数字领导力的前沿性理念,如组织层面全方位数字变

革与数字转型的能力、群体层面团队数字沟通与数字社交的能力、个体层面领导干部数字素养

和数字思维等。 在宏观的领导决策、中观的贯彻执行和微观的群众服务等环节吸收数字领导力

的理念,有助于党组织更好地将信息技术嵌入组织运行机制、提升组织绩效,加强网络信息时代

党的执政能力。 另一方面,党的数字领导力实现了对主张采用数字技术和手段、创新领导技能

和工具的数字领导力的发展和超越。 党的数字领导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数字时代治国

理政的基础性领导能力体系,将数字领导力置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鲜明要求之下,不只关注

组织自身变革、组织内部沟通和组织管理绩效,更凸显战略性、引领性、人民性和政治性。 当然,
党的数字领导力作为一个全新议题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扩充更具操作性的概念内涵、如何拓

展更加丰富生动的外延体系等问题值得深入阐释;同时,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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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迭代速度,党的数字领导力如何助力常态情景下治理的智慧化转型和应急状态下治理的韧

性化转向,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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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正义要求及社会政策优化

张世青

(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在中国语境中,共同富裕既包括人们普遍的物质富裕,又包括人们对民主、法治等精神层面的追求,还包

括如何在我国阐释共同富裕隐含的公平正义话语体系。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结合我国已迈向数字社会这一社

会事实。 正义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应当具有的性质,是分配权利、义务和利益的方式,数字时代的共同富裕需要

一套正义体系作为基础。 这种正义体系包括数字资格获取正义、数字劳动正义、数字红利分配正义、数字矫正正义四

个方面。 社会政策作为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帮助人们满足其需要而提供的利益与服务的法律、规则和法规,在消除利

益分化、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的社会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规范劳动用工、消除地区

差距、促进城乡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并积极推动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然而,我国的社会政策还存在着制约共

同富裕的因素,表现为:数字资格获取政策包容性不强,有些群体和地区未被数字网络覆盖;数字劳动保护政策不够

完善,造成平台从业者的劳动权益没有得到很好保护;数字红利分配政策存在执行偏差,致使不同区域、群体间的收

入差距拉大;数字失范矫正政策在应对理念、运行基础、问题处置等方面均面临滞后。 这就要求社会政策进行优化,

具体包括:完善数字包容性社会政策以提高人们的数字能力,强化数字劳动的社会保护政策以规制数字劳动异化现

象,改进数字红利分配政策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加强国家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以规范数字运行。

关键词:数字中国;共同富裕;治理正义;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079-13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1]22,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都富裕” [2] 。 这表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体人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双富裕是社

会政策的发展目标。 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应当超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的发展逻辑与分配

逻辑,考虑中国已迈向数字社会这一事实。 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作用下,人
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社会活动均与数字融合交织在一起。 而

数字能否对人们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产生正外部性,既取决于整个社会对数字正义的认知,
还取决于社会政策对数字时代不正义问题的调适。 因此,探寻数字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正义要

求以及社会政策何以规避数字不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愿景,而且

已成为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宏伟蓝图。 目前,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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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一是共同富裕的内涵分析。 陈潭、廖令剑认为,共同富裕蕴含财富分配和美好生活两层内

涵,旨在将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差距缩小到合理范围,不断提高民生福祉,从而实现全面、全
域、全员的富裕[3] 。 王立认为,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富足,还有对公平、正义、法治、民主、安全

等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作为社会正义的制度实践,还是作为公平正义的理论建构,
共同富裕已成为阐释公平正义理念以及构建公平正义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4] 。 由此可见,共同

富裕除了包括人们普遍的物质丰裕外,还有对民主、法治等价值层面的追求,更包括如何在我国

阐释共同富裕隐含的公平正义话语体系。
二是哪些群体应率先实现共同富裕。 对此,学界提出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把帮

助底层群体放在优先的位置,那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则是善的(好的)” [5] 。 因此,农村低收入

群体[6] 、残疾群体[7]应被视为优先考虑的对象。 第二种观点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8] 。 不难发现,第一种观点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第二种观点有助于形成合

理的社会分层结构。 然而,这两种观点均遮蔽了其他群体对共同富裕的欲求,如高收入群体的

精神富裕需要,也忽略了数字化对社会各阶层的冲击,如 IT 精英面临的过劳、被裁员风险。 因

此,在数字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既要考虑不同阶层的多元需求,还要考虑数字化对共同富裕带来

的挑战。
三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一种思路是通过数字手段实现共同富裕。 葛林羽、安同良认为数

字经济能够加快传统产业升级、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拓宽就业渠道,既有助于促进区域、城乡协

同发展以及提升生产率分享水平[9] ,还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10] 。 另一种思路是通过社会

政策促进共同富裕。 关信平认为,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社会政策需进一步提高总体福利水

平,加强托底性、普惠性和基础性的民生建设,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并合理发挥社会政策的再分

配作用[11] 。 贾玉娇构建了共同富裕型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社会共享政策、社会赋能政策、社会凝

聚政策、社会经济保障政策以及社会整体均衡发展政策[12] 。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围绕数字经济

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及影响等展开了深入探讨,但忽略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行为均嵌

入社会结构之中这一现实,如果缺乏必要的防护性保障,数字经济将难以保护平台从业者的劳

动权益,并且那些未被互联网覆盖的地区或个人还可能遭受失业、收入下滑等风险,从而阻碍共

同富裕的实现。 此外,已有研究阐明了社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但忽略了数字经济对

经济关系、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这就要求社会政策在理念、制度设计

等方面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相适配,从而发挥社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社会政策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帮助人们满足其需要而提供的利益和服务的法律、规则和法

规[13]1。 本文将基于我国正迈向数字社会这一社会事实,研究如何运用适当的社会政策规避数

字化带来的规模性失业、收入下滑、社会焦虑等风险以及如何促使数字红利实现普惠化分配,进
而确保每一个体都有充分的机会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并基于此构建我国数字

时代共同富裕所应遵循的正义体系及其政策实践。

二、数字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正义要求

一般认为,共同富裕涉及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两个议题,并且普遍的看法是,财富生产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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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策相关,财富分配尤其是再分配与社会政策相关。 其实,财富生产也与社会政策相关,如通

过增进劳动者的职业福利可提高其生产积极性。 当然,无论是财富生产还是财富分配,均要求

社会政策具有正义属性。 在现代社会,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分配权利、义务和利益的

重要方式。 正义往往体现为自由(如人身自由、结社自由等)和平等(如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并且自由和平等通过制度化才能成为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依此所建的社会才能被称为正义的

社会[14] 。 数字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所要求的正义体系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数字资格获取正义

获取正义是诺奇克在论述持有正义时所提的一个原则,即关于持有的原始获取以及对无主

物的占有问题,它包括无主物如何可能被持有、无主物可能被持有的过程、这种过程可能被持有

的事物、特殊过程能被持有的范围等主题。 这个主题的复杂真理被称为获取的正义原则[15]180。
本文所指的数字与诺奇克所言的无主物并不相同,数字是有主物,即数字主体是使用数字设备、
数字技术的个体或群体,但诺奇克倡导的获取正义仍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因为在数字时代,有
些人被数字技术、数字设备拒斥在外,成为没有拥有数字资格之人,这显然不利于他们的财富创

造和精神生活富裕。 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社会应当是合作的社会,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都应

加入合作体系之中,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而且“一个正义体制应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也就是

说,它按照每一个人有资格得到的东西来分配,而一个人有资格得到什么则是由这种体制本身

界定的” [16]303。
(二)数字劳动正义

马克思对工业化大生产中因劳动异化而产生的不正义现象做过如此描述:“一切发展生产

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

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

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 [17]743 当前,以数字媒体进行技术生产和内容生

产的数字劳动成为一种支配、融合传统劳动方式的新型劳动形态。 当然,对数字劳动的认识不

能限于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的升级等层面,还应看到数字劳动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

包含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 研究发现,一些数字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骑手、消费

者、商家的数据而实现对骑手的“数字控制”,造成骑手工作自主性与劳动权益不同程度的丧

失[18] ,甚至不少线上劳工的实际工作时间超过了线下劳工的劳动时长[19] 。 这实则是数字劳动

异化行为的集中体现,亟需数字劳动正义出场。 数字劳动正义指的是对数字劳动方式、数字劳

动关系、数字劳动活动的合目的性根据和合理性前提的正义追问,进而对数字劳动过程中发生

的数字劳动剥夺、数字劳动霸权、数字劳动强制、数字劳动异化等现象进行必要的规制和矫正,
旨在实现健康、有序、人道和自由的数字劳动状态[20] 。

(三)数字红利分配正义

分配正义一般是指国家或社会通过制度方式在群体间、地域间分配机会、收入和各种资源。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划分,分配正义可分为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 前者是指个人从雇主那里

获得的劳动报酬,又称为初次分配;后者是指个人从国家、社会那里所能分享到的经济、社会、文
化等资源,以及国家、社会对行业收入差别和居民贫富差距所做的合理调整,又称为再分配[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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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国家正义角度来分析数字红利分配正义,这种分配正义显然指向着平等。 尽管这种平等

受个体能力差异、行业性质不同、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但缩小社会当中“最不利者”与

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当属一个国家社会正义的体现。 《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指出,
使用数字技术产生的广泛发展收益即为数字红利,增长、就业和服务是数字投资的最重要收益。
那么,在数字时代,数字红利的分配正义也应追求平等,从而合理划分数字主体与数字控制者之

间的数字受益边界。 鉴于当前数字平台拥有较强的数字支配能力,而数字主体通常处于被支配

地位,因此,在数字红利分配过程中,不仅那些未使用数字者无法享受数字红利,即便有些数字

供给者也难以享受数字红利。 从这个角度讲,数字红利分配正义是一种消解起点不平等而导致

受益不平等的补偿机制。
(四)数字矫正正义

矫正正义亦与平等相关。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平等是较多与较少之间的均值,所得与所

失同时既为较多又为较少。 所得是在善上较多,在恶上所得较少;所失则是恶上较多,在善上较

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之间的均值是平等的,我们认为这是正义的。 因此,矫正正义就是

得与失之间的均值。” [22]88 由此推知,矫正正义涉及利益交换中的“得与失”,即假如双方的得与

失是平等的,就是正义,否则便是不正义,而不正义就需要矫正。 矫正正义被看作维护社会正义

的最后防线。 数字矫正正义意味着国家需要对数字资格获取、数字劳动、数字红利分配等领域

存在的数字不正义现象进行调适。 以数字劳动正义为例,当前零工经济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

态,尽管零工经济给从业者带来了较大的便利和自由,但同时也给从业者带来了一定的损害。
因为现行的税收、劳动和就业法规会刺激雇主和雇员建立临时性雇佣关系,造成雇主不为雇员

缴纳社会保险[23] 。 为改变平台对数字劳工的权益损害,就需要数字矫正正义。

三、数字时代助推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政策制约

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国家主要采取以下两方面政策手段。 一方面,不断调整

社会政策主体的权责关系,既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权责任,又激励市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福利供

给;另一方面,既采取面向特定群体的纯福利型社会政策,又实施去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普惠型社

会政策。 事实表明,以上社会政策调整,对调节收入分配、规范劳动用工、消除地区差距、促进城

乡融合、助力共同富裕等起到了极大作用。 但是,受经济制度、社会制度路径依赖的影响,有些

社会政策还未跟上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发展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共同富裕的有序推进。
(一)数字资格获取政策包容性不强

通常,从受益对象看,社会政策可分为普惠性政策与选择性政策。 社会政策的选择性是指

选择那些将要接受服务的人———不仅确定那些应该获得福利的人,还要确定那些不应该接受福

利的人。 这就要求人们接受经济状况调查或需求评估,符合标准者会被提供服务,不符合标准

者则被排除在外。 据此可知,社会政策的选择性意在利用技术手段筛选出符合政策规定的需求

者,以提高社会福利资源的使用效率。 一般而言,社会政策的公平正义体现在其对低收入群体

和落后地区的优先选择方面。 在我国,有些弱势群体的数字资格往往被遗漏。 实际上,这不是

社会政策的选择性而是其包容性不强造成的结果。 通常,这方面政策的包容性不强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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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种情形。
一方面表现为有些群体未被网络覆盖。 这一群体通常为老年人、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

低者。 国家要求将网络服务惠及每一个人,但有些人因先天原因无法享受网络服务,还有些群

体是因政策设置不合理或者政策执行偏差而被排斥在外。 在此以智慧养老政策为例加以说明。
2013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要“发展居家网络信

息服务”。 随后,又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

设规划》《“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政策文件,这些文件均要求弥合

老年数字鸿沟、发展智慧养老。 然而,多地的政策实践表明,智慧养老主要惠及城市老年人,他
们或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或为残疾、大病、高龄、失独、低保、空巢老人[24] ,而绝大多数农村老年

人、流动老年人无法受益于智慧养老,造成他们难以正常参与经济活动、文娱活动、医疗服务、养
老服务等。

另一方面体现为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缓慢。 事实上,我国社会政策一定程度上存在“先城

市、后农村”“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导向,这也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建设的非均衡发展。 这种失

衡发展状态同样发生在城乡数字建设领域。 在 2018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有关于

发展数字乡村的政策规定。 同时,国家又相继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数字乡村发展

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 0》 《2024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等政策

文件。 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农村数字化建设得以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农

村宽带用户总数达 1. 92 亿户,全年净增 1
 

557 万户,比上年增长 8. 8%。 但整体上看,农村数字

化水平依然落后于城市,仍属于数字化程度薄弱地区。 截至 2023 年 12 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

率为 66. 5%,城市为 83. 3%[25] 。 另外,我国农村数字化水平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东部地区

的乡村数字化转型指数始终保持领先,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乡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曲线

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增幅远低于东部地区[26] 。 事实表明,有些农村地区、农村居民极大地受益于

数字经济,实现了产业振兴、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升级,然而有些农村地区还面临数字技术创新

不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偏低等问题,阻滞了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27] 。
(二)数字劳动保护政策不够完善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数字劳动亦会引发异化,即“数字劳动是异化的数字工作,数字

劳动与自身相异化、与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相异化” [28]458。 通常,数字劳动的异化

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有偿劳动形式,会通过数字技术大幅减少劳动者的权

利;二是数字劳动超越了传统雇佣关系而产生新的不公平。 当前,我国有大量以平台为载体的

新业态从业人员。 数据显示,2020 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 8. 3 亿人。 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

8
 

400 万人,同比增长约 7. 7%;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631 万人,同比增长约 1. 3%[29] 。 然而,我国的

社会政策对平台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劳动权益保护的责任主体不明。 通常,平台将自己定位为信息供给方,平台企业通过

签订“代理合作协议”“外包合作协议”将业务外包给关联企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平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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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理商之间的用工责任以及第三方的侵权责任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2020 年 7 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要求“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

方面的责任”。 然而,多数地方政策仍存在将主体责任转向关联企业的倾向。 比如《安徽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见》提出,“积极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切实担负起

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护监管责任,对关联企业劳动用工行为提出具体要求”。
其次,以平台为中心的劳动关系难以获得制度性保护。 平台从业人员与平台、关联企业签

订劳动关系、劳务合同面临着身份难题[30] ,国家应当促成改变这种现状以实现共富。 如果将平

台与平台从业人员的关系定性为劳动关系,纳入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调整范畴,将增加平台企

业的责任,不利于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吸纳平台就业。 有的地方政府在认定二者劳动关系时

也比较谨慎。 比如《江苏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提出,平台企业与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系不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

1 条规定情形的,应协商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合规合理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再次,以协商为主的劳动保护实现路径缺乏保障机制。 鉴于平台从业者的劳动保护不易获

得劳动标准法保护,各地多鼓励平台和新业态从业者以协商方式解决劳动争议。 例如,《河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

业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保障等事项。 实践证明,平台、关联企业与

平台从业人员虚拟化、不规范的用工关系,导致平台从业者难以通过集体协商方式保护自身权

益。 因为集体协商一般需要平台从业者联合起来组建工会,而处于原子化状态的平台从业者具

有较强的变动性和松散性,且平台企业缺乏组建工会的动力。
事实证明,由于法律法规设计的滞后与不完善,网络平台从业者很难被社会保险制度覆盖

在内。 有调查显示,平台灵活就业者参加工伤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26. 1%、24. 6%、23. 4%、22. 0%、18. 9%[31] 。 可见,绝大多数平台

从业者遇到职业伤害后将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 另外,即便平台从业者投保了商业意外险,
也存在保障范围有限、保障标准低、投保费偏高、保障周期短等问题[32] 。 这些问题抑制了平台从

业者收入水平提高,并增加了平台从业者的劳动生产风险、精神焦虑风险。
(三)数字红利分配政策存在执行偏差

既然数字信息是由网络用户提供,那么由此所创造的红利、福利理应由这些用户共享,而不

应为某些平台、地区专享,否则便是数字红利分配的不正义。 为消除数字鸿沟、促使数字红利共

享,《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数字经

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等政策相继出台。 同时,国家通过 5G 建设和智能手机推广,使偏远

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最大程度地被互联网覆盖,并尽可能地将数字红利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 然

而,有些地区、群体虽然能够接触和使用数字设备,但仍无法有效享受数字生产创造的社会

财富。
一方面,数字红利分配存在区域差异。 受产业发展、基础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影响,我国数字

经济呈现东强西弱的发展格局。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互联网前 100 家企业

主要分布在东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占 64%,2023 年中国互联网综合实力十强企业均位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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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北京 5 家、浙江 3 家、广东 1 家、上海 1 家[33] 。 可见,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幅

领先中西部地区。 在数字经济推动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社会福利水平等指标

均位于前列。 不可忽略的是,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因为互联

网企业是在全国范围内运营,它们也掌握着中西部地区网络用户的数据,互联网平台凭借技术

优势对数据信息进行开发、加工,从而创造出可观的经济利益,但“作为数据要素共同生产的消

费者、商家和其他主体则无法获得相应的利益” [34] 。
另一方面,数字红利的失衡分配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 一般认为,数字弱势群体有显性与

隐性之分。 其中,显性数字弱势群体指的是不会使用或者没有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未被网络覆

盖地区的居民以及因教育水平低、经济条件差而无法享受现代信息服务的民众;隐性数字弱势

群体并不缺少智能设备和技术,而是“缺乏基本的数据权利意识、必备的大数据信息、相应的运

算能力以及实现管理或商业决策的运用目的,所以‘不能’或‘没有’有效获取、分析和运用公开

于‘信息网’中的数据信息” [35] 。 与数字强势群体相比,隐性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不平等主要体

现为两方面。 一是数据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一些互联网企业运用技

术手段将众人信息占有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未实现共享。 二是财富分配不均。 互联网企业

获取的高额利润并未纳入现行分配制度体系当中,而主要被互联网企业及其所在地区享用,造
成区域收入差距拉大。

(四)数字失范矫正政策面临滞后

涂尔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探讨了失范何以产生。 涂尔干认为,既然规范体系是各种社会功

能自发形成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确定形式,那么只要这些机构能得到充分接触,并形成牢固关

系,失范状态就不可能产生,但如果各机构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规定,分工不能产生团结,就意味

着陷入失范状态[36]328。 失范的后果则是造成经济社会中的悲惨景象,并且会频繁生产出各种混

乱和冲突。 故而,国家需对失范现象进行矫正,以确保社会秩序良性运行。 中西方的社会政策

亦是在不断矫正社会失范问题中兴起和发展的,严格来说,主要是矫正工业社会中的失范问

题。 “社会政策”这一概念首先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工业强国德国。 1873 年,德国成立“社

会政策协会”来研究严重的劳资问题。 就我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的“国家—单位”型

社会保障体制就是顺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建设成果,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政策成为国企

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 当前,围绕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而创建的社会政策体系亦彰显着工

业化逻辑。
受数字经济驱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风险类型、社会福利需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社会政策在风险应对理念、运行基础、问题处置等方面还未作出及时调整。 在风险应对理念

方面,社会政策主要应对的仍是工业社会风险,这种风险具有“标准化” “可算计”的属性,如人

们会普遍面临成长、教育、就业、医疗、工伤、养老等社会风险。 而数字时代的社会风险具有很大

的不可测性,如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也会被数字设备替代,然而我国的社会政策理念还未

对此作出有效调整。 在运行基础方面,社会政策的运行离不开税收,但现行税制对平台经济的

征税较为困难。 因为网络平台的经营主体多为个体,他们只需在平台注册而不在工商税务部门

登记,加上网络交易的不在场性、匿名性,不易确认纳税的主体、税基、税源等,为征税带来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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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战。 显然,国家若无有效应对举措,平台、关联企业会获得高额数字利润,而社会政策资金

来源则无法获得有力保障。 在风险应对方面,社会政策仍是以工业社会为蓝本,如社会保险基

金的征缴主要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上,但平台从业者与平台、关联企业的关系很难被认定为劳

动关系,致使社会保险制度未覆盖绝大多数平台从业者,这就背离了社会保险的大数法则。 此

种制度规定既制约着社会政策的可持续运行,也增加了人们的社会服务费用支出,不利于人们

的财富积累和创造。

四、数字时代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政策优化

当前,为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亦在不断调整社会政策主体的权责关系和社会政

策的受益对象范围,但调整的步伐较为迟缓,以致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数字资格获取、数字红

利共享等领域仍面临着一定分化。 因此,数字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国家、市场、
社会等主体协同治理社会政策在数字生产、数字红利分配等方面的公平性问题,以确保人们能

够机会公平地获取数字服务和数字红利,并能以数字劳动正义方式创造财富、分享财富。
(一)完善数字包容政策以提升受益对象的数字能力

事实表明,克服数字鸿沟的有效方法是制定和实施数字包容政策。 包容性意在使全体人民

获得各项服务,并且能够使服务使用者的地位、尊严在获得服务时受到保障,不会被视为或成为

社会负担,更不会产生被接济的自卑感。 数字获取资格由选择性转向包容性,不仅在于确保公

平正义,还在于规避数字排斥问题。 因为在基本的计算机技能成为经济成功、保障公民参与机

会以及个人进步、获得良好的职业和教育机会、充分进入社交网络的社会中,信息贫乏的低收入

群体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根据现代数字鸿沟理念,数字包容政策不再是主要关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关注用户

利用数字技术改善生活的能力,并且侧重群体或个人在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

影响[37] 。 有鉴于此,我国的数字包容性社会政策可围绕三方面发展。 一是数字包容政策的覆盖

对象向隐性数字弱势群体倾斜。 当前,我国主要围绕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群体实施了数

字增能政策,但有些低技能体力劳动者、平台从业者等也遭受着数字隐性排斥。 因此,我国的数

字包容政策还需将隐性数字弱势群体纳入增能范围,并不断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以抵御工作

被替代、收入下滑等风险。 二是数字包容政策的工具结构向供给型政策转型。 当前我国的数字

包容政策主要偏向目标规划、引导机制、法规管制等环境型政策工具,而关于数字人才培养、数
字技能培训与资金投入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偏少[38] 。 因此,国家还需转向供给型政策工具,以增

进人们的数字能力。 三是数字包容政策需引导数字受益对象遵守数字社会规范。 受众在享受

数字便利的同时,还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明
晰数据权责边界,不得损害他人、社会及国家的数字权益。

(二)强化劳动保护政策以规制数字劳动异化现象

通常,数字劳动正义涉及政府、平台企业、平台从业者等三方的权责关系。 简言之,政府需

为平台的规范运营提供法制化保障,平台应依照法律法规保障平台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使平

台从业者能借助法律手段捍卫自身权益从而得到救济。 为矫正当前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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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亟需调整数字劳动保护政策。
 

一方面,保障平台从业人员拥有自主选择就业身份的权利。 2021 年 7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将平台劳动

者分为符合确立劳动关系者、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者和自由职业者等三类,并规定企业需

分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平台从业者缺少自主选择就业身份的资格,而只能选择平

台设计好的自由职业者这一身份。 这种状况使平台摆脱了有些本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责任。
为规避此种问题,国家除了保障平台从业者拥有自主选择就业身份的权利外,还应要求平台

与从业者签订一定比例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 尽管此种做法会在短期内增加平台的筛选成

本、管理成本、用工成本,但有助于平台从业者参加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险,激发从业者的生产

效率。
另一方面,保障平台从业人员拥有集体协商权利。 《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 指

出,公共部门在投资数字技术时,如果没有可靠的问责制度,只会增加精英群体的话语权,导致

相关政策受到绑架,同时,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关系多、能力更强的人会获得大部分红利。
我国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强平台、弱数字劳动者的局面。 具体而言,数字平台基于算法制定服

务价格、劳动报酬、提成比例等,尽管平台从业人数众多,但他们内部也面临业绩竞争且多处于

原子化状态,以致缺乏甚至没有与平台谈判的资本,而造成劳动权益受损。 有鉴于此,平台从业

人员除了要形成利益共同体,国家还需通过政策法规方式保障平台从业者的集体协商权,协商

的内容包括劳动关系类型认定、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奖惩规则、劳动职业安全、劳动关系解除等

事项。 此举意在防止平台绑架国家的劳动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等,确保平台从业者的劳动权益、
劳动收入获得常态化保护。

(三)改进数字红利分配政策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

鉴于当前的数字红利分配存有失衡,为矫正数字红利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就需要国家通过

制度化手段将数字平台、关联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不当得利等转移支付给数字弱势群体或地

区。 换言之,数字红利的分配正义要求国家通过保护数字主体权益、对数字控制者提出义务、对
未履行义务的数字控制者施加责任等方式补偿数字主体在数字收益中的不当损失与应得份额,
从而将不同群体间数字受益的不平等程度控制在合理范围。

一方面,运用财政福利政策工具共享数字红利。 我国对平台、关联企业的多项支持政策助

推了数字经济发展,但也造成弱数字劳动者以及数字红利无法全面共享的困境。 因此,为防范

因数字技术使用产生的失业、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我国亦需借助税收工具对数

字红利进行分配。 采取税收的缘由源于财政福利逻辑。 社会政策学家蒂特马斯提出社会服务

体系由社会福利、财政福利和职业福利组成。 其中,财政福利指的是“全面联系着中央和地方直

接税制下的宽减、 免征、 扣除等措施, 以及在国民保险 ( 或社会保障) 里称为供款的 ‘ 税

捐’” [39]103,财政福利具有资助家庭发展、自我完善、积弱济困等功能。 因此,我国除了要对平台、
关联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外,还需对它们征收一定比例的数字税,确保数字红利的分配正义,发挥

财政福利缩小贫富分化、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效应。
另一方面,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应对数字风险的政策保障。 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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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以及移民、通讯、贸易的全球化形塑了一个全新世界,造成家庭、工会、福利国家等传统

保护制度的断裂。 受此冲击,“全民基本收入”思想进入一些国家的视野并转化为社会政策实

践。 全民基本收入指的是国家定期给所有人发放一笔现金收入,“基金收入的水平与个人所在

的家庭状况无关” [40]18-19。 全民基本收入是普遍性地向合法居民提供现金收入,通常被认为会

增加财政负担、宣扬不劳而获的工作理念、提高管理成本。 然而实践表明,全民基本收入可有效

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技术性失业以及大规模贫困等风险,并且给予所有人在有偿工作、教育、照护

和志愿服务之间更大的转换自由,同时,“基本收入为人民提供了更大的安全性,并扩展了人们

想要的灵活性,二者之间的密切相关性,让基本收入更像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成本” [40]38。 我

国亦可吸取全民基本收入思想的合理成分,如对数字红利开展小范围的政策试点、设定一个全

民基本收入下限、特殊时期发放现金补贴等,旨在发挥社会政策消除利益分化、提高人们美好生

活水准、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功能。
(四)加强国家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以规范数字运行

为确保社会政策能在数字劳动正义、数字红利分配正义等方面发挥积极价值,就需要制定

和实施高质量的社会政策。 这要求国家具备相应的社会政策能力。 社会政策能力是指国家根

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需要,综合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前瞻性地制定出符合国情、社情的社

会政策,并建立有效的社会政策实施系统,进而实现社会政策预期目标的能力。
首先,发展以数字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策顶层设计能力。 之所以要加强该能力建设,一是

源于地方政府对平台治理、网络鸿沟消除、数字红利分配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资源调动能力,二是

由数字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利益分化、数字排斥等问题都具有强外部性,而对于强外部性

问题,唯有靠国家出场才能获得有效治理。 有鉴于此,国家的社会政策顶层设计能力可围绕两

方面建设。 一方面,全面调查数字平台从业人员以及数字弱势群体情况,包括年龄、人数、行业、
地区、社会保险缴纳等信息,以便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提供信息;另一方面,综合运用财政、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政策工具就不同地区、群体间的

数字红利进行优化整合,确保数字红利的制度化全民共享。
其次,构建以数字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社会政策能力。 为实现共同富裕,追求数字公民身份

当成为我国社会政策的一个发展方向。 一方面,塑造公民数字身份意识。 这种意识的生成需三

方共同努力。 国家需将数字正义作为社会政策的价值预设,承担起保障人们数字生存权、发展

权、受教育权的责任。 平台需依照国家政策法规,不得侵犯公民隐私和运用大数据“杀熟”,还需

保障平台从业人员的合法劳动权益,并分享数字红利,以承担起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社会成

员需借助合法手段追求数字生活权、数字教育权、数字就业权、数字福利权等社会权利。 另一方

面,构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 这就要求国家提供完善的信息技术设施、数字培训与服

务,全面提高人们的数字素养,消除群体间、地区间的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等现象,使大家能机会

平等地使用数字信息和提高数字生活水准。
最后,将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防的社会政策调适能力。 我国的社会政策在解决社会问

题、满足群体需要时,往往采取事后处置方式,即一般是以行为发生之后而施以救济、修复或问

责。 这种方式在数字社会往往难以发挥预期价值。 因为数字与互联网连在一起,而互联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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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时间上的脱嵌性。 质言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形成了一套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的行动纪

律、组织体制、制度体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行为、思维和生活方式,而网络社会中的数字信息处

于超时空的传递、流动与创造状态,在此过程中,不确定性在加速生产。 故而,社会政策对问题

的处置当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防范,如对就业风险实施动态监测和分级预警机制,以确保社会

秩序有序运行以及经济社会财富的积极创造与公平分配。

五、结语

共同富裕的实现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特别是共同富裕还面临着数字经济带来的复杂影

响,如数字经济既能创造巨额财富,也能导致某些人失业、收入下滑。 鉴于此,数字时代的共同

富裕,除了要求生产的财富数量足够可观外,还要求财富的初次分配能提升生产效率、再分配能

缩小初次分配带来的差距,同时经济社会政策还能够规避或者矫正数字鸿沟、数字红利分配失

衡等问题。 可见,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套以数字资格获取正义、数字劳动正义、数字红利分配

正义和数字矫正正义为内核的正义体系作为基础。
社会政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满足人们需要、消除社会分化的功能,因此,社会政策被

视为一种能够助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工具,政府也通过实施相应的社会政策推进共同富裕。
显然,社会政策若要促进数字时代共同富裕目标的达致,既需要确保数字的生产、分配、交换、消
费等具有正义性,又应当对数字不正义问题给予及时矫正。 尽管我国已迈入了数字社会,但我

国社会政策的理念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 这就需要调整社会政策以适应

数字时代的发展导向。 总之,数字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国家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

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尤其是对农村居民、老年群体、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共同富裕带来的挑战,从
而及时调整社会政策乃至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需要国家积极调动市场和

社会力量,协同推进共同富裕,如在实施数字包容政策、数字劳动保护政策以及改进数字红利分

配政策时,国家通过制度化手段平衡平台从业者与关联企业、平台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对数字技

术、数字红利的不均衡分配格局进行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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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hinese
 

context,
 

common
 

achievements
 

include
 

not
 

only
 

people’ s
 

general
 

material
 

wealth,
 

but
 

also
 

people’s
 

pursuit
 

of
 

spiritual
 

aspects
 

such
 

as
 

democracy
 

and
 

science,
 

and
 

how
 

to
 

interpret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discourse
 

system
 

behind
 

common
 

wealth
 

in
 

our
 

country.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
 

fact
 

that
 

China
 

has
 

moved
 

towards
 

a
 

digital
 

society.
 

Since
 

justice
 

is
 

the
 

nature
 

of
 

a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and
 

the
 

way
 

in
 

which
 

rights,
 

obligations
 

and
 

benefits
 

are
 

distributed,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digital
 

era
 

needs
 

a
 

justice
 

system
 

as
 

the
 

foundation.
 

This
 

justice
 

system
 

includes
 

four
 

aspects:
 

digital
 

qualification
 

acquisition
 

justice,
 

digital
 

labor
 

justice,
 

digital
 

dividend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digital
 

correction
 

justice. Social
 

policy,
 

as
 

the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at
 

provides
 

benefits
 

and
 

services
 

for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to
 

help
 

peo-

ple
 

meet
 

their
 

needs,
 

ha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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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minating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and
 

promoting
 

balanced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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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s
 

social
 

poli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income
 

distribu-

tion
 

gaps,regulating
 

labor
 

employment,eliminating
 

regional
 

disparities,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active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factors
 

restric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s
 

social
 

policy. Digital
 

qualification
 

acquisition
 

policy
 

is
 

extrudability,
 

resul-

ting
 

in
 

some
 

groups
 

and
 

regions
 

not
 

being
 

covered
 

by
 

digital
 

networks. Digital
 

labor
 

protection
 

policy
 

is
 

not
 

standardized,
 

causing
 

the
 

labor
 

rights
 

of
 

platform
 

practitioners
 

to
 

be
 

infringed. The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nd
 

distribution
 

policy
 

has
 

led
 

to
 

a
 

widening
 

income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groups.
 

Digital
 

anomie
 

correction
 

policy
 

is
 

facing
 

lag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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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sponse
 

concepts,
 

operational
 

founda-

tions,
 

and
 

problem
 

handling. This
 

requires
 

a
 

development
 

shift
 

in
 

social
 

policy. The
 

state
 

should
 

improve
 

digital
 

inclusive
 

social
 

policies
 

and
 

enhance
 

people’s
 

digital
 

capabilities,
 

strengthen
 

social
 

protection
 

poli-

cies
 

for
 

digital
 

labor
 

to
 

regulate
 

the
 

phenomenon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improve
 

digital
 

divid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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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to
 

improve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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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ocial
 

policy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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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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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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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逻辑与转换机制
———基于 A 市“老楼加梯”政策的纵向案例研究

李　 燕1,胡　 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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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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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同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类型各异又相互转换的政策执行模式,这本质上反映了政策主体为

应对外部环境动态变化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探索其背后隐藏的发生机制,不仅有助于明确政策执行过程,更有益

于解码“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行动逻辑。 纵向观测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过程发现,其存有以权威统筹下

的“众创试验”为核心逻辑的试验性执行、以政治激励下的“紧密协作”为核心逻辑的政治性执行、以弹性运作下的

“有限合作”为核心逻辑的调适性执行和以刚性规范下的“科层稳态”为核心逻辑的行政性执行四种政策执行模式。

这些执行模式的生成逻辑在于,以行动者转译为中介,“政治—社会—政策”三重情境的复合作用会引发执行共同体

在“政策优先级—模糊性”两种认知上层叠组合的嬗变转换,以形塑起执行共同体的“耦合”或“解裂”形态;在联结纽

带的双向调节作用下,共同体成员间的互动和博弈推动着不同执行模式的演进。 其中,连续过程中的知识增长、多期

协作下的能量累积是影响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关键机制。 一方面,政策知识的增长源于前期政策执行的结果反馈,

从而影响组织认知的形成;另一方面,以政策共识、共同荣誉、主体间默契、互动经历等为表现形式的合作能量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不断积蓄,推动着主体间联结韧性的迭代升级。 这一动态解释模型的构建,不仅为理解中国场景下的政

策执行过程提供了有益思考,也为增进政策执行效能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

关键词:政策执行;政策情境;政策过程;国家治理;执行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092-18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政策实施的推进速度、推行力度、工具

选择以及行动逻辑在政策执行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性图景,即一项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多样

化的政策执行模式[1] 。 作为中国政策实践的普遍现象,政策执行模式的不断转换展现了政策执

行主体应对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适应性能力,探索其背后隐藏的动力机制,不仅有助于明确政

策执行过程,更有益于解码“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行动逻辑。 然而,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

特定时段内政策执行模式的静态考察,相对忽视了纵向时序中政策执行模式演进机制的动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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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于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视角,提出“执行共同体”概念;并整合情境论

和组织论两种路径,构建起“外部情境—组织认知—行动过程”的动态分析框架,以剖析政策执

行模式转换过程的因果链条。 随着城市发展与住宅更新步伐加快,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呼声日

益强烈。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老旧小区和电

梯更新改造中支持作用的通知》,标志着“老楼加梯”政策的全面实施。 基于前期案例观察和数

据收集发现,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时间长、执行过程较为艰巨,且不同执行阶段存在明显的

差异性。 因此,本文将对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纵向案例研究和开拓性分析,力图

详细阐释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键机制。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为深化对政策执行模式及其转换过程的理解,构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本文对政策执

行模式的生成逻辑、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议题开展文献回顾,并由此构建

“外部情境—组织认知—行动过程”分析框架,为后续讨论提供基本指向。
(一)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逻辑研究

学者基于对中国政策实践的观察,提出共识式变通[2] 、松散关联式协作[3] 等分析性概念,用
于描述不同类型政策执行模式。 探寻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逻辑是发掘政策执行模式转换机制

的前提,现有政策执行模式生成逻辑的相关研究主要形成了两条分析进路。 一是行为主义视角

下的“情境—行为”论。 这一路径将“情境”作为政策执行模式生成的序参量,重点考察了政治

情境、社会情境和政策情境的影响作用。 其中,政治情境主要指自上而下的制度压力[4] ;社会情

境则包括目标群体的遵从程度、态度情绪等[5] ;政策情境具体指政策模糊性、冲突性等属性特征

所营造的执行环境[6] 。 近年来,“情境—行为”研究逐步从研究单一情境的作用过程转向考察复

合情境的组合效应[7] ,并发掘出主体认知等变量对政策执行模式的调节作用[8] 。 二是组织分析

视角下的“结构—过程”研究。 政策执行的本质是政策主体间开展的“利益博弈过程” [9] 。 因

此,探讨主体间结构及利益关系,是政策执行模式选择的重要解释路径。 相关研究聚焦于中国

场景,分析了层级结构[10] 、条块关系[11] 、正式与非正式关联[12] 等结构性因素对政策执行模式的

形塑作用。 “结构—过程”分析思路特别强调,中国场景下负责政策执行的是一个多层次、多部

门、多任务的地方组织体系[13] ,应跳出个体视角,增加对组织结构及其内部成员互动过程的

关注。
综合来看,两种路径对政策执行模式生成机理均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但政策执

行是政策执行情境与政策执行主体间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现有单维视角的研究限制了对政策

实践复杂性的深入理解。 因此,本文尝试整合“情境—行为”与“结构—过程”两种思路,构建起

更具解释力的因果关系链条。
(二)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量政策实践表明,政策执行主体常常因时制宜、因势而为,灵活地选择、调整政策执行策

略,即政策执行过程具有明显的权变特质。 对于这种权变特质内在规律和形成机制的阐释,现
有文献大致可分为三条进路。 一是以速度变化为分析对象的政策执行波动研究。 中国公共政

策执行经常出现快速实施与缓慢推进交替的波动现象[14] ,治理周期[15] 、注意力分配[16] 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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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素均会引发政策执行速度的规律性波动。 但由于该路径分析局限于速度波动的狭隘视角,
无法对纷繁复杂的政策执行过程做出充分阐释。 二是以“模糊—冲突”模型动态修正为理论标

的的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研究。 与前一路径相比,这一分析思路将分析对象拓展为包括执行速

度、力度、逻辑等特征在内的政策执行模式。 相关研究通过对“模糊—冲突”模型的演绎,分析了

政策模糊性、政策冲突性等政策属性的产生或消解对政策执行模式变迁轨迹的影响作用[17] 。 尽

管模式转换研究的观测数据较为全面,但相关分析始终未能跳出“模糊—冲突”模型的初始框

架,缺乏对其他情境变量的考察与检验。 三是整合多部门、多层级主体、多变量的第三代政策执

行模型[18] 。 其中,史密斯模型等不仅为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动态循环式的理论分析视角,更强

调政策执行模式的建构不能忽略对个体阶段内部过程的考察。 但遗憾的是,这些模型未能精准

揭示出政策执行权变演化的过程机制,源于西方政策情境的理论要素亦无法对中国政策实践做

出恰当的解释。
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于探讨长时段政策执行进程中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何以发生,即

着重探讨其形成的过程机制。 进一步地,借鉴第三代政策执行模型的分析思路,本文理论建构

包含两个过程:一是在识别政策执行模式的基础上,横向对比不同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逻辑;二
是基于纵向过程观测,揭示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过程机制。

(三)“外部情境—组织认知—行动过程”:一个整合性框架

本文从组织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场景下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内在机理。 公共政策执行涉及

跨层级、跨部门的多组织互动,本文在细致对照已有相关组织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执行共同体”
这一概念作为本文的基本分析单位。 区别于纵向维度上的“行政共同体” [19] 和横向维度上的

“政绩共容体” [20] ,“执行共同体”强调纵向与横向的整合,既包括纵向维度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也包括基于职责归属的横向部门间关系。 进一步地,相较于“政策共同体” [21] 、“政策网络” [22]

等概念,“执行共同体”同样具有“任务型”色彩,即执行共同体的存立和废止与政策生命周期同

频,内部成员利益的实现与政策执行目标的完成密切相关。 与之不同的是,“执行共同体”仅关

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主体,而不包括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等非政府主体。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尝试构建起“外部情境—组织认知—行动过程”框架。 这一框架整合情

境论和组织论两种路径,旨在弥补单一路径解释力不足的局限性。 该框架由三个核心要素

构成。
一是外部情境。 外部情境包括与政策执行过程相关或直接产生互动的一切情境因素。 政

策执行的外部情境具备鲜明的复合性特征。 首先,外部情境具有多元性。 本文着重考察政治情

境、社会情境和政策情境三种外部情境对政策执行模式演进的重要作用。 其次,外部情境具有

动态性。 不同政策执行阶段面临的外部情境会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对外部情境分析的过程,
聚焦于探究政策执行不同阶段所处外部情境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组织内与跨组织的学习、
适应与协作机制。

二是组织认知。 组织认知是对执行共同体内部成员如何获取、理解和处理外部情境信息的

总体认知特征的表达,用于描述政策共同体成员认识环境、界定任务和配置关键资源的思维模

式。 组织认知既包括执行共同体内部关键行动者个体的理性思考,也包括共同体所有成员关于

政策执行外部情境的共识性判断。 由此,本文既考察组织认知的形成过程,也关注组织认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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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行动的形塑作用及其内在机理。
三是行动过程。 行动过程是对执行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动行为及其互动结果的集合性表

达。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过程”侧重于剖析政策执行的前序行动与后续行为之间的逻辑关

联。 案例中,各政策执行共同体成员具有相互关联的职能分工与相互依赖的政策资源,按照制

度化的规则或相互达成的信任进行资源交换、妥协及互动。 个体成员的政策工具选择与行动策

略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协作水平是影响政策执行效率与质量的关键变量。 因此,本文对行动

过程的分析,不仅关注执行共同体中成员的个体行为,更聚焦于共同体成员间的互动以及由此

产生的政策结果。 本文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法,围绕“政策执行模式转换如何发生”这一核心研究

问题展开分析,以窥视中国场景下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过程图景。 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不
仅能揭示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现象背后的关键变量及匹配机理,更有助于全方位地呈现基于时间

顺序的因果链条并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

二、基于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过程的纵向案例考察

(一)案例选择与资料收集

1. 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 A 市于 2017 年 2 月至 2022 年 12 月的“老楼加梯”政策执行过程为研究案例,案
例选择主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典型性,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和适老化改造项目,“老楼加

梯”政策执行因牵涉利益群体众多等原因具有明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并涌现出多种执

行模式的转换,符合案例选取的典型性要求。 二是启发性,不同于“老楼加梯”项目推进过程中

普遍存在的执行停滞或象征执行,A 市在“老楼加梯”实施过程中尽管也出现了“受阻”和“波

动”现象,但最终顺利完成了预期政策目标。 因此,A 市的加梯经验不仅对回答本文研究问题极

具启发性价值,更能为其他城市的加梯改造工作提供经验参考。 三是分析资料可及性与完整

性,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成效突出,公开披露的资料较多且相关人员参与访谈的配合度较

高,为本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内部资料,保证了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2. 资料收集

本文资料以一手资料为主、二手资料为补充,通过三角验证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23]

(见表 1)。 其中,一手资料来源于研究团队 2019—2022 年对 A 市“老楼加梯”项目进行的实地

调研和半结构化访谈;二手资料主要包括 A 市住建局提供的内部资料、“老楼加梯”实施的有关

文件以及网络新闻报道资料。
3. 资料分析

本文遵循互动式的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过程,逐步构建起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理论模型。
数据分析包括以下步骤:首先,根据访谈收集的数据和多渠道收集的二手数据,对纵向时段中 A
市“老楼加梯”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初步梳理,并将整个过程划分为政策探索期、全面推进期、适
应变革期和常态执行期四个阶段;其次,结合政策执行各个阶段的过程特征,归纳形成四种政策

执行模式,分别是试验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调适性执行和行政性执行;再次,归纳提取各个政策

执行模式的外部情境、组织认知以及内部主体间互动过程,并对模式间要素的异同进行比较;最
后,着重观察四个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过程,从中分析得到政策执行模式间的转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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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资料收集情况

资料类型 收集方式 收集时间 对象 / 内容 字数

一手资料

半结构化

访谈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12 月

2022 年 9 月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FSZ)、市住建局分管副局长

(ZFJZ)、市规划局分管副局长(GFJZ)、市财政局相

关处室负责人(CCZ)、市住建局政策法规处负责人

(ZCZ)、区级分管领导(QZ1-3)、老楼居民(JM1-10)

7. 1 万字

政府文件

档案

2019 年 7 月

2022 年 9 月

内部考核方案、会议纪要、

相关报表、领导批示
2. 1 万字

二手资料

政府官网

数据

2019 年 5 月

2022 年 8 月

2022 年 12 月

相关政策文件、公示数据 0. 5 万字

其他网络

资料

2019 年 5 月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2 月

相关新闻报道 1. 3 万字

结合关键事件梳理(见图 1)、发文情况(见图 2)、执行情况(见图 3),本文将 A 市“老楼加

梯”政策执行过程分为政策探索期、全面推进期、适应变革期、常态执行期四个阶段。

图 1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中的关键事件梳理

图 2　 A 市“老楼加梯”政策发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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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情况

(二)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过程

1.
 

政策探索期(2017 年 3 月—2018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S 省住建厅选取 A 市等五个城市作为省内一期试点。 为落实试点任务,A 市

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议,要求住建局等单位按期完成实施方案的草拟工作。 同年

3 月,市政府出台《既有建筑增设电梯办法(试行)》,明确了市住建局的牵头职责以及市财政、规

划、建委、供电、水务等单位的配合责任。 在市委、市政府的授权下,市住建局于同年 7 月组织各

区(县)开展“老楼加梯”民意摸排,并提报“符合加装电梯条件且已达成加装协议或加装意愿强

烈”的小区名单以作为市内第一批开工单位。 同时,市住建局各科室“一对一包联”下辖区(县)

的加装电梯工作,持续跟踪并实时反馈加装进展和存在问题。 此外,市住建局领导及相关单位

负责人共同考察学习广州、福州等 8 个城市的“加梯经验”。 同年 10 月,A 市政府更新、细化原

加梯方案。 同年 12 月,市住建局增设市内试点单位至 100 个。 在这一阶段中,尽管政策覆盖面

相对较小,但实现了政策文本的更新和本地化改造。

2.
 

全面推进期(2018 年 3 月—2020 年 2 月)

2018 年 3 月,“老楼加梯”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同年 4 月,S 省住建厅

组织召开“全省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座谈会,总结前期试点情况并正式全面推开“老楼

加梯”工作。 基于此,A 市持续强化“老楼加梯”政策的推进力度:市委、市政府将“老楼加梯”列

入“市政府民生实事”“城市提升十大行动”中,并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市住建局为各区(县)设置

年度工作指标,并将各区(县)完成情况作为年底考核的重要评分依据;市财政局、规划局等相关

单位与住建局密切配合,探索形成了系列激励性机制和规范性文件。 例如,为了激发居民加装

电梯的积极性,A 市创新资金补贴细则,“按照‘先建后补’的原则,将补贴标准详细量化至楼层,

四层住宅到七层住宅每部电梯分别补贴 18 万元到 22 万元不等,每降低一层住宅减少两万元”。

在这一时期,A 市“加梯”审批通过数量等指标均迎来爆发式增长,并涌现出一系列“老楼加梯”

创新举措。 2019 年底,A 市“老楼加梯”数量和质量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 2020 年 1 月,市

住建局加装电梯工作获得 A 市年度“政府创新奖”,相关协同部门的工作成绩均在考核分数上得

·79·



　 2024 年第 4 期 公共治理

到体现。 与此同时,由 A 市凝练形成的“加梯经验”获省委认可,被确定为“典型样板”。

3.
 

适应变革期(2020 年 3 月—2020 年 11 月)

2020 年以来,全国多地陆续报道“老楼加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中梗阻”问题。 尽管国家

层面在这一时期先后出台了公积金补贴改革等多项鼓励举措,但收效尚不显著。 同时,S 省层面

相对放缓了“老楼加梯”的推行事宜。 2020 年 5 月,A 市政府将原“增设电梯”领导小组整合进

“老旧小区整治”领导小组。 从执行结果来看,A 市也出现了“低层群众阻拦开工”等问题。 截至

2020 年 6 月,市“12345”热线接到“老楼加梯”投诉电话的数量已超过 300 起。 2020 年 7 月,市

住建局向市政府多次呈递执行问题汇总表及应对提案,并牵头举办专项推进会。 同年 9 月,市

住建局修订出台了新的加梯规定及相关举措。 其中,瞄准最为突出的“高低层住户协调难”问

题,A 市在原有方案上做出两处改进。 一是调整议事协调原则。 既有“老楼加梯”议事协调规则

有两种。 一种是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三分之二”同意即可加装电梯。 这种做法易于操作,

但容易引发低楼层住户的反对。 另一种是单元住户“百分之百同意”方能加装电梯。 这种做法

极大地保护了低楼层住户的自主权,但由于“百分之百同意”的原则很难达成,易导致“老楼加

梯”的进程一拖再拖。 因此,住建局对两种方法进行折衷,将加装电梯的议事原则调整为“百分

之百不反对”。 二是在各街道办事处设置“电梯联络员”,以多种形式宣传加装电梯的财政补贴

政策,主动靠拢有加装意愿的小区并提供改造方案等指导服务。 在这一时期,市“老楼加梯”推

进速度相对放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年审批通过数量、年开工数量、年竣工数量均出现明

显回落;待建和开工未完工电梯数量增幅明显。

4.
 

常态执行期(2020 年 12 月—2022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住建部发布《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一批)》,其中单列

“老楼加梯”部分,为各地政策执行中解决“重” “难”点问题提供参考。 2021 年以来,A 市市委、

市政府调整了各区(县)“老旧小区整治”指标体系,将“老楼加梯”情况作为其中一项常规性考

核指标。 市住建局和其他部门按照政策方案跟进指导各区(县)的电梯加装工作。 2022 年 8 月,

S 省住建厅公布了省内“加装电梯”工作的推进经验与典型做法。 A 市并未围绕“老楼加梯”出

台专门的指导文件,其年审批通过电梯数量、年开工电梯数量等指标均趋于稳定。

四、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与转换:一个动态解释模型

通过梳理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的演化历程,本文总结得出试验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调适

性执行和行政性执行等四种政策执行模式,并对这四种模式的核心逻辑进行深入探讨。 在此基础

上,本文归纳得到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发生机制,并构建起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动态解释模型。

(一)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逻辑

基于对各个阶段的特征比较,本文发现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过程中呈现出四种政策执

行模式,分别是试验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调适性执行和行政性执行。

1. 试验性执行:权威统筹下的“众创试验”

来自国家、省级层面的支持信号,构成了 A 市政策探索期的政治情境;公众通过制度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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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的积极政策态度可被视为这一阶段的社会情境。 此外,由于该阶段下发的指导文件多为

宏观要求且缺乏技术细则,客观模糊性成为这一阶段政策情境的显著特征。

出于对政治势能和公众支持的感知,A 市政府将“老楼加梯”纳入重点工作范畴,加强了牵

头部门、协同部门以及各区县政府对该项任务的重视程度。 但受制于政策情境的客观模糊性,

各执行主体均未能形成清晰的政策认识,也并未建立起有效的协作机制。 此时,执行共同体尚

处于“利益非耦合”状态。

问题越模糊、复杂,外部环境越不稳定,组织就越需要更多信息来解决这些不确定因素[24] 。

因此,信息获取与政策清晰化是这一阶段的重点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 A 市政府的权

威统筹。 为支持各执行主体加快落实政策目标和完成试点任务,A 市市委、市政府采用了差异

化的动员方式:一是为组织“政策再试点”提供充沛的资源支持;二是压力督导以推动协同部门

配合试点探索工作;三是通过转发批示、会议强调等方式强化下级属地对“老楼加梯”政策落实

的重视程度。 在此基础上,市住建局、其他协同部门以及各区县政府积极开展“众创试验”,在社

区走访和民意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了“具有强烈加装意愿或者已经达成加装协议”并且治理基础

较好的社区作为一期试点单位。 这一“众创试验”在尽可能降低政策执行不确定性与控制政策

实施社会风险的前提下,不仅检验了政策效度,收集了有益的地方性知识以完善和改进政策,更

通过尝试打造具备示范价值的“政策样板”以提升政策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在市政府的指导

下,市住建局整合来自试点工作、部门反馈以及考察学习等渠道的信息,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化

的政策方案。

2. 政治性执行:激励相容下的“紧密协作”

中央信号的持续强化、省级层面的政治动员构成了这一阶段的政治情境。 较上一阶段而

言,前期试点的经验宣传和清晰方案的出台进一步提振了具有加装需求的住户对该政策的信

心,社会公众对“老楼加梯”政策的支持度不断增强。 在这一时期,中央和省级层面尚未对政策

文件进行清晰化调整,使得客观政策情境仍然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面对外部情境的变化,执行共同体内部也进行了相应的策略调整。 一方面,与试验性执行

相比,A 市政府明显感知到了来自上级的政治激励,进一步提升了“老楼加梯”政策的优先级。

为了成为省内的“排头兵”,A 市政府通过任务中心化等举措向各部门、各区(县)凸显“老楼加

梯”政策的重要意义,采用多样化激励手段强化了各部门、各区(县)的执行意愿和协作动力。 A

市政策执行的整体氛围从“安全第一、避责优先”转向“大快赶上、创新创优”。 另一方面,随着

专项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等机构机制的设置,层级、部门间的协作机制得以成形。 由此,执

行共同体主体间的利益耦合程度得到增进,并跃升至紧密耦合状态。

在政治性执行模式下,市住建局先是为各区县摊派硬性任务指标,并在年底考核时增加了

“老楼加梯”政策执行情况的绩效权重。 同时,市住建局和各区县负责部门不再局限于此前具有

“高确定性”的试点单位,而是尽可能在更广范围推行该项政策以扩大政策基数。 此外,各部门

联合打造出一系列的地方性政策亮点,在奖补办法、审批流程、矛盾协调等关键环节进行创新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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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适性执行:弹性运作下的“回应治理”
随着省级领导注意力的转移,“老楼加梯”政策的外部政治势能呈现出式微趋势。 从社会情

境来看,随着“老楼加梯”政策跳脱理想化的“试验温床”而在全市整体推行,政策目标群体诉求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激增,特别是高低楼层间利益冲突引致的矛盾冲突,使得 A 市政策执行的不

确定性再次上升。 同时,在这一阶段,政策风向标也发生调整。 尽管中央层面出台了鼓励型举

措,但难以充分回应各地普遍出现的“执行阻滞”问题。
新问题的涌现、前期方案的失效以及外部支持的匮乏使得执行共同体陷入“再模糊化”的窘

境中。 与此同时,政治势能的消退、政策执行边际收益的递减和政策执行不确定性的增加,又进

一步导致各政策执行主体注意力配置的下降,甚至出现个别政策执行主体“隐性退出”的现象。
执行共同体濒临“解耦”。

案例中,同为省内先行试点的 Q 市、Y 市在 2021 年前后均因“低层住户和高层住户直接冲

突”“低层住户阻挠电梯开工”事件的频繁发生而暂停了加梯工作的推进。 但 A 市在住建局的

弹性运作下出现了新的转机。 为维系前期树立的政策品牌,住建局多措并举,推动其他成员共

同参与问题回应和政策调适过程。 首先,向上借力。 逆向动员 A 市市委、市政府以重获政治授

权。 其次,利用前期建立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动员其他协同部门以加强部门联结。 此外,在职

权范围内,通过调整考核指标比重以增加各区县相关部门的执行意愿。 在市住建局的努力下,
政策执行共同体得以再度凝聚,并针对社会反馈意见出台了一系列回应举措。

4. 行政性执行:刚性规范下的“科层稳态”
2020 年底以来,“老楼加梯”政策的外部情境整体上呈现出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征。 具体来

看,在政治情境中,省住建厅通过常规督察和定期检查的方式了解政策落实情况;从社会情境来

看,公众未再形成大规模的反对声音或出现群体性事件;从政策情境来看,中央或省级政府通过

更新政策文件或者添加政策补丁等方式逐步实现了“老楼加梯”政策的清晰化。 特别是中央和

省级政府先后出台了工作办法汇编,对原政策文件中表述不清的地方或执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作了补充与回应。
随着外部情境趋于平稳,“老楼加梯”政策在 A 市政策序列中也回落到一个相对较低的位

置,各执行主体对该政策的重要性感知也降至稳定区间。 同时,政策方案在历经多轮调整后,
其适用性、实效性均已得到充分检验,这确保了执行共同体对工作开展具有清晰的政策认知。
在政策方案的规范作用下,执行共同体能够按部就班地推动政策的执行。

“理性的科层组织在‘目标清晰、手段明确、同心同德、资源充沛’的情境下将发挥出强大

的执行能力。” [25] 在“行政性执行”模式下,执行共同体按部就班地推动政策执行。 市委、市政

府运用设置指标、任务排期等常规工具对政策执行进展进行部署;通过不定期走访、检查验收

等方式评价政策执行绩效;通过日常通报、年度考核等方式对各政策执行主体提供激励。 市

住建局持续跟踪、督促各区县的执行进展,并及时回应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同时,
政策执行路径和考核指标的制度化、清晰化,使得各协同部门能够按图索骥地履行自身职责。

(二)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动力机制

基于对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过程的纵向串联(见图 4),本文比较了四种政策执行模式

·001·



李燕,胡彬. 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逻辑与转换机制———基于 A 市“老楼加梯”政策的纵向案例研究

的形成与转换过程,进而识别出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两组核心机制。

图 4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过程

1. 截面时段中执行模式的生成机制:行动者转译与主体间联结

(1)行动者转译的中介作用:情境势能的识别与导入。 政策执行主体能否敏锐捕捉外部情

境的动态变化并做出准确判断和前瞻性响应,决定了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关键行动者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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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激发、把握和拿捏会影响情境压力的传递和作用[26] ,其认知与判断是桥接外部情境与执行共

同体的中介。 行动者网络学者拉图尔提出了“转译”这一概念,用以强调行动者政策问题的解释

与“再建构”,具体由问题化、利益相关化、招募与动员等四个步骤构成[27] 。 借鉴拉图尔的观点,

本文采用“行动者转译”这一概念来描述关键行动者基于自有认知基模对外部情境进行识别和

再建构,并将建构结果扩散为组织认知的过程。

具体而言,“行动者转译”机制通过三个核心环节将政策外部情境与组织认知相联结。 第

一,形成组织认知基模。 作为形塑行动者转译结果的重要因素,认知基模是指政策执行组织中

长期存续的认知结构,其形成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效率理性[28] 。 属地管理原则使得地方政府面临

着多任务情境,公共事务繁杂性与治理能力有限性的内在张力,导致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需要同时综合考量政治情境、社会情境等复合情境,对政策执行任务进行“成本—收益”的理

性计算。 第二,构建组织认知。 组织认知构建由关键行动者认知的形成和扩散两个环节组成。

首先,“科层制+条块关系”的政治结构赋予了市委、市政府在执行共同体中统筹领导的权力与责

任。 A 市市委、市政府理应对政策的外部情境做出精准研判。 其次,市委、市政府也需要通过制

度化途径,如工作会议、年度重点任务等,将这种理性判断在执行共同体中进行扩散。 第三,提

炼转译结果。 本案例提炼出两种组织认知结果,即政策优先级和政策模糊性。 前者反映的是政

策在属地事务序列中的相对重要性,由市委、市政府行使决策权;后者是指政策共同体成员对于

政策内容、政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主体间协作机制等执行要素的认知清晰程度,是基于市委、

市政府和牵头职能部门的专业判断。

(2)联结纽带的双向调节:主体间协作的维系与可持续。 组织韧性理论指出,组织内部主体

间的联结机制是组织抵御外部冲击、维持组织运行的关键要素[29] 。 在本案例中,市委、市政府的

权威调控,共同体内部的激励相容、牵头部门的非正式动员以及正式制度规范可以看作是执行

共同体内部主体间的联结纽带。 联结纽带在组织认知和组织行动过程间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

用:一方面,联结纽带可强化组织认知对共同体成员间互动及其政策结果的积极效应;另一方

面,联结纽带还能显著削弱组织认知对共同体成员间互动及其政策结果的消极影响。 具体而

言,在试验性执行中,市委和市政府的统筹领导、行政动员、资源配置是执行共同体利益聚合的

关键因素。 在政治性执行中,由于市委、市政府强有力激励工具等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共同体

内部形成“利益共容”的联结纽带,执行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以及各执行主体的执行意愿和创新

动力得以显著增强。 在调适性执行中,牵头部门的非正式运作是政策得以有效推进的关键。 案

例中,政策优先级下降引发市委、市政府和其他协同部门的注意力转移,但政策“再模糊化”客观

上又决定了单凭牵头部门无法实现政策的顺利推进。 理性选择主义认为,个体理性会带来集体

的非理性[30]69-75。 在此情境下,A 市住建局充分发挥自身积极性,通过逆向动员、关系动员、考核

动员等非正式策略,重新凝聚了政策执行共同体,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在行政性执行

中,制度化、规范化的政策方案成为联结执行共同体各成员的纽带机制。 历经多次调适后的政

策方案已经具备了确定性指标、标准化程序和合理的部门分工,因此能够为执行共同体成员提

供精确的操作指南,使各成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地推进政策落地。 更重要的是,精细化、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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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制度化的政策方案也极大地降低了政策执行的偏航风险。

2.
 

纵向时序下执行模式的转换机制:执行共同体的知识增长与多期协作

(1)连续过程中的知识增长:认知层面的执行反馈。 政策执行不仅是一个基于原有知识架

构实现政策落地的过程,也是执行主体与社会持续互动、吸纳政策反馈与增长新知识的过程。

这种知识积累与增长不仅有助于提升政策绩效,更为政策执行主体提供了坚实的决策基础。 地

方政府所需的执行知识包括对上级意图的领会、对目标群体需求的判断、对政策内容的理解以

及对政策工具的把握等。 地方政府的知识增长可以分为生产、吸收、检验、整合等多个环节。 从

截面时段来看,外部情境是执行共同体组织认知变迁的核心驱动,撬动着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

但就连续性政策执行过程而言,执行共同体的知识增长对组织认知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持续

影响着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向度。

在试验性执行阶段,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共同体基于上级制定的政策框架和前期政策

执行经验,通过“共创试验”完成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并在府际学习过程中获取有效的政策工具,

整合知识形成新的政策方案。 在本地经验和“他山之石”的双重加持下,政策方案的精度和效度

均得到显著提升,为政治性执行的启动与推进提供了基础。 在政治性执行中,“老楼加梯”政策

全面推广,既有政策知识在更加多样化的场景中得以应用和检验,执行共同体收到来自多元异

质性政策主体的问题反馈。 然而,伴随着政策覆盖面的迅速扩展,大量复杂性问题的瞬时涌入

引发了“政策超载”,导致既有知识体系失效。 同时,上级政策风向标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执行

共同体对获取新知识、新方案的需求。 因此,在调适性执行阶段,A 市住建局牵头动员其他主体

重新吸纳、学习上级发布的意见举措和来自政策目标群体的反馈意见,在跨部门、跨层级的非正

式合作中不断丰盈政策认知并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政策工具、改进政策细节。 A 市重新总结、

整合形成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并出台制度化、常态化的政策方案。 充沛的知识储备为应对外部

环境中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减少政策执行风险提供了保障,并推动着“老楼加梯”政策的执

行迈入行政性执行阶段。

(2)多期协作下的能量累积:联结韧性的迭代动力。 合作的出现、成熟与稳定通常是一个累

进发展的过程[31] 。 A 市“老楼加梯”执行共同体内部的联结纽带从试验性执行中的市委、市政

府权威调控转变为政治性执行中的主体间激励相容,又到后来的牵头部门非正式动员,最后发

展为正式制度的刚性规范。 “合作的进化”的实现反映的是执行共同体内部联结韧性(见表 2)

的迭代升级,即从权威介入型到利益共创型,再到柔性动员型以及最终的制度规范型。 前三种

政策执行模式的联结纽带均属于“非制度型”联结,而行政性执行则是基于“制度型”规范联结

形成的。 就“非制度型”联结而言,“权威型→利益型→动员型”的属性转变体现出执行共同体

成员之间合作意愿日趋增强、合作“收益—成本”不断升高的良性互动关系。

上述迭代过程的实现离不开政策执行过程中合作能量的不断累积。 合作能量包括政策共

识、共同荣誉、主体间默契、互动经历等诸多形式。 “一次合作的成功意味着现时的冲突 / 问题得

以解决,为下一次的合作奠定基础,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良性循环。” [32] 案例中,执行共同体在试

验性执行中达成的政策共识与趋于健全的合作机制,为各成员“激励相容”的实现以及更深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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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开展做好了铺垫。 在政治性执行阶段,各政策执行主体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和密切,进一步

增长了政策默契
 [33] ,深化了政策共识。 同时,随着政策绩效的提升、政策品牌的打造以及政策

激励的获取,良好的合作基础强化了彼此间持续合作的意愿。 因此,尽管 2020 年前后出现了外

部政治激励消退和已有政策机制失效的情况,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依然能够在市住建局的

非正式动员下重新回到正轨,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共同体成员之间前期积累的合作经验和政治

荣誉。 进入行政性执行阶段,随着合作机制的反复调适和主体间默契的持续增加,正式制度规

范效力显著增强,成为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维系执行共同体集体行动可持续的重要保障。

表 2　 主体间联结纽带的属性对比

政策执行模式 试验性执行 政治性执行 调适性执行 行政性执行

联结纽带
市委、市政府的

资源统筹

执行共同体的

激励相容

牵头部门的

协调动员

政策方案的

正式规范

联结纽带属性 权威介入型 利益共创型 柔性动员型 制度规范型

(三)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发生机理:一个动态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及理论对话,本文构建了中国场景下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动态模型(见图

5)。 该模型中,外部情境势能的属性特征、强度规模及动态调整是政策执行模式生成和变迁的

核心驱动力量。 具体来看,模型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截面时段中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机理。 包

括政治情境、社会情境和政策情境在内的复合性外部情境,是执行共同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

面对的客观因素,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模式的选择。 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市委、市政府在牵头部

门的专业辅助下做出政策优先级和政策模糊性的判断,并通过制度化途径将其扩散为执行共同

体的整体认知。 两种认知的层叠组合促使执行共同体成员根据自身的目标函数做出理性决策,
表现为执行共同体“利益耦合”的不同趋向。 在联结纽带的双向调节作用下,各执行共同体成员

会形成新的策略集合,最终演化形成不同类型的政策执行模式。 二是纵向时序中政策执行模式

的转换过程。 外部情境的动态变迁会打破相对稳定的政策执行状态,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政策执

行模式生成。 其中,来自前一执行阶段的知识储备和积蓄的合作能量会影响政策执行模式的转

换向度。 政策执行结果带来的知识增长通过对关键行动者的反馈,直接影响组织认知的形成;

与此同时,合作能量会推动联结韧性的迭代升级,防范集体行动的破裂。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国家治理奇迹”展现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有效性。 而这一有效性具体体现

在,政策执行组织能够灵活调整政策执行模式以适应动态、复杂的外部情境,从而确保政策的顺

利落地。 本文构建了“外部情境—组织认知—行动过程”的分析框架,围绕 A 市“老楼加梯”政

策执行过程开展纵向案例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本文提炼出试验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调适性执行以及行政性执行四种政策执行模式

(见表 3),并归纳了各模式的形成情境、认知组合及其相关特征。 试验性执行的核心逻辑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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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下的“众创试验”,市委、市政府的统筹动员和资源调度是联结各执行主体的重要纽带;政治

性执行的核心逻辑是政治激励下的“紧密协作”,高规格的政治激励和执行共同体内主体间的利

益相容对共同体的耦合具有关键意义;调适性执行的核心逻辑是弹性运作下的“有限合作”,其

主体间联结纽带在于牵头部门的协调动员;行政性执行的核心逻辑是刚性规范下的“科层稳

态”,其主体间联结纽带在于政策方案的制度化约束。

图 5　 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动态模型

表 3　 政策执行模式对比

政策执行模式 试验性执行 政治性执行 调适性执行 行政性执行

外部

情境

政治情境 自上而下支持 政治激励 政策重心转移 常规行政检查

社会情境 公众需求出现 公众呼声上涨 社会问题激增 社会矛盾化解

政策情境 指导文件模糊 指导文件模糊 政策风向变化 政策补丁发布

组织

认知

政策优先级 高 高 低 低

政策模糊性 高 低 高 低

核心逻辑
权威统筹下的

“众创试验”

政治激励下的

“紧密协作”

弹性运作下的

“回应治理”

刚性规范下的

“科层稳态”

联结纽带
市委、市政府的

资源统筹

执行共同体的

激励相容

牵头部门的

协调动员

政策方案的

制度化约束

运行过程

第二,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机理。 首先,“政治—社会—政策”构成的复合性政策情境是政

策执行模式选择的核心变量。 在关键行动者转译的中介作用下,执行共同体形成差异化的政策

认知,具体表现为“政策优先级—政策模糊性”两种认知的层叠组合。 案例中,作为属地领导的

市委、市政府和承担牵头职责的市住建局承担着关键行动者角色,其研判能力和专业经验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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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认知转译的敏锐度与精准性。 其次,政策优先级与政策模糊性的层叠组合会激发执行共同体

内部成员的理性行动,进而在组织韧性的牵制作用下演化形成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 这一过程

可分解为两个环节。 一是关键行动者的个体认知扩散为组织认知,是执行共同体成员所接收的

过程。 二是组织内部利益耦合程度与组织韧性间的对冲过程。
第三,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机制。 就政策执行模式转换而言,连续过程中的知识增长和多

期协作下的能量累积是影响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关键机制,二者共同塑造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

方向。 一方面,政策知识的增长源于前期政策执行的结果反馈,影响组织认知的形成。 政策执

行是一个知识学习和知识积累循环往复的过程,政策执行主体会不断创新、学习和应用新的知

识。 案例发现,这种知识增长不仅为政策执行主体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决策基础,还有助于政策

绩效的提升。 另一方面,以政策共识、共同荣誉、主体间默契、互动经历等为表现形式的合作能

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积蓄,推动着主体间联结韧性的迭代升级。 A 市“老楼加梯”政策执行

共同体的内部联结纽带经历了从权威介入型到利益共创型,再到柔性动员型以及最终的制度规

范型的演化发展,充分反映出联结韧性的迭代升级。
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做出进一步的延伸讨论。
第一,复合性情境体现了地方政策执行主体的多重角色。 地方政策执行主体兼具上级代理

人、公众代理人与“政策专家”等多重身份。 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地方政策执行部门的责任

在于确保上级政策的贯彻落实;公众代理人角色驱使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

众的利益诉求,力求政策实施能最大限度反映和满足社会公众期望;“政策专家”的身份则要求

地方政策执行部门不仅要了解和掌握政策内容,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二,层叠性认知映射出“多元任务—有限资源”悖论下地方政府事务序列的设置逻辑。 本

文归纳得到政策优先级与政策模糊性两种认知类型。 一方面,政策优先级体现出地方政府对不

同政策任务的策略性排序。 在“事权下沉”的情形下,地方政府时常需要在治理事务的多样性、
复杂性与治理能力及资源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下作出最优选择。 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通常会

采取一定的策略,优先将注意力和资源重点配置于上级重视或公众高度关注的政策任务上。 这

不仅印证了组织行为学中的注意力分配理论,也与关于“中心工作”的相关研究发现相吻合。 另

一方面,有效的政策执行需要政策问题、目标、执行手段的明确性而非模糊性,但模糊性作为政

策产品“不可剥离的一种属性”成为政策执行者绕不开的现实,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者在执行速

度、资源配置、部门协作等方面的行为选择[34] 。 因此,政策模糊性也成为地方政府研判情境的重

要维度之一。 通过对政策模糊性的识别和评估,地方政府能够采取差异化的执行策略。 上述两

种认知的层叠组合揭示了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模式选择过程中的理性决策机制。
第三,执行共同体内部主体间的有效协作是积极趋向的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必要保障。 本

研究揭示出增进执行共同体内部主体间协作效能与协作可持续性的驱动因素。 一方面,来自组

织外部自上而下的政治激励、社会关切等情境势能通过认知转译,正向推动了执行共同体协作

的达成;另一方面,组织内部的政策共识、共容利益、合作经验、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等也对执行共

同体协作的存续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对提升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如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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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第一,注重把握政策执行的时机。 政策任务的多元性塑造了政绩竞争的限时性,任何一项

政策任务的“绩效擂台”都有特定的时间范围。 把握政策外部势能较强和政策优先级较高的时

机不仅有助于获取更高的执行绩效,还可显著降低与其他协作部门的沟通成本。 因此,政策执

行主体需要精准识别并及时把握执行绩效获取、政策清晰化和执行僵局破冰的“窗口”。 第二,
培育政策企业家的能力。 政策执行主体,特别是政策企业家,其能力属性和资源存量会直接影

响政策执行的质量。 第三,重视政策执行的积累。 严密的组织设计能够保证治理信息的对称性

传递,非人格化的制度安排会驱动组织理性运转[35] 。 然而,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建立与完善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探索和积累的结果[36] 。 实践表明,政策执行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
即前期执行较好的地区会一路领先、保持优势,而政策绩效表现较差的地区往往“弱者恒弱”。
因此,面对上级政府的政策目标,各地区要因地制宜,

 

从自身社会发展与民生需求实际出发,重
视政策执行的过程积累,为后续政策执行提供保障。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 第一,本文对“老楼加梯”的观察多聚焦于政府内部多层

级、多部门的互动过程,未将社会公众、社会企业家等主体行为纳入分析框架。 第二,不同于已

有文献多聚焦探讨政策失效或执行模式转换失败原因,本文力图通过展示一个较为成功的政策

执行案例来构建政策执行模式转换过程模型。 因此,该模型对政策执行偏差或失败案例的解释

力仍有待检验。 第三,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未来可拓展案例选取范围,利用多案例或大样

本案例开展实证研究,以检验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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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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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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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空间修复: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逻辑
———基于浙江省 P 市的经验

毛　 渲,王　 阳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空间是生态文明的物理容器,也是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视角。 在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中,由于生态空

间增量资源的限制,地方政府主动发挥调控作用,通过产业“腾笼换鸟”和环境综合整治等措施,实现县域空间的内

生性修复,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经验。 该过程立足县域独特的自然社会禀赋,以域内生态环境资

源创新利用与循环发展为动力,形成具有整体性、内部性和自发性特征的内生性空间修复过程,涉及“生产—生活—

生态—文化”多重生态空间的转型重构。 浙江省 P 市通过县域空间重构、空间整合、空间更新、空间增值,推动了既有

产业空间、城乡人居空间、生态景观空间与生态文化空间的重置与再造,展现了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中内生性空间修复

的生动实践。 这一实践基于县域整体统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县域生态资本、自然资本与生态文化等要素的共同作

用,蕴含了政策在地化、城乡共生化、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与价值内在化的多维共奏,既盘活了县域内生态资源,

又保留了县域自然生态风貌,实现了产业增效、居民宜居、生态增值的多重效能。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性空间修

复逻辑回应了生态环境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县域资源统筹与整合,以空间内部更新、重塑与再生,创造出应对

生态挑战、维持空间平衡、创造空间价值、保留地方特色等多效合一的新样态,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也为生态环境空间正义价值旨归的实现提供了实践方案。

关键词:县域;城乡融合;内生性空间修复;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110-13

县域是中国最基本、最稳定的行政单元[1] ,在国家政权结构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同时,县域还是连接城乡区域的重要纽带,发挥着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重要作用,是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在区域形态上拥有县城、乡镇、农村等不同类别,
在空间布局上涉及产业集聚、人居环境、生态涵养、农田保护等多重形态,是衔接“城乡融合发

展”“统筹县域空间布局”“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的关键空间区域。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明确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和着力点。 推进县域生

态文明建设,是提升城乡发展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课题。 从空间视角研究县域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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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空间逻辑,形成生态文明空间建设的“在地”理论,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题中之义。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超越了以往文明形态,是
人类生存发展的更高级阶段。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界就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研究,党的十

八大报告强调“生态文明”意义后,相关研究更是大幅增长。 归纳起来,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 从理论研究上看,相关研究聚焦于两个维度:一是基于人类发

展历史维度,将生态文明视为对工业文明的扬弃与反思,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理念[2] 、生产生

活方式、制度安排[3]等方面进行探讨;二是基于现实社会构成维度,在系统论、整体理论与马克

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指导下,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4]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多重文明类型

进行对比与关联性研究[5] 。 从实践研究上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关注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产业、
生态制度、生态人居、生态价值、生态治理等多重维度。 空间维度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则
较多涉及生产、生活、生态领域[6] 国土空间的开发、保护与优化[7] ,关注视阈较为宏观。 空间作

为生态文明的物理容器,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 对空间更具体更深入的研究,既是生态文

明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方向。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空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既包含公园、林地、草地等实体性生态空间,也
涵盖城乡地域流动性生态空间,如城乡生态结构内在要素流动与集聚形成的生态网络、公共服

务等实体空间及其之间的关系、节点、通道与域面。 在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在

空间层面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县域处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的空间杂糅

中[8] ,一些空间遗留问题如资源过度利用、生态破坏、土壤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的空间留存致

使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阻滞性;另一方面,县域生态文明空间建设处于城市

与乡村、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高档社区与棚户区等诸多张力中,农村与边缘地区显现出城乡空

间“马赛克式”拼贴结构,这不仅带来表象上的物质生态空间分割,更表征出城乡社会、文化环境

的割裂。 如何冲破既有空间束缚、解决当前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县域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

现实问题。

二、内生性修复:空间视角下的县域生态文明建设

空间既是人类实践的依托场域,亦是生态文明实践最基础的载体。 县域生态文明实践存在

着自然与社会、物理与人文的多重互渗与共生。 离开空间结构,生态文明建设则可能不复存在。
而县域空间也因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演绎出“自然—社会”空间的合辙、互渗与共进,集合成为空

间形塑及其功能发挥的社会逻辑。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视角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科学呈现“空间化”转向以来,以列斐伏尔、苏贾、哈维、卡斯特为代

表,突破将空间视为社会活动的平台或容器的观念,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将空间与社会关

系关联起来,看到了空间背后的社会性,指出“那些有权力和制造空间的人就拥有了再生产和提

高他们自己力量的关键工具。 因此,任何改造社会的计划都必须同空间实践的变革进行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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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 [9]308。 在此基础上,西方学界提出“空间生产”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城

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与非正义逻辑。
戴维·哈维( Harvey

 

D)的空间修复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他在《空间修复:黑格

尔、冯·图恩和马克思》一文中提出“空间修复”概念,随后,在其著作《资本的有限性》中对这一

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阐释了资本空间修复的过程。 “空间修复”是针对空间发展受限问题而采

取的临时解决方案[10] ,作为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与自然、历史和地理差异一样,均是被

动员起来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特定社会目的[11] ,既是再生产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地

理表达。 当某一阶段所塑造的地理景观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时,受地方限制的固定性和

资本的空间流动性之间的张力便爆发一般性危机[12]339。 追求增殖的资本必然组织新的土地规

划与开发,引导交通设施和通讯系统进行重构,带动更完备的基础设施配套,形成新的生产和消

费中心,推动新的劳动力聚集,从而实现对区域地理空间的重塑。 在资本驱动下,空间被纳入资

本积累轨道,新的区域分工、新的资源复合体,以及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区,为资本转

移提供了产生利润、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新机会。 过剩资本在一个既定的空间关系中从一

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种资本的运作模式,改变了地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到地方

建构、维持和瓦解的内在化过程。
“空间修复”作为“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的必然后果”,内蕴了不平衡的空间发展

趋向。 随着新一轮人员和劳动力的集中,新的市场形成,新旧空间之间产生了社会区分。 这不

仅加剧了不同资本的空间角力,更推动了地理景观基于空间的失衡性显现,“不断被创造出来的

后现代都市奇观,与无序扩张的市郊住宅区和没有门禁的小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又与廉价公

寓、劳动阶级和移民小区,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城市中大量的自建房屋形成鲜明对比” [13]127。 全球

范围的空间修复带来了全球范围的“非对称关系”,形成全球空间“中心—边缘”不平衡发展结

构,进而导致空间非正义问题的产生。
在生态环境维度,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过程也产生了生态空间的正义危机。 在资本逻辑

中,自然作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一个巨大仓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实

现。 只有将其使用价值货币化和商业化,才能推动资本的经济理性加诸世界。 生态空间作为自

然的空间载体,是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的区域,也是生产和生活空间功能的支撑,在人地关

系协调中起关键作用。 随着资本积累在空间的地理扩张,生态空间呈现同质化与断裂性的双重

特征。 一方面,资本在空间转移过程中,生态空间不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地理环境,而成了一种

具有工具性、社会性的产物,生态空间的差异性被资本的同质化所吞噬,成为一个“任何元素都

可以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化均质化” [14] 的空间。 越来越多城市中,生态景观同质化即是表

现,整体生态的复杂性被破坏,城市景观趋同,生态特色缺失,城市空间生产出“千城一面”的样

貌。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在空间的地域扩张,也将生态问题(如资源分配、生态污染等)在各地域

之间进行转移,进一步引发地区之间生态关系的不平衡。 生态空间整体性遭遇“断裂”,一端是

某一区域生态环境空间受惠;另一端则是其他区域生态空间的剥夺与破坏,如城乡“中心—边

缘”空间结构下产生的生态空间发展不平衡。 生态空间的“同质化”与“断裂性”制约了环境正

义的实现。 哈维通过空间修复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空间的生产征服空间,通过

外部地理扩张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外在转化”,将空间过剩危机转移到落后地区或后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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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污染,制造出生态环境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
国内研究者在西方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关注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空间变迁,形成了丰

富的空间研究视角。 一是空间批判视角,主要运用空间生产、空间修复等概念工具,关注生态文

明建设的空间正义问题。 学界聚焦空间生产、分配与消费领域中的生态内容[15] ,指出我国城乡

之间存在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转移、农村环境失序[16]等问题,乡村逐渐失去往日的色

彩[17] ,这是空间体系中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反映[18] ,是城乡生态环

境发展不平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充分问题的展现,也是空间正义问题的凸显。 二是城乡规

划视角,该视角侧重于研究空间物质景观修复,如对国土空间开发中生态空间的规划[19] ,从国土

空间范畴统筹自然资源管理[20] ,强化生态修复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针对被割裂的城市空间,有
学者建议从城市规划中消化、整合、修复[21] ,如通过“填充式空间开发” “针灸法”等修补型规划

更新衰败了的空间。 三是空间治理视角。 这一视角更偏重于具体空间特征的社会学研究,针对

生态文明建设中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22] 与贫富分化[23] ,学者们着重从分配[24] 、制度[25] 等层

面进行规范。 空间视角的丰富内涵和既有理论为深入认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体现

了“社会—自然”一体的研究指向,延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逻辑,诠释了从空间视角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内涵。 但整体看来,当前从空间视角对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仍处于

起步阶段。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下,城乡二元的传统发展格局逐渐松动,县域内

城市和农村两个社会系统相互嵌合、城乡协同的社会网络正在形成,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在

城乡间的流动性加速,城乡空间的联结愈发密切,县域突破了以往农村或城市单向的治理模式,
联结起城乡两种治理样态。 县域空间作为链接城与乡、人与自然的空间,是各方资源多元参与

的载体,具备城乡动态互动交融的环境条件。 社会转型中,县域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等均处于流动和转换之中,县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结构以及附着在此进程中的生

态环境诉求进行关照与回应。 也正因此,从空间维度对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涉及城乡之

间、人与自然之间多重张力的平衡。 调研发现,一些县域地方政府在践行“两山”理论的实践过

程中,重塑了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场域,探索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和谐共生之路,形
成了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内生性空间修复”的实践经验。 提炼总结相关经验,是生态文明建设研

究的题中之义。 本研究试图突破“城—乡”二元框架,通过对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分

析,提出“内生性空间修复”概念,以解释县域生态空间建设内部生长出来的独特空间逻辑。
(二)内生性空间修复: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内生性”一般用于探讨某一事物或现象发展运动的发生学或动力学逻辑[26] ,所要解决和

回答的是特定事物或现象发展运动主要依赖于外部体系干预性结果还是自我体系独立性的作

用。 与传统以外向型发展、依赖外部投资和技术的修复策略不同,内生性空间修复不依赖外部

力量对本地的重塑,而是从地方层面出发,利用现有的资源、文化和结构对空间进行自我更新和

改进,强调构建自我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区域内部形成资本、技术、人才自我发展或自生循

环与自主性再生产空间。 一方面,内生性空间修复更加关注地区性空间的需求和生态系统的健

康,重视地方资源和能力,强调从空间内部出发对空间的重塑;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往

往存在外部空间转移,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效益(如环境资源在虹吸作用下涌向发达地区)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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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影响(如环境污染、环境风险等转移至相对落后地区)共振,形成生态系统的“中心—边

缘”结构,进而导致生态环境空间非正义问题的产生。 不同于将矛盾与问题从一个地理区域转

移到另一个地理区域的方式,内生性空间修复更关注资本、要素等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再

分配和重组,重新定义了空间生产的方式。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中,内生性空间修复强调立足于

区域内产业、资源与文化,以区域内部资源创新利用与循环发展为动力,以提高本区域居民整体

生活环境为目标,使区域生态效益最大化,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性发展。
内生性空间修复扎根于县域本土,以提高县域内城乡居民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县

域城乡生态环境资源平衡发展为路径,发掘县域内部生态治理潜力,合理有效利用既有空间提

升内生性生态环境发展能力,从县域整体视角平移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视域,迈向县域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性空间修复具有以下几个特性。
一是修复范畴的整体性。 生态环境在空间结构上普遍存在镶嵌性,很多自然生态资源跨越

城乡,地域范围较广,彼此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特性。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单

元是一个连续整体,不同地域、系统、类型之间尽管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但其内部又具有相

对一致性[27] ,以地域、部门为中心展开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设计往往导致生态文明空间被技术

性“碎片化”,也容易引发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平衡,如出现“资源进城、污染下乡”等影

响环境公平的现象。 生态文明建设空间必须置于区域整体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下。 内生性空间

修复将县域空间视为有机整体,通过整体统筹使分散在城乡的生态空间得以整体规制,形成县

域城乡之间的生态链接。
二是修复空间的内部性。 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涉及人口、经济、自然、社会等多重聚合的区

域,是增量空间与存量空间并行发展的过程。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重驱动下,县域多

重增量空间资源紧缺,生态文明建设空间亦是如此。 如何对存量空间进行优化调整以推动县域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与全面转型,是内生性空间修复关注的核心议题。
三是资源转化的自发性。 一个场域及其存在结构往往蕴含着具有生产性能力的内生资源

体系。 我国县域基于自身独特的自然禀赋、水土环境、地理位置与生态条件,塑造出具有不同秉

性与文化特质的地方传统,以及独特的丰富习惯、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成为县域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生资源。 内生性空间修复充分发挥县域内部环境资源优势、依靠资源配置、创
新资源内生增长机制,扩大生态环境功能利用的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需求以形成区域内生态

资源循环模式,促进生态资源要素在县域内自由流动,形成内部资源向落后地区倾斜的正向空

间溢出效应。
从结构上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聚集若干城市与农村区域,涉及经济和人口活动发生密切

联系的多层次、多核心的系统,是经济生态空间、人工物质空间(经济、社会影响下的生态空间)、
文化生态空间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 从功能上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空间不仅包含植物、动物、
微生物栖息代谢的自然生态空间,同时包含人类生产、生活、文化的空间,是多重空间相互重叠、
立体交叉的多功能复合统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与文化空间是县域生态文明地域系统功能分析

的空间表现。 因此,内生性空间修复涉及县域“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生态空间转型重构的

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
生产空间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地域系统的重要形式,利用周围环境资源获取产品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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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28] ,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环境问题。 生活空间是居民行为选

择与地域环境约束相互作用的表征,在居民生活社会性与私密性相结合中成为生态系统串联多

重空间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的纽带[29] 。 自然生态空间作为自然环境载体,兼具人类活动承载的

功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观表征。 文化空间的存在与生态、地理、环境密切关联,理应成

为当地传统特色与多样文化元素交融共生的平台。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内生性空间修复,重
塑与再造多重空间,推动县域生产空间愈发集约高效、生活空间愈发宜居适度、生态空间愈发山

清水秀、文化空间愈发多元多样,从而建构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运转机制。

三、经验呈现:P 市的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中国县域幅员辽阔,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扎根中国实践,“挖掘那些能够滋养、发展和建构理

论的案例,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命题、框架或理论” [30] 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使命要求。 县

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与关键,通过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展现出独特的内生性

空间修复逻辑,既反映了新型城乡生态关系的融合发展趋向,也折射出中国生态治理的独特

逻辑。
P 市属于浙江省辖县级市,地处浙江省东北部,全市陆地面积 557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1

 

070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27 公里,下辖 6 镇 3 街道,常住人口 68. 8 万人,城镇化率为 68. 2%。 作为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县,P 市是浙江省首批扩大经济管理权限的 17 个县市之一,市场经济活跃,民营

经济发达。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路边设摊曾经是 P 市的常态景观。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P 市县

域内产生大量的违法建筑,以及大批亟待改造的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县域空间无序发展、
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问题凸显,“室外脏乱差、污水到处流”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仅制约了

P 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也成为 P 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绊脚石”,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质量。 P 市

以深化“千万工程”、推进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为指引方向,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通过空间重

构、空间整合、空间更新、空间增值,实现空间在地化生态再造,形成了独特的“内生性空间修复”
实践经验。

(一)空间重构:既有产业空间的生态再置换

县域生产空间系统中,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同、自然禀赋的差异以及多元主体政策认知及行

为结果各异导致不同县域生产空间系统的显现结果复杂多样。 整体而言,我国县域工业企业规

模相对偏小,乡镇工业污染问题时有发生,已有产业结构不足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农药、
化肥、地膜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尚未完全根治,不仅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整体推进更集约高效、环境破坏力少、资源承载力强的生

产空间,是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P 市民营企业虽然力量较强,但整体上仍以中小型、
加工型、出口型民营企业为主,“低、小、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这是制约 P 市城镇化格局的

突出问题,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农村的结构性、规模性、布局性等工业化污染难题。 P 市在县域

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中并没有基于空间修复逻辑过度依赖外部资本进行空间扩张或转移,而是在

原有空间基础上“腾笼换鸟”,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淘汰落后产能,腾出空间孕育更多资源消耗

少、生产效益高、成长潜力大的产业形态和经营模式。
P 市通过梳理摸排,针对“成片、可利用、能盘活”空间区域进行存量用地空间整合,小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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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钢铁、小造纸、小化工、小电镀等低端产业土地空间被腾出,按照“改造提升一批、关停淘汰一

批、腾退收回一批、兼并重组一批、提升入园一批”的方式进行“空间解锁”。 “低、小、散”企业的

成片腾退与存量企业转型升级的“凤凰涅槃”,使 P 市开启了产业生态化升级,高成本、高污染、
低效益、低技术的产业被“请出去”,高技术、低成本、低污染产业被“引进来”,传统产业得以绿

色改造与转型升级,不仅缓解了空间受限问题,也腾出了生态环境容量,培育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生态产业。 经过空间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了资源要素的空间优化重组和生产力的有效盘

活,释放出更多的生态可能性。 在县域内实现了自身产业升级,新的产业集聚被塑造,囿于旧有

“低、小、散”生产空间分割的生态空间被重新组合起来,生态空间从碎片化向整体化扩展。 P 市

盘活县域空间“引凤来”,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不仅找到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路,也开辟了一条产

业空间生态化的新路。
(二)空间整合:城乡人居环境的空间再平衡

当前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中,县域人居环境受限[31] 、环境基础设施覆盖率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中人居环境标准、设施设备、工程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32] ,城乡人居环境发展不平衡,
一些农村人居空间转化为生产空间,只有生产功能而没有服务功能,在生态资源外流与村庄衰

退中逐渐成为“空心村”,制约了县域城乡人居环境有效改善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发展。 构建

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功能齐全、适度宜居的生活生态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P 市利用县域统筹城乡功能,以美丽城镇、美丽庭院、美丽社区、美丽街区等“六美”工程为

抓手,结合“五气共治”“五水共治”等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深入实施污水、垃圾、厕所整治,奠定

了县域内城乡生态环境整体治理框架。 同时,P 市统筹城乡环境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城乡之

间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趋于一体化。 通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深入推进,依托全域秀美、
“美丽城镇”“美丽乡村”“三改一拆” “五水共治”、村庄整治、“四好农村路”等专项行动,以及

“微改造、精提升”等项目,对农村沟渠、道路、农田林网、生态景观化河流等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进

行改造,结合田园清洁、环境治理,综合整治农村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河塘沟渠。 截至目前,P 市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和标准化运维率达 100%。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与资源

化利用率达 100%,智能化分类收运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全域 213 座农村公厕全部实现规范化管

理。 对乡村人居生态品质的重视,推动了 P 市人居生态空间的“高颜值”再造,打造了独特的“P
市模式”。 在 P 市人居环境改造中,生态要素在农村的集聚进一步带动了城乡生态要素的双向

流动,县域城乡生态环境二元结构得以不断消融,农村人居环境生态化趋势愈发明显,逐渐转向

生活、生产、生态的多功能复合集中,城乡生态发展不均衡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三)空间更新:生态景观样态的系统再塑造

在商业文明代替土地文明的更迭中,社会空间日益摆脱自然制约性,社会空间与自然生态

空间被“切割”,自然生态空间不断受到人类活动的侵占。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受到生产生活

空间的双重挤压,县域自然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生态空间质量下降明显,生态环境恶化、生态

功能破坏、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凸显。 如何重塑自然生态空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县域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问题。 P 市县域内生性空间修复的实践体现为一系列着眼于本地生态系

统及其社会结构的策略,通过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实现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与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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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市顺应县域生态环境的自然特征、自然机理和自然过程,基于县域地质、地貌、生物、气候

等自然条件,通过诸如“全域整治” “补植复绿” “门口绿道”等综合整治措施,调整山、水、绿、天
等自然生态要素空间关系以重组县域生态空间形态,重塑了“蓝绿”交织、水系与绿地融合的生

态景观格局。 首先,针对港口经济快速发展、自然岸线保有率不断下降等海岸线生态恶化问题,
P 市采取“政府+企业”合作模式进行岸线修复,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进行海岸线景观化改造,推动

海岸带湿地生态功能得以恢复。 其次,在沿路、沿河、沿田和沿村等“带状” “网状”空间形态中,
P 市通过“一村万树”等行动,在这些空间内栽种大规模本土树种如大香樟、水杉等,不仅改善了

生态环境,增加了生物多样性,还提升了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景观美感,实现了“带状” “网状”空

间的生态重构。 再次,P 市县域通过规划和建设如东方公园等大型公共空间,将“块状”自然空

间嵌入城市生活,在城市环境中整合自然生态空间。 自然生态空间从被“清理”到“修复”再到

“增绿”与“美化”,曾经的“生态伤疤”逐渐淡化。 这不仅是对自然生态空间的物理修复,更是对

生态、社会、经济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的综合性重构。
(四)空间增值:生态文化空间价值再定义

在以往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嫁接到城市的增长体系中,乡村地域空间的自身特色往往

被抹灭。 一些农村就地城镇化、工业化,修建了大量的宽阔马路,人居生态景观与城市无异,村
庄既有的生态结构被打破,呈现似城非城、似乡非乡的状态。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性空间

修复,重新探寻县域内城乡不同生态文化特色,塑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态文化空间格

局。 P 市在县域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基于当地地

域空间基础,挖掘提炼 P 市特色元素,将文化嵌入生态空间,赋予生态空间以“生态+文化+经

济”多重功能,实现了生态空间增值效应。
依托美丽乡村项目建设,P 市形成了“碳为观智·浆领风华”“钟溪棹歌·隐世田园”等 8 条

集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于一体的“1+8”市级美丽乡村特色线路。 基于 P 市县域文化优势,
编排大型多媒体史诗剧《转角湾》、红色话剧《施奇》等 10 余部精品演艺剧目,大力发扬 P 市派琵

琶和钹子书等地方特色剧目的魅力,在此基础上,策划了夜间游览和休闲体验项目,打造“不眠

夜”系列品牌活动。 同时,围绕“平沪之恋”主题,P 市建立“精品村、重点村、整治村、示范镇、风
景线”梯度创建格局,按照全域秀美的目标,迭代形成典范村、达标村、治理村的分档创建模式,
使“生活+文化”空间与生态空间充分糅合。 在此基础上,深度挖掘平原水乡的资源禀赋、景观风

貌等要素,打造了明月山塘、清风泖河、果香俞家浜等一批具有特色主题的“网红”村落,筑巢引

凤,以优质生态环境吸引更多资源与要素流入,走出一条生态振兴之路。 推出东郁园林、美郁花

园、赛艇运动小镇等一批热门打卡点,开发出城市文化观光游、乡村田园生态游、家庭亲子研学

游、滨海运动休闲游、乡愁记忆探索游等五条主题旅游线路,变“流量”为“留量”,形成生态环境

的“诗与远方”,构筑了“百鸟朝凤”的流动性空间趋向,成为城乡融合的软性文化着陆点。 从环

境风貌的“硬设施”到“软服务”,P 市通过生态治理构建的生态公共空间,营造了独特的文化氛

围,潜在生成一种“生态流量”,“生态文化”得到传播,产生了从“硬”到“软”的生态文化空间。

四、县域生态文明空间修复的内生性路径

“内生性空间修复”实现了空间自身的利用与增值,其核心在于空间内部的更新、重塑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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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在 P 市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通过政策在地化、城乡共生化、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与价值内在化,完成县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审视与重构,既盘活了县域内生态资源,又保留

了县域自然资源风貌,不仅重构了城乡生态空间形态,更彻底改变了城乡社会关系[33] ,实现产业

增效、居民宜居、生态增值的多重效能,形成了生态环境层面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
(一)政策在地化:发挥县域整体统筹功能

县域作为公共政策运行的基层单元,具有政策“接点”的天然优势。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县
域既要考虑宏观政策制定,又要考虑诸如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生态条件等方面的地方具体情

况。 P 市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立足阶段性、差异性,精准识别域内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情况,将生态

文明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进程相融合,使资本、土地、人才、技术

等关键要素实行县域内的集聚流通,实现县域范畴内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内生性空间修复搭建制度空间和社会场域。 首先,通过县域系统化政策机制与模式创

新以及土地整治技术运用,重新整合被传统生产、生活空间分割的生态空间,推动生态空间由碎

片化向整体化扩展,形成县域空间内人口、资源、产业的合理分布。 其次,以县域为依托,在制度

设计与政策倾斜下,充分发挥县域生态资源调度的制度优势,结合地域特色、自然资源与历史人

文底蕴,依山就势、因地制宜,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精准识别与靶向治理。 最后,通过整合城乡

多部门合作与配套政策供给,充分保障城乡生态系统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等多重生态要素,构建以县域内城乡生态系统为主体、县内县外生态系统相互促进的

生命共同体格局,实现县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治理。
(二)城乡共生化:推进县域城乡生态融合发展

生态系统具有整体关联性,任何局部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34] ,就城市谈

城市或者就农村谈农村,已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生态问题。 以往“资源进城、污染下乡”这

种以外生性“空间修复”手段进行的污染转移,使得城乡之间产生的“污染与被污染” “绿与非

绿”空间区隔[35]最终会随着风险的流动性,以“回旋镖效应”形成城乡共同的环境风险。 县域作

为城乡融合的关键,是城乡地域系统“空间结构共生”的基本载体。 以内生性空间修复为逻辑的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打通城乡生态空间之间的资源共享,也要疏通其“梗阻”地带,打破城

乡分隔的二元地域结构,完善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在城乡之间的链接性与关联性,建立基于城镇

地域系统与乡村地域系统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的城乡交错系统,通过城乡生态环境基础网的联

通与融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实现城乡生态空间整合。 一是充分发挥县域承接城市优

质生态环境资源与乡村本土资源融合裂变的效应,在县域内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融合

发展的生态文明范式,这是有力破解城乡生态环境二元结构的关键所在。 二是针对城乡生态环

境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将城市环境更新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结合起来,打
开城乡既有空间的“淤堵”地带,使生态空间内部畅通无阻。 注重城乡之间生态环境治理循环连

接带和生态产业布局带的生态修复,通过滨江公园、生态产业带的打造,实现县域内小流域的生

态化治理。 三是优化乡村生态治理主体配置,提升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协同能力,避免“资源进

城、污染下乡”的利益失衡,以城乡“空间共生”思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链接城乡生活、生
产、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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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生态化:构建县域内生态资本循环体系

在工业经济理论体系中,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参与财富生产,是生产过程支付与补偿的

内容,而自然资本长时间仅作为生产成本的外在表现,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 P 市县域生态文

明建设探索形成的内生性生态修复实践,以产业结构生态重组转型为核心,充分将产业因素生

态化,生态因素融为县域产业发展的内生性变量,县域“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格局得以构建。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对资本空间流动模式的在地化重构。 这种重构不是简单地拒绝资

本,而是试图在县域地方空间重新定义资本的使用方式,即依据自然生态有机循环原理[36] ,将物

质生产过程的产业活动纳入生态循环体系[37] ,达到资源充分利用、减少废物产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目的,实现产业活动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以产业的绿色升级推动形成资本

的绿色化重塑。 一方面,以“腾笼换鸟”做减法。 通过淘汰退出机制将落后产业“请出去”,撤并、
整合、淘汰落后产能,对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开发强度较大的黑色产业和褐色产业进行绿色改

造,腾出生态环境容量。 另一方面,用“凤凰涅槃”做乘法。 通过探索产业转型,推进产业生态化

进程,对乡村多样化经济业态进行生态赋值,整合绿色产业和生态要素,使其成为支撑县域城乡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潜力和内生动力。 通过产业生态化,引导资本投入从传统产业发展转移至蕴

藏于生态系统的绿色产业中,不再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是流向更符合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

护的领域,实现内生性资本重组和再分配。
(四)生态产业化:实现县域自然资本增值

P 市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

念,探索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县域经济发展,激发产生新的生态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实现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增值。 首先,将县域空间生态资源内含的结构化要素

体系与新业态的社会化创新结合在一起[38] ,以产业化思维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其次,依靠

规模性和集聚性要求,拓宽县域内生态资源产业链,开发生态产品,打造生产、加工、仓储物流、
休闲娱乐、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复合型生态产业空间。 再次,通过挖掘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资本

和生态价值,统筹县域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的产业化经营,使县域内良好生态环境成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自然资本增值的同时,构建良性的城乡“经济—社会—生

态”循环体系。
(五)价值内在化:唤醒县域生态文化主体性

县域是城乡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更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要素为一体的完整

地域社会。 县域作为美丽中国的基本空间,分布着代表中国壮美生态景观的山、水、林、田、湖、
草,沉淀了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城乡聚落[39] ,是赓续生态资源、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空间载体。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根植于县域自然资源和历史基础,深嵌在县域城乡所蕴含的民俗规范、道德

风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内容中。 相较于县域生态面貌的调整与美丽环境的改善等“物的现

代化”,县域内城乡居民关于生态文明的知识和能力培养、精神面貌、个体道德等这些非物质要

素的“人的现代化”因素,更能体现“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历史性”。 也正因此,只有县域生态

多元主体主动建构或重塑自身的生态价值观,才能真正内化形成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合

力。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性空间修复,依托县域内城乡生态文化资源,通过塑造文化符号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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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县域生态环境的乡土性与原赋性中探寻生态文明的传承,守护乡愁记忆。 在这个过程中,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被激发,县域内生态文化资源被有效活化利用,本地居民的地方

生态文化认同得以产生。 P 市在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充分唤醒乡土环境中的文化自觉与

乡村生态文化主体性,释放了县域生态空间活力,体现出县域在挖掘当地文化、风俗习惯与历史

人文因素以及寻求县域所特有的在生态环境资源利用、产品开发、区域特色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这进而强化了县域内生活的人们对其生态空间的认同感,促进了与县域生态特色相吻合的空间

形态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大城市,作为链接城乡的桥梁,县域

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关注。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县域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不协调问题是其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挑战。 从空间视角出发,我国县域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出了一条内生性空间修复路径。 这种修复路径不依赖外部资本的输入,而是强调县域主体

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通过地方资源和能力来解决生态保护与社会公正问题,创造出既符合地方

生态需求,又能应对生态挑战、维持生态空间平衡的新样态。 在这一过程中,县域不仅是生态空

间再生产的受益者,更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是着眼于经济、社会、生态与人的空间全面生

产。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性空间修复,不仅关注城乡生态空间资源的再激活,更关注空间

整合与重建过程中生态空间价值的再分配,为解决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空间不平衡、不充分、不协

调问题提供了现实方案[40] 。
尽管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内生性空间修复的特性,但在生态环境整体性与关联性前提

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注重县域内部的空间平衡,还要跳出县域,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生态

环境的全域治理,防止生态污染出现更大范围内的“空间外溢性”。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目标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将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刘彦随. 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J]. 地理学报,2020(6):1120-1133.

[2]　 申曙光. 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31-37.

[3]　 黄勤,曾元,江琴. 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进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111-120.
 

[4]　 王一鸣. 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 管理世界,2020(12):1-13.

[5]　 潘岳. 生态文明的前夜[J]. 瞭望,2007(43):38-39.

[6]　 江曼琦,刘勇. “三生”空间内涵与空间范围的辨析[J]. 城市发展研究,2020(4):43-48.

[7]　 黄金川,林浩曦,漆潇潇. 面向国土空间优化的三生空间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17(3):378-391.

[8]　 路璐,朱志平. 历史、景观与主体: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文化空间建构[ J]. 南京社会科学,2018( 11):115

-122.

[9]　 薛毅. 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 3 卷[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 王腾飞,马仁锋,候勃,等. 创意修复视域老工业区空间生产理论透视———以创意 1956 产业园为例[J]. 现代城

市研究,2019(1):94-102.

[11] 付清松. 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以史密斯为例[J]. 天津社会科学,2014(4):24-28.

·021·



毛渲,王阳. 内生性空间修复: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逻辑———基于浙江省 P 市的经验

[12] 戴维·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 胡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3] 大卫·哈维. 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M]. 许瑞宋,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14] 李春敏.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J]. 人文杂志,2011(1):62-68.

[15] 张佳. 论空间正义的生态之维[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40-47.

[16] 周清香,李仙娥.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24(4):104-109.

[17] 王阳,熊万胜,韩璐瑶. 以集体为媒介的城镇化:一种新型城镇化经验———基于嘉善县的个案研究[ J]. 南京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19-129.

[18] 郭琰. 环境正义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J]. 学术论坛,2008(7):38-41.

[19] 彭建,吕丹娜,董建权,等. 过程耦合与空间集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景观生态学认知[J]. 自然资源学报,2020

(1):3-13.

[20] 曹宇,王嘉怡,李国煜.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概念思辨与理论认知[J]. 中国土地科学,2019(7):1-10.

[21] 张京祥,赵丹,陈浩. 增长主义的终结与中国城市规划的转型[J]. 城市规划,2013(1):45-50.

[22] 朱力,龙永红. 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1):

48-54.

[23] 袁方成,汪婷婷.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社区治理[J]. 探索,2017(1):134-139.

[24] 李敢.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转型升级思考[J]. 当代经济科学,2013(1):21-27.

[25] 谭林,赵蜀蓉,陈岚. 空间治理赋能乡村转型的内在机理及路径选择[J]. 地理研究,2024(6):1572-1590.

[26] 张铮,林智. 科学理解“内生性”:中国内生性现代化道路研究的概念清源[ J]. 社会科学战线,2023( 8):233

-240.

[27] 刘彦随,周扬,李玉恒. 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J]. 地理学报,2019(12):2511-2528.

[28] 王成,李颢颖.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2017(8):913-923.

[29] 魏艺. “韧性”视角下乡村社区生活空间适应性建构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9(11):50-57.

[30] 汪锦军,张振威.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 D 镇“信用+社会治

理”创新的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23(4):40-48.

[31] 刘彦随,杨忍,林元城.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J]. 地理学报,2022(12):2937-2953.

[32] 王素霞,丁鑫.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实问题与建议[J]. 环境保护,2022(8):47-50.

[33] 王阳,吴蓉.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J]. 学习与实践,2023

(6):101-110.

[34] 曲格平. 关注生态安全之一: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热门话题[J]. 环境保护,2002(5):3-5.

[35] 王芳,毛渲. 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的风险审视与重建路径[J]. 青海社会科学,2022(4):129-136.

[36] 李慧涛,韩劲,陆刚,等. 太行山区产业生态化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基于产业生态化实现过程的分析[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10):68-77.

[37] 张波,白丽媛. “两山理论”的实践路径———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研究[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21(1):11-19.

[38] 李周,温铁军,魏后凯,等.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专家深度解读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J]. 中国农

村经济,2021(4):2-20.

[39] 王玉虎,张娟.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县域城镇化发展再认识[J]. 城市发展研究,2018(5):1-6.

[40] 王阳,陈勇. 空间整合与乡村振兴:新时代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实践逻辑[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42-52.

·121·



　 2024 年第 4 期 公共治理

Endogenous
 

Spatial
 

Restorati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ounty-leve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ity
 

P
 

in
 

Zhejiang
 

Province

MAO
 

Xuan,
 

WANG
 

Yang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Space
 

is
 

the
 

physical
 

container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
 

should
 

also
 

become
 

an
 

im-
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
ty-leve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limitation
 

of
 

incremental
 

resources
 

of
 

ecological
 

space,
 

the
 

en-
dogenous

 

restoration
 

of
 

county-level
 

space
 

is
 

realized
 

by
 

activel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gov-
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nd
 

taking
 

measures
 

such
 

as
 

industrial
 

“freeing
 

cages
 

for
 

birds”
 

and
 

com-
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so
 

as
 

to
 

form
 

a
 

county-leve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
per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unique
 

natural
 

and
 

social
 

endowment
 

of
 

the
 

county,
 

and
 

driven
 

by
 

the
 

innovative
 

utilization
 

and
 

circular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the
 

process
 

has
 

formed
 

an
 

“endogenous
 

space
 

restoration”
 

process
 

with
 

holistic,
 

internal
 

and
 

spontaneous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volv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ecological
 

spaces
 

of
 

“production-life-ecology-culture”.
 

Through
 

county-leve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spatial
 

integra-
tion,

 

spatial
 

renewal,
 

and
 

spatial
 

value-added,
 

city
 

P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promoted
 

the
 

reset
 

and
 

re-
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industrial
 

space,
 

urban
 

and
 

rural
 

living
 

space,
 

ecological
 

landscape
 

space,
 

and
 

ec-
ological

 

and
 

cultural
 

space,
 

demonstrating
 

the
 

vivid
 

practice
 

of
 

“endogenous
 

space
 

restoration”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county-leve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ractice,
 

based
 

o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count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ecological
 

capital,
 

natural
 

cap-
ital

 

and
 

ecological
 

culture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whole
 

field,
 

contains
 

the
 

multi-dimensional
 

synergy
 

of
 

policy
 

localization,
 

urban-rural
 

symbiosis,
 

industrial
 

ecology,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value
 

inter-
nalization,

 

which
 

not
 

only
 

revitalizes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
 

county,
 

but
 

also
 

retains
 

the
 

natural
 

eco-
logical

 

features
 

of
 

the
 

county,
 

and
 

realizes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industrial
 

efficiency,
 

livability
 

of
 

residents
 

and
 

ecological
 

value-added.
 

The
 

logic
 

of
 

“endogenous
 

space
 

resto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responds
 

to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pace,
 

and
 

through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integration
 

of
 

county
 

resources,
 

through
 

the
 

internal
 

renewal,
 

remodeling
 

and
 

regeneration
 

of
 

space,
 

a
 

new
 

pattern
 

of
 

multi-effect
 

integration
 

is
 

created
 

to
 

deal
 

with
 

eco-
logical

 

challenges,
 

maintain
 

spatial
 

balance,
 

create
 

spatial
 

value,
 

and
 

retain
 

local
 

characteristics,
 

reflec-
ting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practical
 

solu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urpose
 

of
 

the
 

justice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pace.
Key

 

words:county,urban-rural
 

integration,endogenous
 

space
 

restor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
struction

责任编辑:金华宝

·221·



　 2024 年第 4 期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引用格式:孔德臣,侯勇.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治理:契机、风险与应对———从 ChatGPT 到 Sora[ J] .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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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治理:契机、风险与应对
———从 ChatGPT 到 Sora

孔德臣,侯　 勇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ChatGPT、Sora 等代表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

引发一场新的革命。 这一新技术在意识形态治理领域的应用逐渐显现出巨大的潜力与价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

用将给意识形态治理提供新契机,其内容生成有利于破除信息垄断,加大意识形态治理的深度与力度;其传播方式有

助于打破信息茧房,增加意识形态治理的效度和温度;其获取途径有益于消弭信息鸿沟,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广度与

精度。 不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特性及其现实应用也存在各种潜在风险,算法偏见会增大意识形态监管难

度,隐私泄露会威胁意识形态安全,舆论操控会降低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数字鸿沟会限制大众的意识形态话语表

达,利益驱动会诱发意识形态治理失衡。 因此,为了有效应对其风险挑战,需要优化算法设计,引领智能技术向好向

善发展;强化数据防护,协同技术与法律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加强舆论引导,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释放数字红

利,提升民众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力;规制资本逻辑,发展以人为本的智能技术推进意识形态治理。 唯有如此,我们才

能更好地引领新型智能技术健康发展,从而助力科技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Sora;意识形态;数字治理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123-16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数据量的急剧增长,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卓

越的内容生成能力和广泛的应用前景,正逐步成为影响社会各方面的重要力量。 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如 ChatGPT 和 Sora 等具有拟人的语言理解力,它们在内容生成、图形绘制与视频创作等

方面展现出惊人的能力。 不过法兰克福学派曾批判性地指出,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其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正符合这种批判,使得我们必须重视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意识形态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治理,不仅需要考虑智能技术本身存在的风

险,如算法设计的局限性、数据收集的片面性、人机交互的去中心机制等,也要考虑智能技术的

现实应用带来的潜在风险,即新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时可能引发的意识形态渗透或操纵问题。
面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我们需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新型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积极探索

有效的应对策略。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意识形态治理中的巨大潜力,它的信

息获取便捷性、传播方式个性化、数据分析高效性和舆情监测即时性等诸多特性可以为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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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作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意识形态治理的现代化和智能化。 因此,在建设科技强国和网络强

国的背景下,努力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意识形态治理的有效融合路径,充分发挥其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积极作用,能够为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进步贡献力量。

一、文献评述与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1]21。 近年来,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性得到较多关注。 ChatGPT 和 Sora 作为最新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用户的指令输出相应的内容,在处理和传播信息时具有一定

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以生成高质量的

文本和图片;后者则更关注视频生成领域,通过深度模拟物理世界,实现对视频内容的精准生

成。 相较之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以 ChatGPT 和 Sora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快速生成

定制内容的能力,使其能够对意识形态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学界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展开

了不少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风险样态、意识形态风险诱因、意识形态风

险防范策略等方面。
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 从技术自身特性视角来看,ChatGPT 等是一种基于

算法、模型、服务生成文本、声音、图片、视频等内容的新型智能技术,具有资本场域的数据垄断、
文化领域的软性渗透、主体空间的观念形塑等意识形态属性[2] 。 从技术统摄于资本逻辑的视角

来看,技术虽然不承载直接的意识,但其资本主义应用则会导致技术异化,而当科技与资本及其

权力共谋渗透到各个领域时,就会因发挥隐性的意识形态潜质而具有意识形态属性[3] 。 从技术

渗透话语逻辑的视角来看,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生成话语文本,产生话语逻辑

和话语主题,能够作用于人的主体价值,因而具有意识形态属性[4] 。
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样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输出文本、图片和视频,

被视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规训技术装置。 从理论形态来看,它存在意识形态渗透风险、主流思

想传导弱化风险、操纵网络舆论风险和意识形态排斥风险[3] ;从实际应用过程来看,它会产生交

互信息变异化、互动语境拟像化和传播权力流散化等多重风险样态[5] 。
三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诱因。 学界基本都认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

既源于技术本身,又与其资本主义应用密切相连。 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意识形态风险是在政治、技术、资本、文化、治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引发的;从比较具体的角

度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诱因主要在于新技术与权力相互渗透、设计者的西方

价值观念、资本的技术操控追求资本增殖等方面[6] 。
四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策略。 从技术发展角度来看,需要通过提高自身

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确立智能技术的行业标准,多元协同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水

平,以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7] 。 从制度规范角度来看,需要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意识

形态风险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以制度威力打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阵地[8] 。 从主流价值引领角

度来看,需要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智能应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5] 。
总的来看,学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且需要对其进行风险防范已达成共

识。 但学者们对这种意识形态具有何种风险样态看法不一,对其风险诱因的研判则既有共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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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此外学者们基于自身研究就如何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也给出了不

同的建议,但对技术之于意识形态治理契机的讨论相对较少。 基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以

下问题:一是新型技术及其应用在带来意识形态风险的同时,是否可以为意识形态的治理提供

新的契机;二是面对新契机,其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可能会怎样呈现;三是基于潜在的风险,如
何针对性地加以应对和防范进而更好利用技术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 鉴于此,本文尝试阐

释以 ChatGPT 和 Sora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带给意识形态治理的新契机,分析其潜在的风

险,探索依托契机、消解风险的路径,以此助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

二、“智”蕴新“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意识形态治理的新契机

“我们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 [9]72 生成式人工智能蕴含先进的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能自动生成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内容,其中文字是语言的基本形式,图片和视频则是视

觉语言的表现形式,这些都将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有力工具。 可以说,新型智能技术的出现给

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契机。
(一)破除“信息垄断”,加大意识形态治理的深度与力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垄断成为制约社会进步和意识形态治理的瓶颈之一。 然而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破除信息垄断从而加大意识形态治理的

深度与力度提供了新的可能。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数据来源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有助于打破少数人对知

识与信息的垄断,让人们能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来源获取信息,从而深度理解和思考与意识形

态相关的议题,拓展意识形态治理的深度。 信息垄断指某个社会群体或者个体通过各种手段、
渠道获得和控制信息的传播过程,从而限制其他群体或个体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这不仅使

得“信息资本”可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也会导致信息的局限性、片面性和误导性,进而影响政府

或其他组织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引导的能力和效果。 ChatGPT 和 Sora 等智能模型基于大量的

文本和视频数据进行训练,它们的数据集不仅包括网络爬虫抓取的互联网公开网页、数据的信

息,如书籍、文章、网站、论坛和博客等;也包括各种知识库和语料库,如新闻报道、百科全书、电
影剧本等;还涵盖不同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如金融、法律、医学等。 这种多元化的数据来源让模

型能够学习丰富的语言模式和知识,使其能以文字、图片和视频等不同的形式解析来自不同领

域的问题,并生成相对全面和富有创意的内容。 由此可见,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内容生成数据来源具有广泛性的特点,有利于促进信息公平传播并减少信息垄断现象。 它们

生成的创新性内容能以较为灵活有趣的方式呈现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增加人们对主流意识形

态的深入理解,从而提高传播效果,加大意识形态治理的深度。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过程具有交互性,能根据用户的输入和需要生成相

对专业的意见和内容,为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提供更为系统科学的思考和引导,从而提

高意识形态引导的效果,增强其治理力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交互性使其可以不断优化改进生

成的内容,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甚至 ChatGPT 和 Sora 式的人工智能可以与人类用户进行快

速的实时交流,并根据用户的反馈和数据分析生成新的信息。 意识形态治理借助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普通民众接受更多样化的信息,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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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思维广度,增加人们的自我反思能力和是非判断能力,增强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感。
尤其是 Sora 式的智能模型可以根据文本描述生成短视频,有助于人们“积极探索复杂概念,将抽

象思想可视化,并操控虚拟环境,从而培养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静

态信息” [10] 。
总的来说,在实际应用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归纳能力使其可以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数据

进行深入分析处理,以此发现其中的关联性和规律性;智能技术在对文本、图片和视频处理过程

中的拟人化方式使其更易于理解。 这些技术能为用户提供合适的回答,促进人们接触更为全面

的信息,尽可能免于片面信息的侵害,从而加大意识形态治理的深度与力度。
(二)打破“信息茧房”,增加意识形态治理的效度和温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信息的方式兼具普遍性和个体性。 这种普遍性与个体性相结合的特

性使其在意识形态治理中具有双重作用,不仅可以解决传统意识形态工作强调普遍化观念的整

体性传播而容易忽视个体差异性的问题,也可以破解之前人工智能传播信息使得人受制于算法

推荐而坠入“信息茧房”“信息孤岛”的困境,从而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温度和效度。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弥补传统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更为关注普遍化观念输出而忽

视受众个性化需求的遗憾。 黑格尔认为,“在伦理世界里语言表示着规律和命令,在现实世界里

它只表现为建议” [11]62。 黑格尔的语言观提示出,只有当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伦理要求)被

具有个体性的意识接受时,它才能更好地融入个体的自我意识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将在

意识形态传播中兼顾个体性意识的接受性与理解性。 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其能够

根据用户的兴趣和需求,提供具有高度个性化的信息内容。 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传播不再是单

向、机械地推送普遍化的观念,而是能够通过对人们网络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搜索、提问、点赞、
收藏、评论等)的综合分析,更加精准地把握不同受众的独特兴趣和需求,将具有普遍化的意识

形态观念融入具有个性化特点的呈现形态中,提供更契合人们个性特质的“懂你”信息。 这种个

性化的传播方式使得受众在自然接触与自己相关的或感兴趣的内容时,不自觉接受普遍化的主

流意识形态引领,且更容易对其产生共鸣和关注。 比如在面对一些重大或复杂网络舆情时,我
们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优势,既提供针对相关事件比较全面的解读和报道,也可以通过

算法推荐机制将相关舆情以更具个性化的呈现形式传播给人们,最大限度减轻受众的逆反和排

斥心理,从而提高意识形态治理的效度。
这种普遍化和个体性相结合的智能优势,有助于打破之前人工智能技术导致的“信息茧房”

问题。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从多种渠道和角度获取数据信息,在其强大的算

力支撑下,可以生成较为全面、综合的内容。 这意味着人们在获取个性化信息的同时,也能接触

到其他不同的观点与看法,进而消减“信息茧房”影响,激发人们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推
动他们破除思维定式、拓宽认知视野,免受同质化、片面化信息的侵扰。 “意识形态治理必须借

助相应的传播渠道来呈现。” [12]文字、图片和视频等作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对意识形态的

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文字、图片和视频的输出工具,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吸

纳了全面、多样的信息,可以有效打破“信息茧房” 对人们的束缚,更好地推动主流意识形态

传播。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机器深度学习技术,使得呈现意识形态信息的方式更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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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感性化和立体化,优化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偏向宏观、理性和结构化的叙事方式,增加了

意识形态治理的温度。 在新传播方式的作用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更深入地触及人们的情感

与认知,促进更加生动自然的信息交流和理解。 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大大拉近了主流意识形态与

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意识形态

传播带来的新型叙事信息呈现方式,使得意识形态不再仅是抽象的观念或结构化的知识,而是

更多地与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形成密切联系。 这种叙事方式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提高意识形态对普通大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可以想象,当意识形态信息以“散落”的形式融入

日常生活中时,这必将使得意识形态治理更温和,也更贴近人心。 这种方式增强了意识形态与

人们生活的融合度与契合度,从而能够不断提高其治理温度。
总而言之,就意识形态治理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挥的普遍性作用在于,当它作为普通民

众的“上手工具”时,人们可以利用它获取更为全面的信息,避免被片面观点所误导。 生成式人

工智能发挥的个体性作用在于,当它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治理工具”时,国家或政府可以依

靠新型智能技术提供给人们嵌有主流价值观的较为个性化的内容。 如果我们在进行意识形态

治理时,能够合理灵活地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些特点,将有助于人们打破“信息茧房”,提升

意识形态治理的效度和温度。
(三)消弭“信息鸿沟”,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广度与精度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和相当部分的人群被网络技术体系所抛弃,“不同人群、国家和地区

接触到技术力量的不同时间,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来源” [13]38。 这意味着“信息鸿

沟”不仅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影响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会导致一些群体在信息和知

识获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使他们无法充分了解和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的传播和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信息获取途径方面具有便捷性与精确性,有助于消弭“信息

鸿沟”,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广度与精度。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使人们获取信息更为便捷,使主流意识形态较快地覆盖更广

泛的人群,提高信息传播效率,扩展意识形态治理的广度。 ChatGPT 和 Sora 等智能模型能够实

时响应、处理用户输入的信息,生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本、图像或视频。 这种智能技术的

即时性可以为意识形态工作者提供极大的便利,省去繁琐的信息搜集和整理过程。 此外,新型

的人工智能操作简便,只要输入相应内容就可以获取相应的结果,降低了工作人员上手的难度

系数,提升了其在意识形态治理中的易用性与普及性。 而智能模型出色的语言处理和翻译技

巧,可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误解与偏见,缩小不

同国家和群体间的认知鸿沟,促使更多人理解和倾听“中国声音”,拓展其影响范围。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使其具有精准发现潜在意识形态风

险的可能,继而提高意识形态治理的精度。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经过了大

量的数据训练和优化,具有一定的“类人理解力”,可以相对准确地理解用户意图和需求,生成符

合特定语境和场景的内容。 通过处理庞大的数据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具备科学研判意识

形态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为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提供有力的分析研判;它的实时监测能力使

其可以迅速捕捉和跟踪网络中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信息和动态,绘制出整个意识形态状况的精

准“图景” [14] ,有效发现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和问题,让我们能及时了解“各类社会思潮和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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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有效缩短网络谣言与澄清真相的‘时间差’” [15]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预警和应对,提高意

识形态治理的精度。

三、“智”中藏“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治理的潜在风险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

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 [16]307。 这意味着技术作为科学的对象

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在感性活动中必然具有两面性。 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意识形

态的治理带来了新契机,但其技术本身的特性及其现实应用也会造成很多新的风险与挑战。
(一)“算法偏见”增大意识形态监管难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看似具有客观性,可这些内容在根本上是由算法选择和用于模

型训练的庞大数据库决定的。 而“算法偏见”的存在可能会导致信息的产生存在不公、歧视甚至

偏离客观事实的现象,使错误观念利用智能技术进行隐性渗透,从而增大我们对意识形态监管

的难度。 毋庸置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治理,首先需要重视智能技术本身内置的算法

偏见对信息传播与处理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算法偏见可能会通过错误思潮和价值观念耦合技术进行隐性渗透,消解主流意识

形态的权威性。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内容时,如果它的训练数据存在偏见,会
让错误的观念、极端的意识形态或有害的信息在网络环境中悄无声息地传播,影响公众的价值

观念和社会认同。 因为训练数据或创建者和用户持有的价值观会影响智能模型生成的内容,而
新型人工智能领域“同质化程度高,主要由白人男性主导,他们负责创建训练模型和选择训练这

些模型的数据” [17] 。 因此,斯科特·蒂姆克指出:“目前开发的计算机算法技术都受到了意识形

态的操控。” [18]引言viChatGPT 和 Sora 都是美国 OpenAI 公司的产品,它们训练的语料库主要是以

英文为主,人工标记的环节由带有西方价值观念的工作人员完成,其中渗透了西方的意识形态

是可以想象的。 有学者对 ChatGPT 的中文性能进行了测评,在测评的过程中发现,“ChatGPT 生

成内容中存在对中国的大量偏见言论,也不会对涉及中国的政治言论进行回避,这说明训练数

据的构建过程未对这部分言论进行筛查” [19] 。 由此可见,西方错误价值观或社会思潮耦合智能

技术对其他国家和群体进行隐蔽渗透是必然的。 华盛顿州西雅图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一名

人工智能研究员瓦伦丁·霍夫曼也指出,包括 ChatGPT 在内的大型语言模型“存在隐蔽的种族

主义,即使它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主义,比如对特定种族的人提出负面刻板印象” [20] 。 此

外算法偏见还会导致特定群体或观点受到歧视或压制,削弱这部分群体的声音和诉求。
另一方面,算法偏见可能会增大意识形态监管的难度。 算法偏见生成的有害内容隐匿于海

量信息中,如要对其进行鉴别,需要监管部门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可能会使得人工监管意识

形态变得力不从心。 “算法逻辑中缺乏事实核查能力,很容易产生虚假信息,而这种风险又会在

社交媒体中不断放大。” [21]37 算法偏见容易导致公众对意识形态监管工作的信任度下降,进而导

致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受到抵制或质疑,增大监管难度;也容易被有害势力利用来规避监管,进一

步加大意识形态治理难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与应用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用来提高监管效

率和准确性,但若在实际应用中无法妥善解决算法偏见的问题,将会使意识形态治理陷入无尽

的麻烦,这不仅会浪费大量资源,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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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私泄露”威胁意识形态安全

在数字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演变为“数据就是权力”。 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
社会组织,只要掌握了大量的数据等智能技术,其权力就会得到强化” [22] 。 因而从有条件的“数

据收集”到无原则的“数据垄断”是感性权力增长的必然趋势。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发展

和应用也要涵盖大量的(隐私)数据,这使得用户隐私保护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重挑战。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依赖大量的数据支持,而这些数据在输入的过程中可能

存在侵犯用户隐私的风险。 如用于训练的数据来源是否合法合规等,如果在训练过程中违规收

集了用户信息,或以不合法的信息进行训练就会侵犯用户隐私。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机构曾

控诉 ChatGPT-4 输出结果与其未经授权作品之间存在大量重复。 这意味着,如果 ChatGPT 在训

练阶段收集了有违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就可能会输出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可能会包含涉及用户隐私的数据。 新型智能输出的内容

并不总是遵循客观事实,有时候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这种智

能输出的“无意识”不仅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也容易传播错误的观念。 新型人工智能在与用户

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可能涉及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兴趣爱好等隐私,使用户面临成为“透明人”
的风险。 有研究认为,不法分子可能会通过攻击大模型获取其训练中的隐私数据[23] ,例如,三星

电子公司曾发生多起疑似 ChatGPT 使用导致的芯片机密泄密事件。 如果用户在与人工智能交

互中提供了涉及国家安全的隐私数据便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剑桥分析丑闻”就是前车之鉴。 另

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新的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在数字空间中也不断塑造和强化“多元

化数字思潮”,如“数字历史虚无主义”和“数字自由主义”等,这些思潮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会

不断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存在被恶意利用的风险。 在信息的经济价值驱动下,恶

意使用者会利用这些新型智能技术制造虚假信息、进行网络钓鱼攻击,威胁到用户的隐私安全。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深度伪造”功能,这易于被用来误导、欺骗甚至损毁他人的名誉,AI
换脸导致的隐私侵犯已引发诸多社会争议和网络舆情。 面临如此“痛点”,数据使用的边界和范

围却尚未完全明确,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包括恶意“生成出蓄意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等反动数字信息内容” [24] ,以“人造真相”误导和混淆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威胁我国意识

形态的安全。
(三)“舆论操控”降低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带来了高效的信息传播手段,也给舆论操控提供了便利条件。 颇为悖谬

的是,正是由于它能够生成大量令人信服的文本、图像和视频,反倒使其成为传播虚假信息的有

力工具。 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文图和视频生成与分析能力,可以根据人们的要求快速地

生成不同的内容,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各种特殊需求。 但这种能力也可能会被滥用于制造无端谣

言、虚假图片或非法视频,从而误导舆论走向并造成舆论操控。 如果舆论被操控就会导致人们

误解事实真相,这无疑会降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影响力并滋生不良舆论导向。
舆论操控会导致人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产生偏差,扭曲民意的真实表达,影响政策的

制定和既定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进行舆论操控,就
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混乱。 ChatGPT 和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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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定制特点也可能会被操控者利用来进行精准定向宣传,即根据目

标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制定针对性的有害内容传播策略。 这种策略将导致某些错误观点或意识

形态在特定受众群体中迅速传播,加剧社会观点的“群体极化”,从而“对价值共识凝聚工作提出

了严峻挑战” [25] 。
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的特性会不自觉或无意识地导致错误舆论或社会思潮的传播。

由于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不断自我学习及与人连续交互的特性,使得其能够在与人

们进行信息交流中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使得人们获取的信息由于自身的参

与而更具认可度,容易诱发多元价值的泛滥,“这会改变传统意识形态传播中的执政党和国家机

关中心地位,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转移到类 ChatGPT 式的新型人工智能中” [26] ,使其成为话语

权的中心。 毋庸讳言,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去中心化机制”会消减网络空间主流意识

形态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缺乏现实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监控的环境下,舆论操控和错误社会

思潮将会大行其道。 这不仅容易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还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四)“数字鸿沟”限制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数字鸿沟会限

制一些民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表达。 尽管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使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和使用信息,但这不仅取决于一定程度的技术和设备支持,还取决

于数字使用者的数字化素养与能力,因为“数字技术赋能作用的发挥效果关键在于主体的数字

素养与技能” [27] 。
对于那些没有接触过互联网或缺乏基本数字素养和技能的“数字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很难

接触乃至利用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取有效消息或表达自己的合理性诉求,或即

便能够接触却可能无法意识到可以通过新型数字技术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或即使能够意识到

却缺乏足够的数字素养支持他们通过新技术达到自己期待的结果。 总之,“数字弱势群体”试图

依靠新技术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和表达合理诉求的期待大概率会落空。 数字鸿沟的存在,让数

字技术的进步反而成为遏制“数字弱势群体”公平获取和传达信息的权利,使其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话语表达受到限制。
由此可见,数字鸿沟会影响拥有不同数字素养的数字居民的话语表达。 由于技术发展和资

源分配的不平衡性,新型人工智能技术通常更有利于善于使用智能技术的“数字精英”,而“数字

弱势群体”在表达自身诉求时则容易面临重重障碍,导致他们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

“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平台和网络上的参与度相对较低,意识形态话题的讨论和传播存在被限

定在特定群体或阶层范围内的倾向,可能会导致社会舆论生态失衡和意识形态凝聚共识能力降

低。 如果数字鸿沟长期限制数字素养较低群体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表达,就可能会限制真实

民意的有效反馈,容易增加社会的不满情绪。 质言之,这种不满情绪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

累,对社会的长期稳定和久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利益驱动”诱发意识形态治理失衡

马克思认为,资本条件下的机器与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不再仅源于个人的兴趣,而是为了“减

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

间” [28]363。 这表明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必然服役于资本增殖与追求剩余价值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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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这是现代机器与技术发明的本质规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也用“集置”一词来表

示现代技术的本质。 因为集置会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 [29]145。
就像创造 ChatGPT 和 Sora 的 OpenAI 公司最初也是打着“造福人类”的公益名义来从事研究的,
可如今也不得不商业化,沦为资本的“订造物”。 一旦科学技术的发明、机器的生产与资本内在

地勾连起来,就势必会引发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资本的逐利性首先会决定 ChatGPT 与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如何获取高额利

润,这些技术拥有者会优先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传播具有商业价值的内容,而非全面公正

地传播主流价值观。 另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需要依靠大量数据“投喂”,而它们“食用”的很

多数据来自普通“数字产消者”的数字劳动,包括但不限于对 ChatGPT 的“嘲讽式提问”和对 Sora
的“非难性要求”等。 可是这些数据被少数数字平台无偿垄断占有,进而依靠这些垄断生产资料

在数字消费领域形成垄断价格。
数字平台受新型智能技术加持,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容易导致平台在内容审核和舆论引导

方面的失衡。 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和收益,会聚焦于热点话题、轻佻内容或极端观点,刻意制造与

传播博人眼球的“信息鸦片”去套牢用户的感性心理。 资本逻辑驱动下的舆论环境将严重削弱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主流意识形态有陷入“失语”的风险,进一步导致社会价值

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混乱,诱发意识形态治理失衡。

四、以“智”促“治”: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治理的应对策略

马克思指出要“学会把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 [30]493。 这意味着,生成式人工

智能如果被资本逻辑所统摄,必将会引发很多的风险与隐患。 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智能技术发展,保证技术为民所用,实
现以智能技术促进意识形态治理的现代化。

(一)优化算法设计,引领智能技术向好向善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主要受制于算法设计,要确保主流价值观引领新型智能技术向

好向善发展,优化算法设计至关重要。 为此,我们可以从确保“数据正义”、提高算法透明度、加
强伦理道德指导等方面来对算法设计进行优化。

首先,以“数据正义”引领“算法正义”,减少“算法偏见”。 数据正义是实现算法正义的前

提。 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很大部分取决于训练的数据库,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智能技术的训练数据库建设,并不断建设和完善以汉语为主要语料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大模型,避免我们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国家“卡脖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1] 由于智能模型遵循“机器学习+人工标记”
的技术模式,所以在数据收集和整理“机器学习”阶段,我们就要在供给侧提供优质内容,在人工

标记环节确保这些来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以筛选高质量的数据作基础,为算法

提供一个健康的学习环境,让新型人工智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智慧厨房” [32] 。 除

了优化模型的训练数据集外,我们还要努力“建立一个人类反馈循环,让用户提供反馈,帮助模

型从错误中学习并随时间不断改进” [17] 。
其次,提高算法透明度,打破“算法黑箱”,曝光“算法偏见”。 我们要推进以算法透明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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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引导这些智能公司能够主动公开算法并披露算法说明,使其采用可

解释性和透明度更强的方法优化算法设计,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工作原理

和输出结果。 通过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可溯源性和可追责性,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易于监管,
这有助于我们迅速发现潜在的问题,以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 技术专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社
会科学家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有必要参与算法的设计和优化过程,共同探讨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新技术发展中的现实路径,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新阵地。
再次,引入道德和伦理指导原则,确保新型智能技术向好向善发展。 “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准

则” [33]和“算法从业人员以及
 

AI
 

行业的伦理规范” [34] ,可以规范和指导算法设计者在开发过程

中充分考虑社会责任。 这些原则应涵盖数据使用、隐私保护、公平性和包容性等方面,确保算法

设计在遵循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不会对用户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我们还要“加强意识形

态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35] ,注重对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打造一支具有

高素养的新型智能技术人才队伍。 毕竟,解决人工智能中存在的问题,“人的因素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为我们需要为算法性能设置正确的参数,进行定期抽查,为算法提供大量的数据集,
并从不同角度审查算法的工作原理,让它们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与我们为敌,或与部分人为

敌” [17] 。
(二)强化数据防护,协同技术与法律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为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和意识形态稳定,必须强化数

据防护,协同推进技术与法律的发展。 既要以技术手段“规训”技术,保护数据安全,又要以法律

法规保护用户隐私,防止用户隐私安全受到不法侵犯。
一方面,要从技术层面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安全防护,为智能机器装上“良芯”。 通

过采用加密技术、访问控制和数据脱敏等多种方式,确保用户数据在收集、传输和存储过程中得

到有效保护。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不断研究和开发更为先进的数据安全技术,以提升数据的防

护能力。 只有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研究,我们才能逐渐提高对恶意行为的识别和

防范能力,从而阻止对用户隐私安全的侵犯。 我们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型技术,
形成“技术管技术”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思维,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能把技术“装进笼子”里[36] 。
要建立完善用户隐私防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 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

处理全环节(数据收集—筛选—生成—交互—反馈)提供合规指导,以保护用户隐私权益。 引导

鼓励企业和相关机构严格遵循法律法规,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用户数据的泄露和未经授权的访

问。 此外,要健全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法律制度,确保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通过

技术手段,提高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监控和干预能力,形成向善智能技术促进意识形态善

治的良好局面。
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智能技术的研发方向、应用范

围、责任主体等,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避免法律的空白和不确定性。 在法律制度的

规定和制约下,我们方能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伦理和公序良

俗,防止技术滥用和侵犯他人权益。 一旦新型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超越法律法规的边界,必
须通过法律手段依法严厉制裁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故意制造算法偏见和虚假信息的行为,提
高违法成本以震慑潜在犯罪分子。 通过法律法规保障智能技术的合法合规应用,以此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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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和谐发展,确保意识形态的安全稳定。
(三)加强舆论引导,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效传播信息的同时,也给舆论操控提供可能性。 对此,我们需要利用

智能技术识别错误舆论,积极引导舆论走向;加强对智能技术本身的安全监管,打击舆论操控行

为;创造健康的舆论生态环境,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中心,从而提高舆论的引导能力,维护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第一,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舆论监测,建立智能化舆论监测系统,及时发现与主流

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错误舆论,有序引导舆论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不断“探索将人

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受、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

引导能力” [31] 。 新型的人工智能不仅具备快速识别海量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的能力,而且具有

一定的“仿人智能”,甚至可以识别尚未发酵的“浅舆情”和需要深度分析的“潜舆情”。 我们应

充分利用这一能力,在庞大的网络世界中精准识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 在智能系

统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舆情、跟踪舆论与引导舆论,通过智能技术实时捕捉负面舆

情,紧跟热点事件的发展动态,为预测事件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技术

“主动设置新闻舆论议题,同步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

系” [37] 。 政府和主流媒体要顺势积极介入,发布权威信息,告知公众事实与真相,批驳不良或错

误舆论信息,消除人们不必要的误解与疑虑,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 这有助于强化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传播,确保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建立健全针对违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审查制度,打击以舆论操控来削弱我

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行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
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38]86 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违规使用的审查,坚决惩治利用新型智能技术制造错误舆论的组织与个人,确
保网络空间的秩序与安全。 加大对虚假信息、谣言和有害信息的打击力度,剔除和屏蔽西方错

误社会思潮,防止其在社交平台和媒体传播引发不当舆论。 同时,我们还要严厉打击利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和传播虚假文本、图片和视频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清扫“法外之

地”与“舆论飞地”,坚决维护网络空间的公平和正义。 通过新技术、新手段积极传播积极的价值

理念和道德观念,向国际社会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感染力。
第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与丰富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与方式,创造优质健康的舆论

生态,“秉持‘中心再造’理念打造主流意识形态新的影响力中心” [39] 。 我们需要警惕人们在与

生成式人工智能交互中形成的“去中心化机制”,避免智能技术取代党和政府成为意识形态话语

权的中心。 为此,政府和主流媒体需要与时俱进,努力跟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潮流,积极利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以更符合公众个性的方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或政策解读,让人们了解

与其切身利益相关问题的真实情况,避免被不当舆论带偏,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提高网

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创新工作的方式与方法,不断给公众普

及辨别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方法与技巧,通过媒体和网络平台提高公众鉴别错误舆论的意识与科

学使用智能技术的素养。

·331·



　 2024 年第 4 期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四)释放数字红利,提升民众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力

为了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扩大的“数字鸿沟”可能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我们需要

释放“数字红利”,以激发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感,提升其话语表达力。 对此,我们可以从提升数

字基础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教育、鼓励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等方面着手,以期共同构建一个更加

公平、包容的数字社会。
一是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消除“数字接入鸿沟”。 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其数字

化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政府可

以和企业共同合作,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充分结合。 双方共同发力,不断加大对数字基

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尤其是,要加快“推进落实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研发和推广适合农民特征的低成本智能终端” [40] 。 对此,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
推动资源配置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并在建设过程中始终注意强化监管以保障质量与安

全。 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手段不断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性能

和效率。 我们要不断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构建、管理和分享数字基

础设施,以形成一个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国际数字技术合作,
打破西方“数字霸权”,建设“新型数字桥梁”。 加强与其他国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推动全球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西方国家在数字领域的霸权,建设以“数

字丝绸之路”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数字桥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红利释放。 通过各方综合

发力,确保不同地区和阶层的人们都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互联网服务。 这些举措有利于消除地

域和经济差距带来的“数字接入鸿沟”,让更多人能够接触新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二是普及和推广针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教育,提升其数字素养水平,消减“数字使用鸿

沟”。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大对数字素养较低群体的数字技术教育和普及力度,提升他们对新

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认识,不断提高他们自觉与灵活使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能力,进而提升表

达自身合理性诉求的素养。 通过数字教育的普及和推广,增强人们的数字素养和科学素质,使
更多人能够理解并运用新型智能数字技术,增加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能力、意识和积极

性” [41] 。 针对不同年龄层和教育背景的人群,提供定制化的数字教育培训,降低“数字弱势群

体”进入数字领域的门槛,提高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 不消说,要发挥 Chat
 

GPT 和 Sora 等新型

人工智能的潜力,“必须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负责任的开发和部署,与任何强大的技术一样,必须

积极应对围绕偏见、错误信息和不平等访问的伦理风险。 对于最大化利益、最小化伤害,特别是

对于边缘化群体而言,将是不可或缺的” [10] 。
三是鼓励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消弭“数字效果鸿沟”。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不断提高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 通过

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努力进行各项技术创新,不断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使用的数字智能产品和服

务,能够让更多群体受益于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 在媒体和社交平台等互联网力量的支持

下,我们不仅要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获取满足自身需要信息的平台和渠道,还要加强对

“数字弱势群体”的网络关注度和话题引导力,让其学会有效利用新型智能技术表达自我、发展

自我与提升自我。 同时,我们还要推动更多资源和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的顶层设计,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 [42] ,尽全力解决数字鸿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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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 通过各种积极有为的方式,不断改善社会舆论的生态境况,提升意识

形态的治理效能。
(五)规制资本逻辑,发展以人为本的智能技术推进意识形态治理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具有“类人”的特性,但它们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对

象化体现,需要服务于价值理性。 这意味着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不能屈从于资本逻辑,而必须

对智能技术的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监管,引导其将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加强对数字平

台的内容审核与监督,引导智能产业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前进,确保新型智能技术的发展能造

福人类社会。
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市场主体发展模式,克服资本逻辑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裹挟。

通过加强市场监管,确保企业不能忽视技术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责任。 企业需要明确在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中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不能仅将技术作为纯粹追求利润的

工具并使大量劳动者沦为“无酬劳动”的“数字劳工”,引发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 “为了缓解自

动化对工人造成的不利影响,政策制定者和雇主应优先投资于培训和教育计划,使工人具备在

不断变化的经济中脱颖而出的技能。” [17] 这意味着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考虑新型智

能技术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确保智能技术的发展具有普惠性和包容性,使其能

够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技术带来的红利。
其次,强化数字平台的内容审核机制,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督和管理。 数字平台作为信息

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挥功效的重要载体,其内容审核机制对于维护意

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 因此,政府应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督和管理,引导其建立以人为本的价

值观导向,确保信息传播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同时,网络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对平台内容的监测,
及时遏制低俗、轻佻内容和极端观点的传播,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

再次,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引导产业发展朝着以人为本的道路前进。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环保等利国利民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与应用前景,我们需要

大力提倡并积极引导“耐心资本”投身其中,确保技术创新造福社会大众。 政府要通过政策引

导,让市场主体在研发和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始终关注人的需求和福祉,不断推进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治理向前发展。

五、结语

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为意识形态治

理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从它们的发展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在

内容生产、信息传播和获取途径上的巨大潜力,同时也要意识到新技术本身及其应用带来的风

险与挑战。 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内容生成能力使人们易于获得更为全面

的信息,人机交互的过程可以增强人们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减少错误信息和观念随意侵扰

的可能。 同时,它们对传播方式的革新也推动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更为

温情和感性的叙事方式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增强人们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更重要的是,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既能使意识形态信息快速覆盖更广的群体,也有助于我们精准研判潜

在的各种意识形态风险之可能,促进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治理。 然而带来便利的同时,生成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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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技术本身及其应用也存在算法偏见、隐私泄露、舆论操控、数字鸿沟和利益驱动等问题,
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意识形态治理的效果与安全。 因此,我们需要正视这些挑战,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来加以应对。
新型智能技术可能本身并无好坏,但新技术如何应用则取决于主体的需要和手段。 为了避

免新技术助力意识形态治理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推动新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不
断优化算法设计,确保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智能技术向好向善发展。 以技术创新和算法

优化规避技术缺陷,消除算法偏见,使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

利用技术和法律的双重手段去保护数据安全,为意识形态治理提供坚实的技术和法律保障。 为

了防止智能技术操控舆论,我们要加强舆论引导,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领力。 同时,利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播优势,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为了使更多的人可以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我们需要释放数字红利来消弭

数字鸿沟。 通过普及智能技术知识及其应用,让更多人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和福利。 与此同

时,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资本逻辑的有效规制,否则技术就会和资本勾连侵害人们的权益,发
展以人为本的智能技术推进意识形态治理势在必行。 这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

忽视社会效益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
需要看到,ChatGPT 和 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与迭代中,在它们的现

实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其可能的契机与潜在的风险将不会限于理论化的解释和理解。 因此,我
们需要根据智能技术的现实发展和实际应用不断优化理论阐释、调整应用策略并改进防范方

案。 无论如何,新型智能技术展现出来的能力无疑会对未来世界产生重要影响,需要我们切实

抓住机遇和勇于迎接挑战,及时把握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和走向,科学利用新技术助力意识形

态治理工作。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意识形态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不
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科技强国和网络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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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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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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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s
 

driving
 

continuous
 

advancem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with
 

the
 

evolution
 

of
 

representativ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s
 

such
 

as
 

ChatGPT
 

and
 

Sora
 

sparking
 

a
 

new
 

revolution.
 

This
 

emerging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potential
 

and
 

value
 

in
 

the
 

realm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s-
ents

 

a
 

fresh
 

opportunity
 

for
 

ideological
 

governance,
 

as
 

its
 

content
 

generation
 

facilitates
 

the
 

dismantling
 

of
 

in-
formation

 

monopolies
 

and
 

enhancing
 

the
 

depth
 

and
 

intensity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ts
 

dissemination
 

methods
 

aid
 

in
 

breaking
 

information
 

cocoons
 

to
 

augment
 

the
 

effectiveness
 

and
 

warmth
 

of
 

ideological
 

govern-
ance,

 

its
 

acquisition
 

pathways
 

contribute
 

to
 

bridging
 

information
 

divides
 

to
 

elevate
 

the
 

breadth
 

and
 

precision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lso
 

pose
 

various
 

potential
 

risks.
 

Algorithmic
 

biases
 

may
 

intensify
 

the
 

challenges
 

of
 

ideological
 

regulation,
 

privacy
 

breaches
 

may
 

pose
 

threats
 

to
 

ideological
 

security,
 

media
 

manipulation
 

may
 

diminish
 

the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ideologies,
 

digital
 

divides
 

may
 

reduce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ex-
press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and
 

profit
 

motivations
 

may
 

induce
 

imbalances
 

in
 

ideological
 

governance.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risk
 

challenges,
 

it
 

is
 

crucial
 

to
 

optimize
 

algorithm
 

designs
 

to
 

guide
 

intelligent
 

tech-
nologies

 

towards
 

positive
 

and
 

benign
 

development,to
 

strengthen
 

data
 

protection
 

efforts,
 

coordinate
 

technolo-
gy

 

and
 

legal
 

measures
 

to
 

ensure
 

ideological
 

security,to
 

enhance
 

media
 

guidance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mainstream
 

ideologies,to
 

unleash
 

the
 

digital
 

dividend
 

to
 

elevate
 

the
 

public’ s
 

ability
 

to
 

express
 

ideological
 

discourse,and
 

to
 

regulate
 

capital
 

logic
 

to
 

advance
 

human - centric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for
 

ideological
 

governance.
 

Only
 

through
 

these
 

efforts
 

can
 

we
 

better
 

lea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w
 

intelligent
 

tech-
nologie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chnologically
 

and
 

network-strong
 

nation.
Key

 

words: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GPT,
 

Sora,
 

ideology,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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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思政空间:基本内涵、运行机理与建设路径

高盛楠,代金平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空间问题对于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数字空间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

新场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整体性重塑与系统化再造,是数字思政展开的场域,也是支撑性元素。 数字思政空

间作为空间的一种特殊新形态,是人们在深刻洞察物理世界数理逻辑运算规律的基础上,采用数字化的符号生成技

术,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重塑与系统化再造的新空间,在硬件、情境、叙事、价值与评价等多个维度展现着新特质。

深刻理解数字空间,从硬件支撑、情境虚拟、叙事方式、价值表达、精准评价等方面分析其基本内涵,有助于我们揭示

数字思政活动场域内在构成要素的组合、运行和演进。 数字思政空间在运行过程中活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展开、优

化思想政治教育释理表达、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呈现,具有化静为动、化繁为简、化零为整等特征。 从内外两个维

度探寻数字思政空间的运行机理,发掘其外在维度的物理、文化和制度以及内在维度的主体、主体间交往和中介客体

等角度的空间特性,有利于彰显数字思政空间的层次性、立体性运行。 数字思政空间的实践路径是在数字硬件的基

础上,以情境为传播中介,以叙事为基本载体,以价值为主线,使用逻辑和符号表征,创构虚实结合的图景和模式。 未

来推进数字思政空间建设,需要升级数字硬件,夯实这一空间的生成根基;优化数字情境,广谱知识点位;讲好思政故

事,对接意义链条;深嵌主流价值,丰富精神意蕴;强化精准评价,提升功能效应。

关键词:数字思政;数字空间;思政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4-0138-14

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既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展开场域,又是社会实践的对象,“其本身也

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 [1]121,并随

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新形态。 数字空间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场域。 从本

质上讲,数字思政空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整体性重塑与系统化再造,在硬件、情境、故事、
价值与评价等多个维度展现出新特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智能化、内容多样化、方式自助化、
评价精准化的新呈现。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思想

政治教育也不例外。 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也催生了一个全

新的教育空间———数字思政空间。 这一空间的出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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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无限的可能。 然而对于数字思政空间这一新兴概念,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系

统的研究。 因此有必要通过文献回顾,对数字思政空间的内涵、特点、运行机制以及建构路径进

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数字思政空间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内涵研究。 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为起点,深入解析其空间

的基本内涵,揭示其空间特征,是科学理解并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关键基石。 学界普遍认

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涉及教育活动的场所、环境、资源等多个方面,
即“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是在一个明确的社会空间中,在遵循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条

理、有组织地安排协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各空间要素进而构成相对稳定的教育空间形态、空
间系统” [2] 。 从实践维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包括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和网络空

间等四种复杂多样的展开形态[3] 。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当然确证”,思想政治教育空

间“是物理存在空间、社会关系空间与思想观念空间综合而成的结构体,具有价值导向性、变化

发展性和形态多样性等多重特征” [4] 。 总体而言,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基本内涵研究已经达

成一定共识,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展现活动永远动态地向前发展着,数字化作为现代性最重

要的特征,也必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内涵和外延。
其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属性和功能研究。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网络空间具

备工具属性、空间属性和社会属性。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既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展开的

场所,也是这一活动的对象,是文本构筑的情境空间和社会交往实践空间的融合,是以技术为支

撑的物理空间、以共享为支撑的精神空间和以交往为支撑的社会空间的共在,具有结构性、叙事

性、仪式化和意义生产等多重功能[5] 。
其三,数字空间的内涵和特征研究。 “数字空间是人类活动在数字社会形塑的社会空间,是

基于数字技术全面融入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实践所生成的数字社会的空间性存在。” [6]

同时“数字空间既是多元价值观念交锋的关键场域,更是数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战场。 由此,
强化数字空间思想价值引导,既有现实紧要性,又有客观必要性” [7] 。 这些观点启发我们要思考

数字思政空间与数字空间之间的差别与联系。 数字思政空间的本质因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

而具有基本规定性,具有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
其四,数字技术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空间。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学者开始关注数字

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塑造作用。 有学者强调了数字技术对思政空间的塑造,提出数字技

术通过感知嵌入、虚拟构建、算法参与和技术精神融入,塑造了思政教育的物理、虚拟、关系和精

神空间,为教育实践带来智能化、沉浸式、平等精准和人文关怀的新模式。 也有学者进一步探讨

了校园数字平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指出通过构建数字融合空间,实现资源聚合与数据

流转,为新型教育互动提供中介化、精细化和链接式互动模式,提升思政教育的效能和温度[8] 。
从空间配置的角度探讨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空间在思政育人中具有

重要作用,即数字技术禀赋的数字化和连接性优势,深刻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的空间配

置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发展朝向生命的体验和人的解放敞开与延伸[9] 。
现有研究已经提及数字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或者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等概念,但基

本是一笔带过,没有深入地探讨这一重要范畴。 数字空间要么被理解为一种载体和背景,被视

为一种现代技术创设的固定容器,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学理性研究被放在边缘的位置;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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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随着空间认识论的深入而认识到网络空间或数字空间的关系性、政治性、精神性和生成性

等社会属性,但没有进一步研究数字思政空间的特殊性,没有把传统空间理论的创造性迁移以

及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而产生的空间动态变化有机结合起来,或者注重了技术对空间塑

造而忽视文化、政治、权力等因素的相互交织与交融。 随着人的数字化生存、社会的数字化发

展、教育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思政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学科样态逐渐成为共识,数字思政空

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社会实践空间,明晰其基本内涵、运行机理以及建构

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和实践指向性。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数字思政空间

的相关问题。 比如,数字思政空间与传统思政空间有何区别与联系? 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转

化的可能? 数字思政空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有何影响? 如何评估数字思政空间的教育效

果? 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要建立在明确的内涵界定基础上,因而,数字思政空间作为数字思政

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理应受到重视。

二、数字思政空间的基本内涵

数字化时代,教学空间理论将固定性建筑物、象征性物件和主体性使用者纳入空间要件[10] 。
教育流动空间理论则将网络时代教育空间要素划分为技术、区位和人力要素[11] 。 技术增强的学

习空间理论则将教育空间要素界定为陈设、物理环境与服务、信息技术等[12] 。 上述理论为人们

准确认识数字思政空间内部构件提供了积极参考,但又尚未触及数字思政空间要素的独特构

件、特征及其建构路径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养分的同时也留下生长空间。 数字化时代,技术的

发展为思政教育提供着全新的环境架构和活动场域。 数字空间就是一个由计算机硬件、数据库

和全世界用户互联所创生的一个全球性、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表征空间。 数字思政活动空间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空间,由物质、主体、情境、故事、价值和评价等组成其内在要件,
共同维系空间中的人机、人际和自我互动,彰显数字思政空间的本质特征,生发出数字思政的特

殊功能。
(一)数字思政空间的基本内容

数字思政空间以互联网为底层架构,在强算力的加持下,以大数据技术、智能算法构筑广泛

联结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交流信息场,数字思政空间与传统思政空间的显著差别在于其开放

性、去中心化、拓扑式结构对传统思政空间封闭性、集权式、等级式的解构和重组,为数字主体构

建了多化身、分身、具身等形式交往,为主体性的发挥和价值传递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物理空间,
也拓展了人的认知空间,让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丰富性、个性化得到更全面的空间承

载,实现人及其社会关系的鲜活展现。
其一,作为基础的数字化硬件。 数字思政空间作为一种数字化信息流动和文化交往空间,

是在硬件和软件等一系列数字技术基础支撑下构成的。 其中,以计算机等智能设备为核心的

“元硬件”是数字思政空间生成的根本前提,既支撑着数字思政空间可持续、高效、流畅运转,也
链接并维持着数字思政空间其他数字化设施设备和平台终端运行,是数字思政实践系统的中

枢。 可以说,数字技术基础包含以下三种类型:支撑性硬件,如超级计算机、通讯基站、高速互联

网络设施、物联网以及其他智能设备等硬件;中继性硬件,如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智能穿戴

设备等,承担着大数据采集、数字化转化、智能分析等任务;展开性硬件,如手机、平板、智能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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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可随身携带的智能设备,教室、场馆等空间中的超大屏、VR 眼镜和头盔等应用终端,以及

APP、小程序、网站。 正是这种数字化硬件,支撑了整个数字思政空间的运行。
其二,作为核心的虚拟化情境。 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可被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把握,促进双方身体、心理、精神状态优化的可控环境[13] ,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心理

的、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气氛和人际互动[14]249。 数字空间“表示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

由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 [15]79,这与传统意义上

具有先在性、客观实在性、确定性特征的空间形成了鲜明区别。 情境能有效辅助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展开,为教育对象初步印证其所接受的思想意识的正确性等提供具体场合[16]95,在数字思

政空间中,情境成为激发受教育者动机、激活内心学习动力、激励价值内化动能的核心要素,也
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优化认知与体验、强化价值导向与意义构建、深化情感互动与行为养

成的重要支撑。 具体来看,情境可分为以下三种:瞬时情境,是指偶然发生、短时存在、不宜捕捉

的情境,具有瞬时性、偶发性和易逝性等特征;常态情境,是指经常发生、长时存在、较容易被人

们掌控和利用的情境,具有常态性、长存性和易用性等特征;创设情境,是教育者根据教育需求、
主体意志和主观想象,运用数字技术在数字空间中模拟、虚设出来的情境,具有主观性、虚拟性

和集成性等特征,仅能存在于数字化空间中。 三种情境在数字空间中串联、并联多种样态运行,
为思政教育提供情景驱动。

其三,作为支撑的互动性叙事。 故事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灵魂,是数字思政空间获取关

注度、吸引注意力、发挥引导力的核心支撑,能够有效拉近讲授双方的语言距离、理解距离和时

空距离[17] 。 在数字思政空间中,叙事具有以事论知、以事明理、以事育情、以事导行的效应,而互

动的时空样态和有效引导,承担着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个体和群体思想政治素质、内化为价

值体系的功能。 互动性叙事有效支撑着数字空间,其中要突显选取典型化、生活化的故事,以具

有互动性的方式、载体,将其贯穿到信息生产、传播、接收、融合和反馈的全过程之中,坚持“自始

至终”,使思想引导的内容与用户精准对接、精准分发[18] 。 将思想政治教育宏大、严肃、专业化

理论以互动性叙事方式,转化为微观、轻松和日常化的表达,实现思想互动的全时、全域引导,让
理论回应关切、思想照亮现实。

其四,作为根本的主流价值。 空间在人类生产中承载着符号、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着思想

品德的向度,并提供生命意义的场域。 空间里存在着多样性的社会意识表达、多向度的价值观

展示以及多维度的生存意义彰显。 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承载和容纳着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的意义,并构成一个价值场域,其中不仅弥漫着各种价值评价,也提供价值评价的标准[19] 。
价值构成了数字思政空间超越其他数字空间的标志性征象,更构成了数字思政空间的价值之

基。 因而,数字思政空间应体现并突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

位,彰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置于空间创设的底层逻辑,扩展一切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能量,在满足人们多元化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时加强对多种社会思潮、多
种价值观念的引领,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阻碍历史进步和

危害自身发展的价值观,不断强化舆论场的引导作用,塑造清朗的数字空间。
其五,作为保障的精准化评价。 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包括人们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

动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或反映。 任何课堂教学评价的开展都是植根于特定教学空间的,具有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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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固的空间性。 “步入信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和数字化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精准

化和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 ,而数字思政空间的评价核心是对人们思想变化、意识调整、
精神动态、价值转化等变化着的思想轨迹的测评,为人们提供反躬自省的“镜子”。 这种评价以

全过程在场、全时空在线、全息化在内的模式展开,通过数字技术运用,破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以定性评价为主且评价指标单一、结果静态等问题[21] ,实现了全员评价、多元评价、智能评价、动
态评价,有效提升了评价本身科学性、评价的社会认可度和评价的对象接受度。 当然,在进行这

种评价过程中要注意对人的现实评价、全面评价、动态评价和长期评价。
(二)数字思政空间的基本特征

数字思政空间作为数字空间的特殊形态,是人们在深刻洞察物理世界数理逻辑运算规律的

基础上,采用数字化的符号生成技术并通过专用设备表征出来的新空间,在支持思想政治教育

运行中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化静为动的叙事动态性。 数字思政空间中的叙事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将过往以语言、
文字、静态图片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以动图、视听和虚拟现实等形态展开,让叙事更加鲜活

化、生活化、灵活化。 一是以鲜活化的叙事选材凸显化静为动。 社会生活中的信息和故事通过

网络共享在数字空间中汇集,供数字思政空间中的“数字主体”遴选,实现多种空间和故事的交

织和贯通,为人们认识世界、涵育精神、塑造价值提供了指向,也为批判错误思想、抵制错误思潮

提供了现实证据。 二是以生活化的叙事加工凸显化静为动。 思想政治教育所叙之事一般包括

原始事件、意识事件和文本事件。 数字思政空间以海量信息、多维叙事克服了这一问题,破解了

人物形象单薄、故事内容单调、故事价值单一的难题,可通过空间中的多源信息讲述原始事件和

意识事件,提升了叙事的可信度。 三是以灵活化的叙事方式凸显化静为动。 在数字思政空间

中,人们克服了素材、设备的限制,对过往以文字等形态存在的故事进行技术化、艺术化和想象

性再造,综合运用文字、图像、视听和虚拟现实等多种方式进行表达,多重刺激、综合调动人们的

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增强故事的感染力。
第二,化繁为简的知识还原性。 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空间的形成加快了知识的传播速度

与更新频度,降低了理解难度,为纷繁复杂的思想政治理论体系大众化传播提供了契机。 一是

以数据逻辑重构理论知识实现化繁为简。 数字思政用数据语言进行表达,将晦涩难懂的文字简

化为直观的数据公式,不仅提升了理论的可验证性和可自证性,也提升了理论体系的说服力和

逻辑自洽性。 二是以动态可视化阐释理论知识实现化繁为简。 基于数字思政空间的技术性架

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可通过渐进式动画、图表、短视频等方式渐次出现、动态演绎。 这不仅展

示了理论生成、理论应用的过程环节,加深了人们对理论的认知和理解;也更加适应数字时代信

息推送快捷性、扁平化、简短化的趋势,契合“数字人”时间高度碎片化、注意力高度分散、知识含

量浓缩化、信息表达简要化的需求。 三是以精准化推送传播理论知识实现化繁为简。 数字时代

多源、多位、多向的信息加剧了数字思政空间与其他信息空间的注意力竞争,要求数字思政空间

必须精准供给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品,做到精准到人、精准到事、精准到时、精准到势,因势利导

深化理论传播情境[22] ,以深度契合、高度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并赢得价值认同。
第三,化零为整的价值贯通性。 数字思政空间中的价值呈现打破了现实空间中学科割裂、

时间断续、空间分离的状态,破解了网络空间中价值呈现虚无化、孱弱化、碎片化的困境,通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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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超空间将价值链接、整合为有机体。 一是以外在形态的化零为整深化价值呈现。 数字思

政空间中的价值呈现化显为隐,将直接的价值陈述转化为具有关联性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图
像符号、空间符码的价值叙事,再通过数字超文本,将网络空间中零散、断续、孤立的价值碎片转

化为关联、连续、整体的价值体系并予以全景呈现,实现价值认同。 二是以内在要素的化零为整

深化价值呈现。 作为一种人为创设的存在,数字思政空间从其创设理念、过程、运行、设施、元素

等各个要素都彰显着教育组织者和实施者的意志,将价值内置于空间的所有构成要件、运行环

节、运转机制之中,再以空间为中介融通。 三是以实体存在的化零为整深化价值呈现。 在数字

思政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以网络化、生活化、口语化方式展开叙事,以要点化、过程化、对比化

方式进行演绎,优化了价值产生、发展和应用情境,从理论知识生发性、过程性、结果性层面为人

们提供一个全息化价值图谱。 四是以关系存在的化零为整深化价值呈现。 通过互联网络打通

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国内空间与国外空间、校内空间与校外空间、个体空间与群体空间的壁

障,通过空间泛在互联、层层叠加,实现人们对价值的内化与外化。

三、数字思政空间的运行机理

数字思政空间作为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和适应性的运行空间,是内外关联的系统结构。
物与物构造出物理空间环境,但人的存在体现于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之中。 进一步

而言,社会关系在物理空间关系的塑造下被驯化或重塑,揭示了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相互

交织、相互影响的运作机制。 数字思政空间既具有精神塑造性,又具有技术性,需要从内外两个

维度把握其基本构造。
(一)外在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置身其中的数字化空间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空间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
从外在维度来看,数字思政空间涵盖了数字化硬件与软件、数字制度空间、数字文化空间等多个

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基础。
其一,数字化硬件与软件空间是数字思政空间的外在底层架构,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硬件方面,随着 5G、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硬件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 智慧教室、虚拟实验室等数字化教学设施

的建设,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突破传统物理空间,正在更深入的虚拟实践空间中展开。 在硬件设

备的基础上,各种软件工具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重要载体。 教育管理系统和学习平台如

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学堂在线等,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便捷的学习空间。
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等,则为意识形态传播、信息流动以及文化交往提供了更广泛的渠道。 通

过这些软件的有效应用,教育主体的空间掌控权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以议题设置引领数字空间

舆论导向更具有可实现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数字思政空间更具有可行性。
其二,数字制度空间是数字思政空间的基本保障,包括政策法规、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加快制度规则创新,完善与数字政

务建设相适应的规章制度。 数字制度空间的构建需要充分考虑数字思政空间的特点和需求,制
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为数字思政空间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政策法规方

面,应当明确数字思政空间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保障师生的数字化教学和学习权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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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数字技术被滥用和误用。 同时,应当加强对数字思政空间的监管和管理,确保其安全、稳定、
高效地运行。 在管理制度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思政空间管理制度,明确各级管理机构的

职责和权限,规范数字思政空间的使用和管理是保证权力有效畅通的关键。 同时,应当加强对

数字思政空间使用情况的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数字思政空间持续、稳定发挥

作用。 在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与数字思政空间发展相适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师生积极利用数字

思政空间进行学习和教学,激发师生参与数字思政空间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三,数字文化空间是数字思政空间的灵魂和内核所在,是数字化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的

一种新型文化形态。 数字文化空间是一种使用数字技术创造的人与技术、社会、文化互动的虚

拟空间,具有真实性与开放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变革浪潮中,我们见证了技术的不断

革新和教育主体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 这一进程不仅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

数字场域,而且推动了教育关系网络的深度重塑。 传统的线性组织关系在数字场域的迭代与蜕

变中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复杂且紧密相连的空间网状结构,涵盖了教育主体、教学资源与

文化发展之间的多维度互动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功能,为促进文化自信,要不断提升文化传承和创新水平,使之成为技术创新的基

石,增强文化效力。 不论是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或是数字文化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延伸,都
需要数字思政实现对文化传承、传播及创新途径的革新。 由于数字时代的信息获取途径由实向

虚拓展,需要发挥数字文化空间的技术优势,引导文化发展突破现实空间的约束,推动对优秀文

化的最大限度保存和传播。 数字文化空间的文化生产与传播作用,不仅能推动数字文化生产活

动的发生、促进教育范式变革,还能通过文化建设与价值情感生成功能提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的数字文化素养,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展开创设深厚基础。 随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数字化

转变及创新发展,数字文化空间包含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涵盖了多样的文化活动以及灵活的文

化机制,将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化、平等化、大众化、互动性强的学习环境。 数字文化空

间作为数字思政空间的一个外在条件,将为数字思政的发展构建一个继承了丰富传统文化空间

的内在逻辑结构和文化承载特征的文化空间,并通过技术适应性实现更广泛、更全面的边界与

功能扩充,为教育主体创建数字身份、拓展虚实空间的正式与非正式学习文化场域。
(二)内在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运行空间

从内在维度出发,数字思政空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运行的数字化空间,其丰富的内在

性是主体有效实现价值实践的前提。 教育主体空间、主体交往空间以及作为中介的数字文本空

间在数字思政空间中充当基本内在要素,构筑了一个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

专注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实践活动,通过价值观的塑造和精神动力的激发,努力推动人们实现精

神的提升与成长。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主体,主体空间指教育参与者的精神空间,是
教育主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空间。 数字思政空间中的教育主体在空间意识和理念上是一

个与数字化生存空间相适应的主体,其主体的知、情、意、行在数字空间中的对象化展示表征了

主体空间,教育主体认知的拓展、情感的流露、意志的展现以及实践的深入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的有序展开提供了基本的主观条件,只有将这些要素有序组织起来,数字思政空间才能发挥好

育人功能。 所以,数字思政空间应该包含教育主体空间的基本要素,教育者具有富足的内在精

神世界,能够传递知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教育对象则具备自主学习、互动交流的内在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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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接收价值信息。
主体际空间是指基于数字化的主体连接、信任、对话等空间。 数字思政空间是数字交往过

程中达成价值传递的关系性空间,即数字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所创构的人际互动空间。 思想

政治教育作为“人改造人”的实践活动,在主体间的互动中展开并实现。 交往关系是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活动的前提,更是制约其实效的重要因素。 某种程度上说,主体间在数字空间中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正是数字思政空间拓展的过程,教育者主体利用自己的知识、情感、价值和行

为多角度影响受教育者主体,占领和抢夺其“未开化”或“被侵蚀”的价值空间,这种主体间交往

实践关系到生成构筑了数字思政空间的内在结构。 数字思政空间的本质是数字思政实践活动

的现实展开,在数字思政空间中,教育主体之间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联系,形成互动交流的社

区。 在这个对话性、互动性、关系性空间中,教育主体通过相互学习、分享经验、交流思想,增进

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通过数字化、符号化的对话和交流,教育主体间共同探讨问题、分享心得感

悟、寻求思想共识。 这种主体际空间是教育主体达成理解、共识、认同的关系性空间,不仅是现

实主体际关系的数字空间延伸,更是数字化转型下的新型主体关系拓展,具有融合虚拟与现实

的新的时代内容。
中介客体空间是指数字思政空间中承载思政信息的数字化文本等中介空间。 在数字思政

空间中,数字文本是价值生产、传递和内化的直接来源与重要载体。 教育者通过数字文本将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给教育对

象。 数字文本以超大信息量、超快传播速度、超强互动性等特点构建承载价值交往的空间,以多

样化、个性化的空间形式吸引教育对象的注意力、激发其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还可以根据

教育对象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和推送,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数字思政空间的内在维度是架构在数字思政外在物理、文化和制度等空间结构基础上的内

在空间,是主体的精神性空间、关系性空间,是实现价值交流、传播、筛选功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重要场域,也是未来数字思政生长的新场域。 伴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和新兴技术的进步,主体的

认知、情感、意识以及行为的嬗变必然带来主体内在空间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数字思政的实践展

开过程中呈现为某些领域内空间的拓展或者收缩。 数字思政空间融合了物理、社会、精神等性

质,在一系列复杂文化背景下,创造面向未来、具有数字化生命力的新文化、新价值。 在新兴技

术及社会环境催化下,数字思政空间成为空间、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交界点。 数字思政空间

生产必将为构建技术、文化与教育融合的育人生态提供有力的现实承载,为进一步创建共享、交
互、创新的未来发展空间赋予现实动力。

四、数字思政空间的建设路径

数字思政空间是在数字硬件的基础上以情境为传播中介、以叙事为基本载体、以价值为主

线,使用逻辑和符号表征创构的虚拟现实的世界图景和生存模式,通过评价来保障空间功能的

实现。 由此,硬件、情境、叙事、价值与评价构成了数字思政空间实践推进的核心议题。
(一)优化硬件,夯牢生成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基础

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23]133。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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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全面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社会生态系统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驱动,更为数字思政空间中数字硬件建设明确了要求、明晰了方向。
一是加强移动互联网建设,深化泛在互联、智能设备开发与推广应用,强化数据采集设施建

设,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实现全员在网、全域联网、全程融网、全息存网,让数据在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中自由流通、快速汇聚,加快形成数字孪生。 二是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算力即对数

据的处理能力,主要涉及运算速度、反馈灵敏度和结果精准度。 算力是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其强

弱直接制约着数字思政空间效能的发挥程度。 借助省域联合计算中心、区域超算中心建设提升

算力,探索“学校—企业”联合、“地方—高校”联合、“学校—科研院所”联合模式,借助地方和社

会化力量增强数字思政等。 三是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数字空间迭代。 如对教室、报告厅、纪念场

馆等空间进行数字化空间建设升级,增强临场感的效果;投放数字思政终端,以便实时、全程采

集和分析数据,共享共建,等等。
(二)创新叙事,对接意义链条

大数据时代的海量信息虽为数字思政空间提供了诸多叙事元素,破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

素材匮乏的困境,却带来如何把故事讲精彩的新难题。 对此,在数字思政空间中,可综合运用

看、说、写、演等方法来深化、传播、创新和体验故事,形成数字思政空间“讲故事”的集成路径。
一是以“看”的方式深化故事。 数字思政空间的叙事是通过网状脉络连为一体的超文本形

态,是复合型故事。 人们打开其中任意一个故事,都将激起“涟漪”,链接到其他相关故事,获取

到全景信息。 受教育者既可以按照教育者的特定编排循序渐进、由浅入深领悟,又可基于自身

的学习进度与喜好关注在搜索引擎、大数据分析等辅助下实现跳跃式阅读。 二是以“说”的方式

传播故事。 在数字空间中,人们所“说”的故事可划分为预设性文本和生成性文本两种形态。 预

设性文本主要指人们以音频、视频等方式将所讲的故事录制下来反复聆听。 生成性文本则主要

指以网络直播、文字互动等形式展开,教育者可随情境调整故事内容、情节、节奏等。 与传统叙

事不同,数字思政空间中“说”故事具有可复制性、可重复、可扩散、面向不特定多数人的特性,也
可以融入灯光、音乐、动画、艺术、影音资料等多种特效和资料链接,为“说”故事提供辅助,进一

步提升了“说”的吸引力。 三是以“写”的方式创新故事。 “写”故事鼓励人们积极创作多种题

材、话语和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故事,增强数字思政叙事的鲜活性。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可

以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故事和经典故事进行改造,使其更适合数字时代话语逻辑与表达方式,
对故事情节进行合理化、情境化和时代化重塑;教育者可以鼓励数字空间主体挖掘、凝练、创作

当代榜样青年励志奋斗、创新创业、奉献社会的故事,在数字思政空间中提供共享平台、优化议

题设置、深化交往互动、建立奖励机制,打造思政故事“网红”;同时积极借鉴数字时代网络文艺

作品新题材、新素材、新形式,创作内蕴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长篇故事,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巧妙融入其中,提升叙事黏度,增强数字思政艺术性。 四是以“演”的方式体验

故事。 数字思政空间尤其经过数字化改造的物理空间内置多种情境、虚构多种情节、设置多种

角色,人们可根据喜好置身其中,具身式体验角色,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加深对内容的感悟,让人

得到思想的启发、心灵的启迪和精神的鼓舞。
(三)选创情境,广谱知识点位

捕捉、改造和创设情境是数字思政空间的基本功能,主要聚焦在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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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顺势”捕捉瞬时情境。 数字思政空间要通过大数据、算法等技术进行实时观测,洞察

人们的思想情绪和心理变化,进而根据教育情境变化捕捉教育时机,并转化至教育空间中。 如

运用大数据信息和技术对重大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和突发事件进行全息化透视;借助虚拟现实

与增强现实技术在数字思政空间中全景化呈现,投射事件酝酿、发生、发酵以及可能发展趋势的

各个场景,进一步将事件引发的社会背景、关系链条、发酵原因、可能引发后果等相关信息向人

们悉数展示等。 二是“借势”改造常态情境。 常态情境是数字思政空间情境的主体,如何将常态

情境转化为数字思政的动能是空间效能发挥的关键。 如重点梳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题教

育内容、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要的情境,找出问题的指向;也可运用 VR、
AR、MR 与 XR 等数字技术改造现行思想政治教育物理空间,如结合红军长征的虚拟场景解读长

征精神,将以往的感性认知、浅层了解、记忆式掌握转化为理性认证、深层理解和自证式探索,提
高理论的趣味性和记忆性等。 三是“造势”创设虚拟情境。 按照人们的主观意愿和设想,运用数

字技术创设和重构,拟生出虚拟空间。 例如,在开展社会主义史、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学习教

育中,可充分运用数字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重构虚拟情境。 此外,教育者还可以通过在数字思

政空间中设置议题、引导交流、鼓励共享等机制创设用途不同的空间。
(四)深嵌主流价值,丰富精神意蕴

同思想政治教育其他空间一样,数字思政空间除了依靠多形态文本阐释价值、通过空间环

境氛围彰显价值、通过结果评价规范价值以外,还凭借自身特有功能优化价值涵育路径,具体包

括三个方面。
一是在空间互动中自证价值。 数字思政空间彰显互动功能,这种互动是平等互动、泛在互

动、全程互动、多向互动。 人们通过在空间进行人际互动、人机互动和自我互动自觉、自主地探

寻、推演、验证其内蕴价值。 首先,通过人机互动发现价值。 数字思政空间为人们提供海量蕴含

价值的信息,人们通过人机互动发现价值耦合,进一步自主探索价值的内涵、要义与实践转化,
最终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意识、精神动力和行为自觉。 其次,通过人际互动生成价值。 数字思政

倾向于采用项目制方式展开。 教育者可承担团队凝聚者与引领者角色,将蕴含价值的学习任务

分派给受教育者。 受教育者可承担团队协作者角色,接受任务后在数字思政空间中组建虚拟团

队,按虚拟教研的模式展开学习、展示过程、展现成果,多向、多态、反复交往互动,深化对空间中

蕴含价值的认知。 再次,通过自我互动固化价值。 人们通过自身知识的积累、理论认识的深化、
实践活动参与、与他人的对比,不断反思所持价值、改正错误价值、调整偏移价值、巩固正确价

值,最终实现价值选择和行动选择的高度统一。
二是在空间叠加中突出价值。 社会空间相互交织是规律,空间之间相互渗透或相互叠加,

并且“没有那种相互限制的边界、容易引起冲突的轮廓或其惯性的结果” [24]129。 就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空间而言,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其陷入断裂困境,在横向体现为空间区隔、拒斥,纵向体

现为阶段性、间续性与发展性问题[25] 。 数字思政在展开过程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空间,既有思

想政治教育的公共空间,又有受教育者打造的定制化、个性化、自助性学习空间;既有存在于现

实世界中的兼容性空间,又有存在数字孪生世界中的虚拟空间;既有数字思政活动的专门性空

间,又有数字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般性空间等。 其中必然伴随着“空间交织与空间交换、空间流

动与空间传播、空间竞争与空间争夺” [26] 。 数字思政空间有效破解了上述难题。 数字思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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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各个形态的空间中予以突出强

调,从而实现数字思政空间的价值。
三是在空间贯通中共享价值。 价值共享是指人们在数字思政空间中通过分享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传导的价值进行分享、交换、对比和思考,共同受益其中的意义。
从本质上讲,共享价值不再是简单的信息、知识共享,而是体现着交互主体的价值重构、行为建

构[27]78。 数字思政空间因网而生、因数而成,具有以数化人的功效[29] ,借助互联网络将一个个大

大小小、分散在数字世界中的空间紧密链接在一起,共同组成数字思政空间有机体。 人们在贯

通的空间中共享平台价值[30] 。 比如,通过价值分享凝聚和共享价值。 数字思政空间体现着个人

空间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贯通,其精髓不仅在于形成个人价值,更在于以整个数字空间

为视野,通过价值分享利他,得到他人认同,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共同价值的统一,
 

而“社会价值

与个人价值最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基本特性与关系实质” [31] 。 这就需要人们不断精选、
记录、链接和传递自身获得的价值,为他人获取价值打开方便之门。 再比如,通过价值评价共享

价值。 人们通过在数字思政空间中对人、事、物、情、行内蕴的价值导向、价值内涵、价值实现进

行自评、聆听他评、展开互评,进一步明晰价值意蕴,进一步突显数字思政空间中的价值秩序,这
无疑是一种“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的崭新的空间秩序治理[32] 。 此外,可以通过价值

筛选共享价值。 人们在数字思政空间中对多种价值进行筛选,一方面为自身寻找到最契合的价

值,另一方面筛选行为也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引发羊群效应[33] 。 久而久之,将在群体中形成共同

价值,从而进一步规范数字思政空间中的价值秩序。 无论价值分享、价值评价或价值筛选,都将

在数字思政空间贯通中实现,否则将会形成“信息茧房”,引发价值固化甚至极化的风险。
(五)精准评价,提高功能效应

教育主体教育评价的科学性、社会大众对教育评价的认可度以及教育评价本身对人们、对
社会的导向性构成了评价的生命线,因此要围绕上述指向优化教育评价构成数字思政空间价值

彰显的保障。 对此,可以采用群组评价方法[34] ,也可从空间技评、空间共评和空间动评三个维度

展开。
一是以“空间技评”提高科学性。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一项育人、导人、树人活

动,所有的环节、要素、结构都要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来设计和优化,数字思政

空间中的评价活动亦是如此。 提高空间评价科学性要注重发挥技术力量,增强评价的工具理

性。 首先,通过技术化评价强化客观性。 通过对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的运用,实现自动评价、量化评价、智能评价,突出人机协同评价,强化评价主体的客观性、依据

的客观性、过程的客观性、方法的客观性和结果的客观性。 其次,通过可视化评价强化可接受

性。 通过数据可视化以及多媒体技术,更直观、生动、简洁地为人们呈现评价结果及其变动趋

向,通过算法分发技术实时发送给教育相关者。 教育者需要及时评估教育方案、调整教育举措、
优化教育供给;同时,也要激发受教育者内心自省,自主自为审视思想,强化正确言行,矫正错误

取向。 再次,通过可溯化评价提升可信任度,并做出相应模型[35] 。 评价结果使用者在以正当理

由、获得一定权限的情况下,通过查取调阅数字思政空间数据、缕析空间脉络,可以追溯评价产

生的全过程、全要素,获知评价做出者,以此决定评价结果是否可信和可用,特别是学习者认可

度研究[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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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空间共评”提升认可度。 数字思政空间以共在、共建、共治推动建立共评机制。 首

先,“人—人”共评。 以教育主体全员数字在线和在场的模式展开,所有教育主体都可被空间链

接到评价活动之中,独立、平等、公正地参与评价活动。 通过教育者的空间共评,最终形成对人

们的多维、全息、全域评价,完整呈现数字思政的真实效果。 其次,“人—机”共评。 对思想政治

教育主体而言,数字思政空间的评价是一种辅助性评价,为教育主体评价教育对象提供参考,不
能替代教育者评价。 必须以“人—机”共评模式优化评价机制,提升评价结果的科学性,防治评

价异化。 尤其要深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空间评价中的运用,强化教育者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之间的意见交换,提升评价人文性。 再次,“历史—现实”共评。 数字思政空间积累了人们的

海量数据,也累积了各个时段的评价信息。 由此能够关注人们思想认识的动态变化过程,对教

育活动展开前后对比分析,实现历时评价与共时评价的统一,更加有效地评估教育效能。
三是以“空间动评”提升导向性。 “空间动评”的核心是对人们进行动态化评价,关键在实

现即时评价、过程评价、动态评价,依据多维数据加以构建评价体系。 首先,通过即时评价强化

精准性。 即时评价强调在人们做出一定行为之后立即做出评价,反馈教育成绩,竭力缩短教育

活动与教育评价之间的时差,提升评价对人们的激励和自省效用,发挥评价的指导价值。 其次,
通过全过程评价强化指导性。 即“空间动评”强调评价贯穿数字思政活动全过程,评价活动不再

仅仅针对教育活动产生的结果,也针对教育活动要素、过程、环节的展开情况。 例如人们参与教

育活动的心理动机、外在表现、频率互动等都将作为评价依据记录在案,作为评价对象被呈现出

来。 再次,通过常态化评价强化价值性。 即数字思政空间中的评价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而是

时时刻刻常态化发生着。 人们只要进入数字思政空间,评价就自动开启、智能展开、随时反馈。
对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需要确立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观,做好时时、事事、处处评价的心

理准备。

五、结论与展望

内部构件、运行特征与建设路径是关涉数字思政空间的内在的、核心的、根本的议题,我们

需要在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基础上,借鉴教学空间要素理论、教育流动空间理论、技术增强的

学习空间理论进行充分论证。 数字思政空间理论体系构建是一个全新研究领域,未来还需要深

入探讨各个内部构件通过优化组合可能形成哪些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功能是什么以及如何实

现这些功能等议题。 另外还需要充分思考数字技术在空间结构与功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技术

潜力如何挖掘和共享等议题。 展望未来,数字思政空间理论体系构建将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学术

探究空间。 跨学科融合研究将推动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信息技术、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

科的交叉融合,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空间理论。 同时,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动态性研究、技术潜

力与教育需求的匹配性研究、教育公平与数字思政空间的关联性研究等议题,将为我们深入理

解数字思政空间的演变趋势和内在逻辑提供重要视角。 随着研究的深入,数字思政空间的研究

也要向内转化,从物理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向精神空间、情感空间转向,从方法论到本体

论、认识论的深入探赜,探寻数字思政空间本质特征和特殊性质,增强理论内涵式发展。 这些研

究方向的深入,将不断丰富数字思政空间的理论内涵,也将为其实践应用提供更为坚实的学术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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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meaningful
 

chains,
 

embed
 

mainstream
 

values
 

deeply
 

and
 

enrich
 

spiritual
 

implications,and
 

strengthen
 

precise
 

evaluation
 

and
 

enhance
 

function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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